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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暖花开






沟
 通技巧是一个人影响他人的重要手段，是这个人领导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话题是《哈佛商业评论》的“老生常谈”。试想一下：你会为朝你发号施令的人工作，还是为愿意花时间了解你所思所想的人效力？如果曾经给予你帮助的同事，现在请你帮助他解决某个项目的问题，你是否愿意答应他的请求呢？答案显而易见。这同时说明，在当前强调协作的工作环境中，你需要一整套人际交往技能，说服别人帮你做事。

但在我们准备本期杂志的时候，微信朋友圈却正被一篇关于国内一家大公司裁员的新闻刷屏。从管理的角度来看，这家公司的一线管理者的沟通出现了问题，或者说他们的领导力存在着缺陷。

因此，本期聚光灯栏目就将此前发表于本刊有关沟通的文章重新刊发，希望借此能帮助诸位读者再度重视自己的沟通问题。我们将罗伯特·西奥迪尼的《说服别人是门科学》作为主文。在该文中，将互惠的愿望和能力诠释为说服力六大原则之一。这六大原则符合人类深层欲望，比如希望得到他人的欣赏。领导者必须通过其他人完成任务，其中包括他们无权控制的人。因此，他们有必要建立关系并提高（但不滥用）说服力。

此外，我们还重新刊发了罗伯·高菲和加雷斯·琼斯合著的《管理本真性：卓越领导力的悖论》一文，以及《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对于西奥迪尼的专访。

约翰·科特在其发表于《哈佛商业评论》的经典文章《卓有成效的总经理究竟在做什么》中，记叙了某成功总经理一天的生活。这位总经理似乎花很多时间闲谈，但总会记着日程表中自己要完成的任务。他利用非正式交流建立并加强人脉网络，同时在针锋相对的简短讨论中，影响自身管理体系之外的人。结果是，该总经理并未在闲谈中浪费时间，而是有效利用了这段时间。

有些人天生就具有领袖魅力，但对多数人而言，影响他人的能力更多是我们在培养特定能力和关系时用到的巧妙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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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来戴维·韦塞尔（David Wessel）
 一直为《华尔街日报》撰写经济演变的编年史。寻找将学术理论和政策辩论以及新闻联系起来的主题。去年他专注于一个主题：美国经济中竞争程度的下降。现在他在布鲁金斯研究所哈钦斯中心担任财政和货币政策主任，也是国家公共广播电台常出现的评论员。韦塞尔致力于改进经济政策和公众对其的理解，或者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为那些身处经济生活中，却没有时间研究它的人梳理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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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博奇（Richard Borge）
 是布鲁克林的插画师和动画设计师。他的大部分工作都受到来自20世纪50年代日本和美国发条玩具的启发，包括出现在文章中的插图。这些玩具的制造商“被制作过程限制了”，他说，“我一直试图在自己的工作中体现这其中的美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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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好问题比答案

更重要？


在头脑风暴中思考问题本身，而非答案，在这种具体的方法之下是一种更为广阔的认知：新的问题能够启发新的观点，有时甚至能改变局面。





麻省理工学院领导力中心执行主任、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领导力及创新高级讲师 哈尔·格雷格森|文





学习才是你能成为人生赢家的资本

艾瑞卡·安德森｜文

没有深度思考，你就只是一名“低品质勤奋者”

马丁·里夫斯｜文

未来，只属于4种领导者

比尔·泰勒｜文

[image: ]

《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网精彩内容推荐

为何合规管理总失败？

世界各地的公司都为合规投入巨大，然而效果却不尽如人意。改进评估方式，可以帮助管理者发现应当替换或削减的无效工作，最终找到机会，提升合规项目有效性。



B2B价值金字塔

为提高客户忠诚度，供应商应全面了解影响客户购买决策的理性和感性因素，并据此设计价值主张。



女性如何排除万难

从非裔女性高管身上学习领导力智慧。





随时关注

读者反馈、纠错、互动交流，请联系：010-85657511、hbrchina@hbrchina.org，或通过 @哈佛商业评论
 微博账号或微信账号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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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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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哈佛商业评论》

中文版APP












博客 @HBR




算法大行其道，

该如何掌控阅读内容


马克·扎奥 - 桑德斯 (Marc Zao-Sanders) | 文

时青靖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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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
 需要按一下开关，一些技术大佬们便可以改变人们所获信息的性质和范围。2013年，谷歌开始尝试利用Hummingbird算法来了解其用户的偏好。2016年，Twitter在引入其算法时间线时用最重要的推文取代了最近的推文。Facebook称，公司将在今年早些时候利用最有意义的互动取代消息中的点击诱饵。这些变化在最初的几周中总是会闹得沸沸扬扬，不久之后便会得到人们的默许。如今，精英们拥有前所未有的能力，能够在弹指间改变数十亿民众的思想和行为。

这一切都归功于算法。人们每天多次查看的个性化引导式新闻、信息和学习内容，都经历了协同过滤流程。其原理是，如果我喜欢X，而且你和我从算法上来看是类似的，那么你也有可能会喜欢X。每个人都会获得其自有的、大众式个性化信息，由机器进行配送。

此举的影响是广泛和深远的。假新闻和错误信息无处不在。幼小的孩童们看到的是那些由算法生成、经算法优化的有害内容。可能最无足轻重的影响在于，我们的信息内容中存在系统化的偏见，而且我们只不过是生活在一个小小的回音室中，所有的信息均来自那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尽管诸如艾力·帕里瑟这样的人士曾在2011年发出了警告，但如今人们在万维网的体验实际上异常本土化。

我们该怎么办？尽管数据科学家、决策者和伦理委员会正在研究大范围的长期对策，但作为独立个体的我们亦需担负应有的责任，确保我们能够发现和了解自己的需求到底是什么。基于上述技术背景，当代知识工作者应根据正确的信息——真实、客观、具有广泛基础的信息——做出正确的业务决策。当然，将算法拒之门外是十分困难的，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复杂、神秘的系统。但此举并非是徒劳的，以下是我们当前可以采取的实用举措。


首先，弄清楚自身的情况（隐形代码有针对性地为你做出了很多决策）以及所面临的风险（拥有特定、狭窄的世界观的后果）。
 不妨在一开始对问题进行仔细研究。这种意识可能会促使你质疑所获信息的真实性和全面性，并寻找与你的情况更相关的解决方案。


第二，完善算法。
 或将其看做是一个游戏。改变你的设置，允许进行随机推荐（如果系统有这项功能）。特意跟踪那些拥有相反观点的人。主动探索你所选择的社交媒体平台，而不仅仅是被动地吸收它们所提供的内容。这类探索活动将被算法截获，并反映在未来的推荐当中。迫使系统扩大其推荐范围。


第三，避开雷达。
 人们可以通过无痕模式进行私密浏览，或使用duckduckgo这样的非跟踪搜索引擎来匿名搜索。人们无须一直或完全采取这种方式，但了解何时以及如何在网络上获取未经过滤的观点还是十分有用的。


第四，有意识地确立人类影响范围。
 个性化的电子邮件摘要和社交媒体信息均由算法来确定。传统的社论仍由人们手工编纂。当然，人工引导仍会产生偏见，但它同时还需要更广泛受众的审查、明晰的责任划分（终审在于主编）、伦理和标准以及抱负（至少某些刊物），来提供全面的报道，而不是带有主观色彩的报道。


第五，通过放下数字媒介，走出数字回音室。
 现实世界一直都充满着混乱。更多地去关注自己在真实生活中的感受、观察、沉思和对话。

算法的影响是巨大的，具有双面性。本文列举了一些不利的影响。然而其好处也是巨大的：算法可以从成千上万，甚至数十亿条基本不相关的内容中找到令人信服、振奋人心的宝贵信息。完善你的信息源，并借此让自己乐观地看待万维网以及这个大千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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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扎奥-桑德斯
 是filtered.com首席执行官兼联席创始人，该公司是一家教育科技公司，使用人工智能并通过技能和学习来提升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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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内部人选

为何来自圈外


丽贝卡·朱克尔 (Rebecca Zucker) | 文

时青靖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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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
 洛普公司曾发表《圣经》式著作《优势领导力》，断言一流领导人总是投资于自己的强项，迄今为止，近十年过去了，我们正在认识到，与之相反的情况可能同样是正确的。

根据盖洛普的统计，更为传统的、基于优势的方法强调，当一项工作能够展示雇员的强项时，他的投入精神可能高出六倍。从直观上看，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做我们擅长做的事，创造良好业绩，为此得到表扬和认可，这是一件好事。

然而，反面论点认为，当我们过分依赖自己的强项时，实际上阻碍了我们的学习。以运动为例，只有停止依赖你的正手（你的强项），转而提高天生薄弱的反手能力，你才能成为真正伟大的网球运动员。我们都需要培养一些并非与生俱来的技能。例如，性格内向的人可能想尝试做销售，尽管研究表明，性格外向的人更有机会表现良好。

专注于较少使用的偏好、能力或弱点是学习和发展的最佳机会，而且研究表明，那些处于“学习模式”的人最终会发展出更强的领导技能。

苹果和微软是促使企业领导者保持学习状态的典范。两家公司当前的人事主管都来自完全不同的业务领域——苹果公司的戴德丽·奥布赖恩(Deidre O’Brien)来自全球销售和运营部门，微软公司的凯瑟琳·霍根(Kathleen Hogan)来自微软的全球服务部门。如果上述公司遵循基于优势的领导力方法，可能会聘用一个在人力资源领域已有建树的内部或外部候选人，让他轻而易举地施展自己的业务专长。通过挖掘来自其他方面的高绩效领导者，苹果和微软公司对这些领导人及其技能进行了长期投资。

我们列出了企业在领导层以外寻找候选人所能获得的主要益处：


更快的关键领导人培养速度，可称之为“火的洗礼”。
 进入一个崭新的领域迫使你加快速度，迅速建立起以前未能充分发展的能力。2014年，北卡罗来纳大学人力资本研究院和商学院联合发布了一份报告，题为《如何加快发展领导力》，其中一项数据表明，在培养关键领导人方面，跨部门职能项目是企业最常用的方法，几乎占到八成。在被调查的公司中，76%使用弹性任务。超过91%的公司报告说，计划在2019年采用跨职能项目加速发展速度，89%的公司计划使用弹性任务。


更多样化的发展前景。
 以“局外人”的身份履行一项新职能，会带来新的想法和观点，有时这可以成为一种催化剂，对可能不再奏效的旧有运作方式提出质疑。看似“天真的”问题可以引发新思考，让人们对以前未加注意的问题进行检讨。斯宾塞斯图尔特公司的一份报告指出，改变职能角色也能给业务带来新认识，更好更快地决策，并破除壁垒。


更低的顶尖人才流失率。
 把你的员工转变为新角色，可以促使他们面临挑战和学习，因此更可能留在公司。根据《2016年职场无聊研究》，百无聊赖的员工离开公司的可能性是其他雇员的两倍以上。当被问及上班感觉无聊的原因时，46%的受访者提到没有机会学习新技能，44%的人说工作缺乏挑战性，八成人员还提到学习新技能会使他们更加投入。


更好的内部网络。
 在企业的不同职能领域工作，更广泛地建立人脉，可帮助领导者从更有利的角度观察职场政治形势，从而使其得以富有策略地向不同职能或业务单位的关键利益相关者伸出援手，协助后者实现个人和组织目标，以取得更大的成功。


利用制度知识和文化适应的能力。
 根据领导力智商组织所发布的《全球人才管理调查》，81%的新聘用领导者无法适应工作，招聘不利的真实成本是巨大的，难怪企业愿意从某个部门提拔一名高绩效管理人员到新岗位，因为后者已经拥有强大的制度知识和成熟的文化适应能力。


组织能力的提高。
 在《人人文化：缔造致力于发展的组织》(An Everyone Culture: Becoming a Deliberately Developmental Organization)一书中，作者罗伯特·凯根(Robert Kegan)和丽莎·拉黑(Lisa Lahey)为科技公司勾勒出“下一跳”所遵循的准则：“更好的我+更好的你=更好的我们”。如果企业鼓励员工在优势领域之外发展技能，无论是在技术方面或是适应性方面，一旦他们各自的才能和实力得以拓展，企业的集体才能和实力也将水涨船高，随之扩大。

对任何团队而言，公认优胜者的加入都是有力的补充。但是，在另一个领域或技能组合中找到过往业绩良好的领导者，而且，他能够发展出新能力，这将为团队管理增加深度和广度，使每个人都成为赢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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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贝卡·朱克尔
 是精品领导力发展公司下一步合作伙伴的执行教练和创始合伙人，其客户包括高乐氏、谷歌、尼尔森、休利特基金会、斯科尔基金会，以及DocuSign、Cloudera等高增长科技公司。请关注她的Twitter账号@rszuc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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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奥斯卡”iF奖

拯救中国产业？


周佚 | 文 时青靖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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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8年1月，多家来自中国企业的产品获得了设计界“奥斯卡”的iF奖项。 iF奖项誉满全球，在全球的设计发展史乃至德国经济发展历史上具有不可撼动的地位，被誉为设计界的奥斯卡实至名归。能够获得iF奖项的认可，代表了中国设计的水平与影响力正在全球范围内逐步提升。

iF奖项1953年诞生于德国，在60余年的发展过程中，奖项对于推动设计与德国产业融合有着不可磨灭的巨大作用。一方面大幅度提升了德国产业甚至民众对于设计的认知，另一方面也推动了德国产业在消化设计精华上的产品品质提升。

iF奖项的评选视角背后反映的是设计与产品的关系，设计与产业的关系，以及设计与民众设计认知的关系。对于这三种关系，我称之为“设计语境”。这种设计语境在不同的国家都是有所反映的，只是在不同国家会呈现出不同的模式。如果两个国家之间的制造业体系与发展路径是不一致的，民众对设计认知水平是不一致的，那最后产业对设计的理解一定是有差异的。虽然设计语境的结果以及设计奖项的表达在不同国家完全不一样，但是背后的这种设计与产品、设计与产业的逻辑却是一样的。

那么这对中国的设计与产业来说有怎样的启示？

首先，由于不同国家的产业发展路径以及民众对设计的认知水平，对设计的理解以及评价体系都是不一样的。中国产业的发展与德国和美国都不一样，具有相似点也有不同处。中国的制造业长期以来料代工方式发展，而在发展自主品牌的阶段长期以同质化与价格竞争的方式生存，只求“做到”，而非“做好”，既没有形成德国那样的制造业细分领域纵深发展，也没有形成像美国一样的可以产生高溢价产品的创新能力。在这个过程中，设计更多是以“模仿”的方式存在，和制造业的融合度不高，产业对设计的认知还主要停留在“外形”阶段，因此远未形成德国那样与制造业的唇齿相依的关系。与此同时，设计在产业方面也没有上升到理论的程度，缺乏利用设计融合新技术与新商业模式的能力，因此也没有形成美国那样去驱动制造业的能力。此外，民众对设计的认知也还未成熟，打动民众的更多是物美价廉与“酷炫”的设计。因此，用iF或者IDEA奖项的评选出来的设计结果并不能完全符合中国的设计语境。简而言之，我们参与iF评选更多应该是借道学习国外对设计的评价逻辑，而不是一味地去迎合其特有的评判体系。依靠获得iF奖项来打开中国市场，是不切实际的。

其次，无论iF还是IDEA的评奖，都凸显了一个逻辑，就是评选的是“设计在产品中的作用”，而不是设计本身。设计只是好产品的一个抓手，而不是全部。iF关注点是设计在产品制造中的细节，IDEA关注的是设计作为抓手对产品创新的作用。也就是说，设计如果脱离产品、脱离产业、脱离技术是不能单独存在的。而在中国，目前可以说设计与制造的融合有限，对制造业更像是一个外来者，似乎设计是可以独立生存的，比如不少企业只是把设计看作一种视觉化或者外形的作用，而实际上制造部门却难以去理解设计的结果。然而从德国与美国的经验来看，这恰恰是不可能的。期待工业设计一枝独秀，拉动中国的制造业转型，目前来看是不现实的。设计与产品，设计与制造业的融合程度，也会影响本国设计在全球的话语权。在这次iF的评选过程中，我深刻感觉到中国设计师在国际设计圈是缺失话语权的，和国际同僚相比，还是缺乏独立思考能力。如果与制造业的结合无法提升，设计师的能力也难以提升，在国际舞台上将很难有发言权，更遑论形成中国自己的设计语境的影响力。

最后，中国自己的设计语境模式在哪里？很明显中国的产业发展不能照搬现成的模式，因此设计与制造的关系也需要自己去开辟。我这里并没有答案，但是通过多年来与大型公司和初创企业的合作，我逐渐看到一些可能性。

首先，近年来的“消费升级”给中国的制造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创新机会，也给设计发展带来了全新的机遇。而大量国外品牌正在逐渐从中国退场，给了我们制造业很多创新的机会。因此让我们的新品牌或者传统制造业有机会向美国的模式靠拢，比如华为模式的涌现。而与此同时，虽然中国的制造业很难出现像德国一样的高水平制造，但是数十年的代工让中国的制造业企业积累了相当雄厚的生产技术甚至研发技术。因此在消费升级的过程中，设计将更多扮演制造业存量技术的催化剂，通过设计的力量将制造业的技术与消费需求做最好的匹配。

其次，随着数字化和资本高速发展，中国产生了很多全新的商业模式。比如小米的生态模式，可以借助一个企业内部已经论证成熟的用户社群、设计与制造能力平台，辅以充沛的资本杠杆，来向外输出产品化能力，打造一个产品生态链。这样可以快速以性价比高的产品推向市场，这个过程中设计扮演了快速产品化的作用。当然，目前层出不穷的严选、精选模式满足了消费升级初级阶段消费者对品质性价比的需求，但本质上仍是缺乏自主设计的复制。

无论是哪种模式，都需要设计跳脱出目前“独立存在”的境地，需要深入到前端的市场甚至商业模式地位，以及后端的制造融合，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设计在产业中的作用，形成中国特殊的设计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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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佚
 是指南创新创始人兼董事长，2018年iF奖唯一一位来自中国大陆的评委。





众说 | Interaction





[image: ]


别总向客户道歉


迪特丽娜·马里诺娃（Detelina Marinova）苏尼尔·辛格（Sunil K. Singh）贾迪普·辛格（Jagdip Singh），《哈佛商业评论》2018年1月刊








要想让客户满意，你需要创造性的解决方案，而非同理心。




这篇文章，或者说这项研究，只强调了问题的一方面，即客服代表在处理投诉时应该怎么做，却没有分析员工是否有做非常规决策的权限。我见过很多企业因为员工偏离流程规范而加以惩罚。因此，即便客服员工很多时候能想到有创意的解决方案，也因为害怕遭到上级惩罚而不敢向不满的顾客提出来。客服员工害怕质疑现状，因此留意不偏离流程。这种行为是雇主和员工双方的短视造成的。雇主希望避免法律纠纷，因此规定了标准程序。

很多时候，管理者会把不遵守流程的员工当成反面教材，最终给组织造成很大的伤害。看到这样的反面教材，员工即便有能力创新思考，也没有动力这样做。他们只会反复演练适用于各类情形的标准动作，像机器人一样不断重复，以证明自己完全按照要求做了。

所以我建议，在训练客服员工创造性地解决问题之外，企业应重新思考与员工的沟通方式，重新评估自身的组织文化，这样才可能建立真正以顾客为中心的服务体系。否则，客服只能锦上添花或规避法律风险，而无法安抚不满的顾客。


——瓦萨尔·拉托德

读者





总体来说，“道歉不要太长”这个结论是正确的。但我认为，道歉的长度和强度，应当考虑具体的文化语境、事件（情况有多严重？）和顾客（道歉是否让客户满意？）。在日本或尼泊尔，七秒钟的道歉可能会被视为侮辱。话虽如此，如果你没搞清楚状况或明确责任，道歉就没有意义。你可以说，“对您的遭遇我感到很遗憾”，但其实人家可能坐的是其他航空公司的飞机，对吗？

在客服与顾客的沟通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判断顾客是否处于理性状态。吼叫、骂人、威胁、人身攻击、跟你脸对脸、手指戳到你胸口……这样的顾客就处于非理性状态。他们无法正常地看、听、思考。在所有与顾客的沟通中，这种情况最难应付。顾客的自我意识越强，脾气就可能越大。直到顾客进入理性状态，客服代表才应开始解决问题：（1）了解情况；（2）明确责任；（3）在必要时道歉；（4）寻找解决方案……

当顾客处于非理性、情绪激动的状态时，你要做的就是倾听，再倾听。如果顾客给你足够的时间和空间，你也可以表示了解对方的状态（“我听到了，我明白了”）。你要站稳脚跟，控制住自己，不要进行任何商讨或争辩。记住，不能和无法正常思考的人理性沟通。这个过程也许会持续几分钟，但顾客最终会冷静下来并意识到，如果恢复理性就可以得到你的帮助。

然后你才可以道歉，而出于对暴躁表现的愧疚，顾客也可能道歉，然后和你一起寻找解决办法。


——费伦茨·孔兹

读者





作为咨询顾问，也作为普通消费者，我意识到，客服员工对问题的理解程度，与顾客对他们表现的评价直接相关。为削减成本，很多企业选择让低成本、低技能的员工使用标准话术应对顾客，而不是让具备良好解决问题能力的员工自由发挥。这种做法会带来至少两个不良后果。首先，如本文作者指出的，已经很急躁的顾客会更加愤怒。其次，解决问题的时间增加、问题升级的情况增多、由于无法解决问题而给予顾客的其他补偿增加，这最终导致企业的服务成本上升。在咨询工作中，即便我实时指出这类问题，客户还是经常问我，“我们应该给不满的顾客更多补偿金吗”，这总让我很吃惊。


——马克·斯坦利

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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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社交工具

应用指南


保罗·莱昂纳迪 （Paul Leonardi）采戴尔·尼利（Tsedal Neeley），《哈佛商业评论》2017年12月刊










成功引入内部社交工具的企业，在协作、创新、决策和员工投入度方面会有不凡表现，但容易陷入4类陷阱：错误认识千禧一代、压制非正式沟通、忽视学习成果、关注错误信息。为发挥社交工具的价值，组织应清晰定义目标、鼓励非正式沟通甚至“偷窥”，以促进知识分享和学习，并明确行为准则，领导者也应做出表率。




很好的文章。文中提到的两个常见陷阱值得进一步探讨。第一点，积极接受内部社交工具的员工有哪些特征？文中提到，“研究显示，员工更多时候在内部社交工具上潜水，而不是发表内容”。这里引用了《公众风潮》（Groundswell）这本书的研究成果。从我的经验看，组织一般会把这些窥视者归为内部社交工具的消极使用者。了解这部分人获得的知识和元知识，是衡量内部社交工具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尽管实际难以衡量）。

第二点，如何建立合适的“回应团队”？内部社交工具上会出现高质量的创新，也会有需要应对的问题。如果缺少负责“快速回应”的团队，组织可能不得不集合整个领导团队来寻找合适的回应方式。与其这样，不如指定一个可信赖的小团队，专门负责给出恰当的回应。这个小团队可以负责回应、扩大讨论、进行汇报和跟进。通过定期讨论、快速回应内部社交工具上出现的问题，回应团队可以保证组织的平稳运行。


——皮埃尔·波利特

读者





虽然这篇文章的主题是内部社交工具，但我认为文中的观点也适用于一般性的社交媒体。从我的经验看，作者提出的“点彩派”和“环境意识”的概念非常关键。你需要长时间以“社交媒体”的方式观察和学习，才能懂得利用从社交媒体上收集到的信息。极少有企业或领导者会对此有任何投入，或将其接纳为工作的一部分，这是一种短视行为。

职场文化已经很久没有重视过文中讲到的“元知识”，所以员工就不会积累元知识，不会将不同层面的信息综合起来留待未来使用。但如果使用得当，社交媒体会自动把这些资源送到你手上。这样，你就能知道应该去联系谁、哪些组织拥有最新信息……或者像我自己或我的客户一样，持续跟踪意见领袖或媒体的最新观点，最终让你自己成为这些人的资源。

无论对内还是对外，“环境意识”都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它所代表的职业基本功，是新一代企业和组织领导者，甚至政治领袖所缺失的。


——安德里亚·莱尼德

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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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者魅力教程


约翰·安东纳基斯（John Antonakis）玛丽卡·芬利（Marika Fenley）苏·利希蒂（Sue Liechti），《哈佛商业评论》2018年2月刊








人格魅力不全是天生的，而是一项可以学习的技能。通过掌握12项技巧，你就能让别人心甘情愿追随你。




我很喜欢这篇文章的写法。我以前总认为，像丘吉尔、马丁·路德·金身上的那种人格魅力并不适合我。但读完这篇文章，我坚信人格魅力是可以培养的。实际上，在过去几年中，我已经开始不自觉地使用文章中提到的一些“领导魅力策略”，效果非常好。


——苏尼尔·潘卡吉

读者





这是我们生活和工作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工具，本文介绍了理解和使用这项工具的一种简单方法，我很欣赏这点。作为一家公司的CEO，我一直认为人格魅力与关系建设和信任并列，是工作中最重要的工具之一。


——达里奥·加斯泰罗

Inizia Consultores，CEO







抢鲜读COMING SOON




*具体内容请以最终出版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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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月刊 聚光灯


初创策略

如何筛选策略方案

很多企业家在经营时被众多的不确定性所困扰，担心自己的犹豫不决会阻碍产品的商业化。因此，他们会按照首先想到的第一个策略来经营，并忽略制定周密战略所需的思考和规划。

当然，这种策略有时候确实能奏效。乔舒亚·甘斯(Joshua Gans)、艾林·斯科特(Erin Scott)和斯科特·斯腾(Scott Stern)认为，即便此举并不需要多少资源，但人们通常应避免采取此类临时的实验。对于那些采取第一个想到的可行策略的企业家来说，他们并没有考虑可能存在的更好的替代方案。同时，对比那些采取了不常见、却又更加强大的商业化和客户策略的企业，自身的初创企业将处于不利地位。

我们是否有办法在不大幅放慢决策过程的前提下仔细筛选策略方案呢？在接触和调查初创企业20年之后，上述作者提出了一个框架，他们将之称为企业策略指南，能够允许企业家以实用、明晰的方式来进行重大抉择。它针对企业家从理念到公司成立阶段的这一时期，给出了他们应考虑的四大通用上市策略，每一个策略都勾勒出了一个企业可能用于打造和捕捉价值的独特方式。




[前沿]


要做好经理一职，当一名好的连接者


一项新研究对经理们用于开发和指导最佳报告的方式和行为进行了调查。这一定量的调查将经理们划分为四组。人力资源类型给出了一个完美的“始终在线”类型，在这一类型中，经理们提供持续、实时的反馈，旨在帮助员工不断改进。然而，事实证明，这一类型似乎并不能提升员工的表现，部分原因在于经理们实在是太忙，没有时间提供所需的持续指导。研究发现，如果经理们扮演的是“连接者”的角色，结果会好很多。这些连接者会发现员工之间的技能差距，并帮助他们进行沟通，安排同事或具有其所需开发专长的外部资源进行指导。




[实战复盘]


Stitchfix CEO探讨打造基于算法的服装工厂


当卡特芮娜·雷克(Katrina Lake)在哈佛商学院求学时，他曾设想建立一家服装订阅盒公司，教授和风投资本曾对这一数据流程的有效性表示质疑，在这一流程中，计算机将决定向客户发送什么样的服装。 雷克写道，“我所选的任务对于机器学习来说更加难以执行。即便是那些自认为不怎么在意穿戴的人士，其实也是在乎其穿戴的。尺码、样式和面料这些事情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它是一个新业态，而这也让其变得尤为吸引人，同时也更加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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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 Idea Watch




生命科学“硅谷”何在

Why Life Science Needs Its Own Silicon Valley

弗里博兹·嘉德尔（Fariborz Ghadar）

约翰·史维奥克拉（John Sviokla）

迪特里希·斯蒂芬（Dietrich A. Stephan） | 文






除非能够形成一定规模的产业集群，否则人类基因组研究的潜能将无法充分发挥。那么，如何发展这样的产业集群呢？






不
 久后的将来，在地球的某个地方一定会形成一个产业生态系统，把公司、研究机构、创业者和科学家聚集在一起。他们的目的是，探索基因（即驱动人体生物机能发育的DNA模板）方面层出不穷的研究成果。生命科学的新硅谷，注定会为疾病诊断和治疗开辟颠覆性的新道路。精熟的管理再加上一点点运气，这种形态将长期统治基因组学，创造出工作机会和未来该领域可以依仗的优势。

现在的问题是，这个生态系统将在哪里出现？

美国、英国和加拿大都有立标定界的优势。在这一点上，各方都怀有一种负面预想——别人可能占领先机。我们都很清楚，机会开放的时间不会太长，如果某一国家或地区抢占了先手，其余各方就会陷入绝对劣势。美国正在收集退伍军人基因信息，建立大型数据库，这个起步很好。但仍需大量工作，方可把数据转化成可用于诊断和治疗的有效手段，乃至持续创新的源泉。



前期研究突破

政府和私人基金耗资40亿美元支持人类基因组计划（Human Genome Project），历时13年，终于制作出完整的人类基因图谱。在实现了研究突破多年之后的现在，获知个人基因组图谱只需几个星期的时间以及2000美元，对DNA双螺旋中单链的排序甚至可以在瞬间完成。只需1000美元，冰岛某家公司就能根据基因测出你对糖尿病、男性脱发等47种疾病的患病风险和抵御能力。北京基因组研究所正在朝着每年对1万条人类基因组进行排序的目标努力，很快医生就可以将基因排序纳入基础诊疗项目。

测序技术已然显示出价值。2009年的首例DNA诊断，是由耶鲁大学基因学家理查德·利夫顿（Richard Lifton）带领的团队完成的，他们发现一名5岁严重脱水患儿的病因是基因突变导致了一种特殊的腹泻，而当时治疗这种腹泻普遍采用膳食疗法。基因排序还发现，一类看似相同的乳腺癌基因谱有所不同，为针对性治疗带来了可能。

基因排序同样带来了经济效益：新的预防手段为患者、保险公司和患者的雇主都节省了费用，基因类药物的研究项目将创造出价值3500亿美元的经济活动和数百万个工作岗位。根据非营利组织巴特尔（Battelle）研究中心的调查，美国的基因测试产业已经创造了11.6万个工作岗位，经济产出达165亿美元。

想要充分利用我们染色体中暗含的数据信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尽管人类基因项目已经确定了人类DNA中30亿个碱基对的序列，但这个图谱也只是提供参考，具体每个人的情况各自不同。而且现在测序也只能诊断出单一突变导致的疾病，这只占基因突变类疾病的5%。还有很多疾病是由多个基因隐含的突变法则，或者遗传基因与环境因素的互相作用导致的。




成群的集群

生物科技的产业集群和集群联合而成的产业基地已经在世界各地出现，其中一部分将演变成为聚焦于基因科学的产业集群。



[image: ]






促成产业集群

想让基因科学得到更广泛的应用，就需要“生物信息技术”这一全新领域取得显著的进展。这是最早由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迈克尔·波特定义的集群概念的价值所在。当产业中的参与者各方寻求从碎片式经营转变到更高层面的专业分工时，由生产者、供应商和培训中心构成的产业集群就应运而生。

基因组的集群将囊括跨国公司、研究机构、科学家、学生、投资人、关联产业和现在无法想象的初创企业。尽管生命信息技术中，信息技术的那部分基本只依赖互联网，但集群的地理位置仍然是关键因素，毕竟基因组学的产业集群要有一个实体的落脚点。研究显示，人们集中在一起解决同类问题有助于推进解决进度。人们在走廊、咖啡厅和火车站相遇，就为交流想法创造了可能。无论如何，要催生创新所需的合作和灵感，实体平台比云平台更好。

政府十分清楚产业集群对创造就业机会和刺激经济发展的价值，所以也在极力促成此事。但是没有人真正知道应当如何建立产业集群。现在还没有关于产业集群发展周期的有效理论。

政府支持对于产业集群的形成似乎十分关键。温哥华的电影产业雇用了5万人，每年为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经济贡献10亿美元，这都有赖于当地大力的税收优惠政策和政府其他形式的协助。但财政刺激只是一部分，政府也可通过基础设施、市场需求、知识储备等手段施加影响。20世纪90年代，为了资助英国剑桥郡的生物技术产业，英国政府投资建设了各种智能基础设施——一个广为所知的机构网络，被称为“东部地区生物技术倡议”（Eastern Region Biotechnology Initiative）。很快，这个产业基地聚集了200多家公司、30多家研究机构和4所研究型医院。在麻纺织业经过几个世纪从敦提逐渐消失之后，苏格兰政府支持该地区建立了一个小规模的、分布更松散的生物技术中心。




没有人真正了解该如何建立集群。不过政府的支持很重要。





对于基因组学来说，政府能够提供的最重要的扶持是，提供完整的、易于获取的数据资源。随着测序成本的降低和DNA分析的普及，基因数据将会迅速累积。如果这些信息以便于利用的形式存在，研究者就可以利用数据库里的有效信息为复杂的遗传类疾病找到病因。但是，搜集合并其他研究者的实验结果，用以建立数据银行，对科学家个人或研究机构来说缺乏吸引力。他们大都专注于发表文章或为新的方法（或新的生命体）申请专利。因此，各国政府将在这方面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克雷格·文特：

基因组学的产业集群在哪里落户

克雷格·文特是最早参与人类基因的科学家之一，他创立了塞莱拉基因组公司、文特研究中心，并与其他人合伙建立了合成基因组公司。前不久，他与《哈佛商业评论》的安德鲁·奥康奈尔（Andrew O’Connell）进行了对话。




HBR：技术是不是使得产业集群的地理位置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克雷格·文特：
 尽管互联网意味着研究者不需要局限在某个地理位置，但基因组学产业仍然会以某个特定的地方为依托。因为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雇主所在地。比如文特研究所坐落于加利福尼亚州拉荷亚，其中一个原因是那里有高技术人才市场。




拉荷亚（La Jalla）是否有机会成为生命科学的硅谷？


要看怎么讲，你也可以说现在那里就已经有一个产业集群了，包括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索尔克研究所（Salk Institute）、斯克里普斯研究所（Scripps Research Institute）、文特研究中心、合成基因组公司和其他30到40家公司。这些组织都聚集在几英里的范围内，而且都应用基因组学。




其他哪些地区也有成为产业集群的希望？


波士顿地区正在发展出一个产业集群。英国的基因组学集中于剑桥郡，但是规模相对较小。还有印度，有计算机方面的专业优势。中国有北京基因组研究所，而且中国政府也希望能够推动与生命科学相关的经济产业发展——从这个角度讲，这是一个更综合的产业集群。





聚拢基因组数据库

真正有价值的基因组数据库，不仅包括关于DNA的研究与发现，也应该涵盖病症发作方面的信息、患者的家族病史和患者所处的环境状况，理想状态下，甚至还应该搜集饮食、生活方式等方面的资料，例如患者的日常采购清单。这样的数据库将成为极其有价值的创新原动力——催化出看待疾病和治疗的全新视角。

美国退伍军人事务部近期开始召集退伍军人提供血液样本、健康状况和生活方式的信息。这个项目被称作“百万老兵项目”（Million Veteran Program），是因为政府希望能够在五到七年间征召100万名退伍军人参与——他们中大概20%的人确实会使用退伍军人事务部的医疗服务。该项目的目的是帮助研究者了解基因如何影响健康状况。退伍军人生物医学实验室的研究发展办公室主任罗纳德·普日戈兹基（Ronald M. Przygodzki）认为，这种大规模的数据库将会帮助针对罕见疾病的研究者验证研究得到的成果——这是一项壮举。但如果美国希望建立数据库来催生基因组学的产业集群，那么必须收集所有人的基因信息，不单单是退伍军人。而且，必须找到能够迅速收集、整理和核实信息的方式。我们估计，一个百万人的基因组数据库可能需要数十亿美元的投入。

有几个国家和一些组织已经开始逐步促成重要基因组数据库的建立。冰岛政府已经利用大家族病史建立起了国家基因组信息银行。美国国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通过官网向公众提供人类基因组计划数据。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癌症机构、曼尼托巴大学、英国剑桥研究所和其他很多研究机构正就一个450万美元资助的乳腺癌项目通力协作，也是为了搜集基因组数据，研发药物。

当然，基因组学的产业集群需要的不只是数据库，还需要政府支持研发，建设科技园和其他设施。过去，美国拥有多个拉动经济的产业集群，但近些年其中的一部分已经悄然逝去：计算机芯片制造业逐渐移向中国。如果美国有此远见，为建立基因组学的产业集群奠定基础，可能会带来引人注目、一箭双雕的结果——全新的产业生态系统将从此改变制药行业的发展路径，同时促进美国经济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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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博兹·嘉德尔
 是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斯密尔商学院国际商业管理专业教席教授。约翰·史维奥克拉
 是普华永道咨询公司“战略和创新实践”委托人。迪特里希·斯蒂芬
 是Personalized Medicine Coalition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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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控

哎呀，别介意……

学术论文撤稿数量激增，汤森路透（Thomson Reuters）学术出版物在线数据库2011年收录了超过400则撤稿通知，与前10年年均撤稿约30则的数字相比增加了10倍，而发表的论文数量仅提升了44%。《自然》杂志报道，科研人员认为，造成这种趋势的原因是发表突破性研究成果的奖励提升，在线格式的审查拓宽，加上现在有了探测学术剽窃和数据捏造的软件。不过，被撤稿的文章比例总体并不算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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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

年轻高管为何爱跳槽

莫妮卡·哈莫里（Monika Hamori）

曹杰（Jie Cao，音译）

布拉克·科云朱（Burak Koyuncu） | 文





你也许怀疑自己公司里能干的年轻管理者想跳槽——很有可能。研究显示，现在最抢手的年轻人才，即使看起来一心扑在工作上，也一直在考虑下一步怎么走。员工发展项目不足以留住他们。

我们分析了两个包含有世界各地1200多名员工问卷调查结果的大型数据库，并对部分员工进行访谈。研究发现，这些平均年龄30岁的年轻高级人才，尽管以优秀的成绩毕业于一流大学，并具备跨国公司实习经验，但普遍焦虑。其中3/4的人从事第一份工作期间，都会发送简历，联系猎头，接受面试，每年至少一次。近95%的受访者定期进行求职相关活动，如更新简历、搜索潜在雇主信息等。他们平均工作28个月后就会离职。

谁能指责他们？将不断跳槽的管理者的薪资记录与没有跳槽的同侪做一下比较，我们发现，每次跳槽都会带来明显的涨薪。跳槽实际上是促使薪水提升的最大因素。这一点与过去明显不同。长期以来，跳槽都被视为升职的捷径，然而研究表明这种认知只是上一代人的神话，他们那一代升职要付出代价，经常会影响薪资。

对本公司的员工发展规划不满，也是年轻管理人才跳槽的一个诱因。我们询问受访者，雇主为员工职业发展做了什么工作，以及他们的期许如何，发现两者间存在巨大差异。受访者表示，公司通常会满足有关职位本身的发展需求，如提供能够发挥才能的职位和更大的责任，他们自己也很重视这些机会。但他们同样非常重视的培训和指导等正规发展，公司未能充分提供。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鸿沟？我们认为，原因在于正式培训成本高昂，还可能让员工短期离岗。雇主不愿为可能立刻跳槽的员工投入过多，这一点可以理解。但这种做法会造成恶性循环：员工可能离职，于是公司不愿提供培训，而员工正是因为得不到培训而离职。如果公司能为有才能的年轻管理者提供更均衡的职业发展机会，说不定能留住这些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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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妮卡·哈莫里
 是马德里IE商学院教授，曹杰
 是该学院博士生。布拉克·科云朱
 是法国鲁昂商学院助理教授。



职业发展期待与现实的鸿沟

我们让受访者为下列各项对自己的重要程度以及雇主提供情况打分，1为最不重要、提供最少，5为最重要、提供最多。不出意料，差异最大的是时间和金钱成本最高的项目。



[image: ]






前沿 Idea Watch




数据控

公司出问题，

别拍视频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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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大学的弗兰克·霍奇（Frank D. Hodge）的研究表明，公司犯错的新闻以视频形式出现，对潜在投资者造成的影响可能会达到文字信息的两倍。研究者询问一组职业经理人，愿意为某家财务记录相当可靠的公司投资多少，随后让他们观看或阅读一段被迫财务重述的记录，再行询问。阅读文字记录的经理人愿意投资的数目平均下降了13%，观看视频记录的经理人则下降了26%。霍奇说：“在涉及感受的方面，公司要注意视频的强大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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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

高端金融职位，

女性仍然缺席

诺里·利茨（Nori Gerardo Lietz） | 文





尽管人们在“玻璃天花板”概念出现后的25年里做出了诸多努力，这个现象却依然存在，在最受追捧的金融热门领域尤其严重。对私募、房地产和风投企业的研究表明，女性高级投资专家占比仅为个位数。商学院毕业生中有35%到40%的女性，她们进入学校时对金融行业抱有的热情与男性相当，然而行业现实却是如此。

笔者研究283家美国及欧洲私人投资公司的网站及其他公开信息，汇总了这些公司的员工聘用详情，统计男性和女性员工数量以及在各职能部门的分布情况，并通过每个人的职位来确定其职能。整个公司范围内女性员工比例在17%到23%之间，她们集中于营销、人力资源及其他支持部门。研究涉及的公司有60%完全没有女性高级投资专家。

这个数据还有更多的含义。“直接跟钱打交道”的人员通常收入最高，并负责公司运营。而多项研究显示，管理决策层女性达到一定数量，可以提升公司业绩。

女性高管稀缺，原因何在，如何应对？答案可能在于公司文化、商学院安排、投资者意识以及女性自身的态度，这些因素共同作用。研究发现，担任初级投资人员的女性也偏少，平均为14%，因此要改变现状并不只是时间问题，还需要各方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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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里·利茨
 是Areté Capital合伙人、哈佛商学院高级讲师。



女性都去哪儿了？

在私人投资领域工作的女性相对较少，而这部分女性也集中在营销、人力资源及其他支持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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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内基梅隆大学组织行为和理论学助理教授安妮塔·伍利、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学院Patrick J. McGovern管理学教席教授托马斯·马龙，以及克里斯托弗·查布利斯（Christopher Chabris）、桑迪·彭特兰（Sandy Pentland）和娜达·哈什米（Nada Hashmi），对年龄在18-60岁间的一组实验对象进行了智商测试，并将他们随机分成不同小组。每个小组都要完成指定任务，包括头脑风暴、制定决策以及视觉谜题，还要解决一个复杂问题。最后，研究者根据团队表现给团队的智商打分。结果发现，集体智商和成员智商间没有关联。那些成员智商较高的团队并未得到更高分数，而拥有更多女性成员的团队得分更高。研究者由此得出结论：





女性成员越多，集体智商越高

WHAT MAKES A TEAM SMARTER? MORE WOMEN

安妮塔·伍利（Anita Woolley） 托马斯·马龙（Thomas W. Malone）| 文

牛文静 | 译 蒋荟蓉 | 校 万艳 | 编辑





伍利教授、马龙教授，

捍卫你们的研究吧！






伍利：
 我们对结果进行了两次验证。人们普遍认为可以预测团队绩效的因素实则不能。如团队满意度、凝聚力、激励因素等很多因素都和集体智商无关。当然，个人智商跟集体智商关系也不大。


马龙：
 研究前，我们怀疑集体智商只是所有成员智商的平均值。因此，我们发现集体智商和个人智商毫无关系时，既感到惊讶又想深入研究。





HBR：
 性别因素有影响吗？



马龙：
 初步发现是这样，这也是颠覆传统的。一般的说法是，多样性有利于团队绩效，团队中应当有男有女。但目前为止的数据表明，女性越多越好。


伍利：
 我们有早期证据表明，在极端情况下这种规律会失效，也就是说，与纯女性团队相比，还是有男有女更好。




你的意思是，纯女性团队比纯男性团队更聪明？



伍利：
 是的，你也看出来我有一丝犹豫。并不是因为我质疑数据，我相信数据。只是研究结果可以部分归因为社会敏感度的差别，这点对团队绩效也很重要。很多研究表明，女性在社会敏感性方面的测试成绩高于男性。因此真正重要的是，抛开性别不谈，我们应当选择社会敏感度更高的组员。




女性因素

右图展示了研究中192个团队的集体智商与这些团队中女性成员占比的关系。红色柱状表示每个水平上团队的得分范围，蓝色圆圈是平均分。女性成员更多的团队倾向于超过平均水平，而男性成员更多的则低于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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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并没有发现个体智商和集体智商之间负相关，只是正相关性不强。也就是说，理论上讲，十个最聪明的人还是可以组成优秀团队的，是吗？



伍利：
 理论上讲是的。十个最聪明的人能够组成最聪明的团队，但并不仅仅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是最聪明的。人们口中的优秀团队是什么样的？并非每个成员都非常聪明，而是懂得彼此倾听。他们会给彼此提建设性的批评意见，思想开放，拒绝独裁。在研究中，我们看到有些聪明的人主宰了整个团队的讨论，这样的团队并不是高智商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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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会不会太过集体导向？每个人社会敏感性都很强，导致讨论无人主导？



伍利：
 根据经验，团队的确有可能变得过于聚焦内部。我们正在进行的研究表明，为了提高效率，团队需要适度的认知多样性。过于同质化或者太过多样化，效果都不好。




从某些方面看，你们的发现似乎不言自明：团队不等于最优秀人才的集合。



马龙：
 是啊。在体育运动中大家都知道是这样。而我们的研究是通过智商任务体现出来。我们知道智商测试能预测个体在一系列任务中的表现，但没人想过用同样的方式预测团队表现。


伍利：
 心理学在有了通过IQ测试量化个体智商的经验法后，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希望这项研究能为我们对团队的研究带来类似的变化。




能否通过设计提高团队绩效？



马龙：
 我们希望将来研究这方面的问题。虽然对个体智商的改变有限，但我们认为极大提高集体智商完全有可能，比如可以通过替换组员或者改变合作激励因素提高绩效。


伍利：
 有证据表明，组织层面也存在集体智商。那些擅长研究环境和制定目标的企业，也善于管理内部运营和指导员工，财务表现也更出色。在不同职能领域一贯表现良好，说明组织集体智商较高，这点可以用于预测公司绩效。




很多你认为可以预测集体智商的因素其实并不管用。集体智商和个人智商无关。






所以这种现象可以延伸到你研究的小团队之外？



马龙：
 家庭、公司和城市都有集体智商。但是随着现实中的团队规模扩大，成员的优势就没那么明显了。这表明规模扩大会削弱集体智商。但我们猜想，在技术的帮助下，随着团队人数从10人发展到50人乃至5000人，团队会变得更聪明。

谷歌汇集了无数知识，维基百科也有高质量的产品，它们几乎都没有中心化的控制，但这一切只是开始。我们提出的问题是，如何提高公司、国家或者整个世界的集体智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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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战复盘 How I Did It



简柏特前CEO：

如何在印度从无到有

打造一个行业

Genpact’s CEO on Building an Industry in India from Scratch

普拉莫德·巴欣（Pramod Bhasin） | 文

蒋荟蓉 | 译 刘筱薇 | 校 李全伟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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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欣担任GE金融（GE Capital）印度负责人时发现，由于政府官僚机构的束缚，公司难以获得发展。于是他有了一个想法：为整个GE金融提供后台服务。这便是简柏特（Genpact）的开端，也是这个行业的开端。






20
 世纪90年代后期，有几个月，我不断接到竞争对手和其他公司打来的电话，表示想要参观我们GE金融在印度的办公室（本文发表于《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2011年6月刊，巴欣已经离职——编者注）。带竞争对手参观自己公司一般不属于CEO的职责范畴——事实上，根本没人会这么做。但我都答应了，因为我觉得，像渣打银行、美国银行和埃森哲这类公司要求参观，说明我们站在了风口浪尖。

事实的确如此。现在我们简柏特承接企业流程管理，在全世界有4.3万名员工。而且我们相信，为简柏特及其员工提供支持的公司，也解决了上百万人的就业问题。如今我们遍布13个国家，有39家分支机构，为400家公司提供服务。2005年，简柏特从母公司GE金融独立，现在成为价值12.6亿美元的上市公司。

最初建立时，简柏特只是GE金融的一个小分支。当时我是GE金融印度区域的负责人，想方设法要发展业务。我们是第一家获准进入印度的外商独资金融服务公司。在开拓市场的过程中，我们提供后台服务，如处理汽车贷款和信用卡转账等。印度刚刚开始对外开放，允许我们运营其实是政府做出的尝试。但我能看出，一旦政策和政府理念发生变化，公司业务非常容易受到影响。规章制度和繁文缛节束缚了我们的发展。那时印度各个银行遭遇流动性危机，政府认为我们向银行贷款会使问题加剧，禁止银行贷款给我们。我发现，监管方面的一个动作就足以彻底改变我们组织的运作。印度政府掌控的各项法规，影响很大，我们很难建立起可持续的公司。

当时我在每天的工作中发现，公司内部乃至整个印度，都有许多热忱上进的人才。何不利用这样优秀的人才资源来发展事业？我们可以把后台支持服务扩展到世界各地的GE金融分部。

我记得当时找过几个自己信任的人，问他们这个主意是否可行。每个人都毫不含糊地说，不行。要实现我的想法，需要建立这个区域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组织，要雇用大量员工，按照六西格玛标准为他们提供有关陌生产品的培训，还要说服地方和中央政府以及电信公司，用印度闻所未闻的标准提供相关服务和建造基础设施，另外，还要建立一个完整的商业生态系统。

反对的意见有一部分很极端（我们会被恐怖袭击干掉），还有一些比较审慎的意见我自己也考虑到了，比如我们可能做不好关键流程，或者因为哪里没做好就破坏了公司的供应链。GE内部的一些人担心，我们剥离了决策中至关重要的一层——中层管理者。我们会丢失关键的纪录。他们还有一些很容易反驳的简单想法，比如我们能不能建立现代化的办公室、能不能招到会讲英语的人。不过，许多意见是合理的，需要我非常谨慎地做好规划。



开拓处女地

我们要做的这件事情几乎难以想象，很多地方都可能出差错。于是我想，我们必须有一个万全的方案。我们必须从防守的角度思考，事先想到会引起担忧的问题。我不会建立商业计划模型或研究去证明某个机遇的确存在。对我来说，机遇是显而易见的。我知道，我们有潜力，假如得到先进技术的支持（这个设想在当时的印度而言很难实现），就能以极低的成本提供服务。因此，1997年，我向当时的GE金融老板加里·文特（Gary Wendt）申请资金开展试点项目，他批给我200万美元的巨款。

事后想想，要获得启动资金并不算难（最终我们的实际启动成本接近500万美元）。如何运作这个全球级的项目，我们根本毫无准备。不可能通过分析来制定计划，因为这个领域从未有人涉足。我们的确做了商业计划，但其中很多内容是凭空臆想，我觉得不太可靠。一开始我们甚至不知道这个项目能做多大。我们只是说：“点起火来看看会发生什么。”不过我们知道，印度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成本低廉，借此或许可以让GE金融在获得同等服务的基础上节省30%到50%的成本。这是我们商业计划的本质内容，当时我们知道的可能也只有这一点。

在尚不成熟的印度市场，让一小部分受过培训的人提供较为次要的后台服务，与常见的处理大量工作、随时接听世界各地电话的外包业务有着天壤之别。我们从零开始构建整个流程。我们决定要做到优质高效，坚持四个重点：聘用合适的人才，提供培训，构建可复制、可移动的学习及流程工具，坚守六西格玛的质量监控标准。如果方法得当，我们就能够在试点项目中发挥潜力，让GE金融实现巨大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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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发现身边有许多热忱上进的人才。何不利用这样优秀的人才资源来发展事业？





如何招聘和培训工作需要的人才，我们没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可能受聘的未来员工，大部分都对我们要提供支持的产品（如抵押贷款和信用卡）一无所知，培训必须从最基础开始。更大的难题是，首先我们必须对培训师提供培训。印度的培训师根本不懂GE金融那些复杂的金融产品，甚至不知道我们在美国视为理所当然的一些东西——信用卡的原理，什么时候由什么人付钱，一张塑料卡片为什么能跟银行账户连在一起。什么都要我们来教。他们具备的知识和未来的工作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那个时期我做对了一件事：聘请了美国运通（American Express）的拉曼·罗伊（Raman Roy）。他已经为美国运通建立了一个小小的后台支持部门，知道这类工作需要什么。运营初期的几年，他以自己卓越的创造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带领着我们。

不过我最担心的是总部觉得我们的运营质量不过关。于是我们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失误。每项工作在交付之前都要经过两三遍检查。

我们必须自行架构基础设施。现在在古尔冈市的办公室，面积大约740平方米，就是我们当时一手打造的。还有很多其他的大大小小的障碍。一大难题是在印度这个尚未现代化的国家建立可靠的通信系统。我们设有多条电话线路，确保在出现问题时有后备。我们在印度一栋商用建筑上首次安装了卫星天线，以确保服务。我们为了让接听电话的员工所在的工位隔音而想尽了办法，最初是让他们从家里带帷幕和纱丽来做隔断，现在想想真是好笑。我们努力发挥创意利用有限的资源。



“你敢进来，我们就敢录用！”

创业初期工作繁重，我们跟员工一起干活。那是1998年年末，我们的工作非常单一，并未涉及电话业务，只是处理诸如更改信用卡账单地址之类的邮件。我们开始运营以前，这类简单的工作都是在美国以更高的成本完成的。没过多久，项目就开始迅速发展。最初放出的20个工作职位，有8000人前来应聘，其中5000人符合我们的标准。后一年，我们有了300名员工。拉曼·罗伊在公司外面放了告示：“你敢进来，我们就敢录用！”我们接手的后台支持业务越来越复杂，如抵押贷款申请、汽车贷款审批、支出管理和交易事项。




简柏特供应链的同步成功

20世纪90年代末，萨蒂什·赛拉瓦特（Satish Sehrawat）第一次接到委托，为简柏特（当时的GE金融）提供员工接送服务。当时他有三辆车，接到的工作很少。现在他的公司Ten Travels有300辆汽车、40辆巴士以及600名员工。“（这么快的增长）我连做梦都没想过。”他说。

接送服务是简柏特早期招聘员工时的福利之一：接送越来越多的员工上下班。“当时没人知道外包这回事。”赛拉瓦特回忆说。他不得不努力满足简柏特的需求，比如在车里装上无线网络和GPS，缩短路上所用的时间。简柏特为他提供资金，不要求利息，还给主要为简柏特工作的驾驶员提供1000卢比（相当于他们基本工资的10%）的月度奖金，帮助赛拉瓦特留住了最适合三班倒的驾驶员。

赛拉瓦特曾经的梦想是拥有一辆梅赛德斯-奔驰，现在他有了一整个车队的梅赛德斯-奔驰。好运始终眷顾他。“我不从简柏特领薪水，”他说，“但我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都带着简柏特的印记。”

接下来他想要一架直升机，已经向简柏特提出了资金申请，等待普拉莫德·巴欣决定。他说：“我在心里祈祷，帮我说几句好话吧。”


凯伦·狄龙（Karen Dillon）






员工数量迅速增加，我们需要各类支持服务，这一点始料未及。我们必须有车子全天待命接送员工，当时在印度根本没有这种组织（现在我们为1.5万员工提供接送）。我们必须为三班倒的4000名员工提供饮食，他们在缺乏基础设施的偏僻郊区打造营运连续性计划业务。我们还必须让客户和新员工（以及员工的父母），相信我们的工作很靠谱。

这便是我们开放参观的初衷。人们走进我们的公司，亲眼看到我们的运营规模和水平。我们学会了如何恰当地表达理念，不只是对GE高层和竞争对手（后来我们不再允许对手参观），还包括提供全天候接送等服务的合作方。我们设置了“家长参观日”，让年轻单身女性（在我们员工中占一大部分）的家长看看女儿工作的地方。



“这个地名怎么拼？”

我们知道这项工作一旦开始就不能叫停，因为有了需求——不只是GE的需求，其他听说我们业务的公司也会有需求。在印度，我们开创了一个全新的行业。1998年，我们只有20位员工，2001年增加到了1.2万。以前我们尝试过一个月内雇用并培训1000人，感觉压力非常大。我们从GE承接的工作越来越重要，我担心这个发展速度会导致质量下降。事实的确如此。

我们开始为GE各部门提供新的服务，但有时候我们扩张得太快了。面对新的产品和服务时，我们常常没有尽力做到最好。一次GE副董事长的电脑出了毛病，联系我们在印度的客服。客服人员问他从哪里打的电话，他回答说康涅狄格州的费尔菲尔德，也就是著名的GE总部所在地，而我们的客服问他，这个地名怎么拼。真的，我听说居然有这种事。我们根本不像是站在行业顶点的公司，没有表现出相应的素质。回头想想，有时候觉得这种事情简直好笑，但当时我明白，必须停下来做一些调整。




简柏特最初6年的业绩


自简柏特从GE金融独立以来，业绩一直稳健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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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太快，人员流失也开始猛增，高达50%。我们的人事部门不足以支撑每年如此之高的流动率，更无法保证所有人都达到六西格玛标准。所以我们必须慢下来。我们有意停止了增长，从2001年到2002年整整一年，重新把重心放到质量上。显然，我们的工作有问题，客户都在谈论。那一年“9·11”事件后，全世界的市场局势变得动荡，我们停止了招聘，加倍培训管理者，对培训流程进行反思，最终实现了更好的质量管控。

在我们的指数级增长中，那次暂停起了作用，让我得以看清未来发展的方向。我很清楚，要把服务向更多客户发展，才能进一步发挥潜力。2002年，我们恢复了增长模式。现在我们在世界各地设有分部，其中包括中国的外包中心——大连。

虽然我早就知道我们在做的是一件令人兴奋的大事，但即使是我，也惊异于其增长的规模和影响力。我们在印度开辟了整个商业流程外包行业，而收入依然首屈一指。看着我们所在的这个小镇现在的变化，我非常骄傲，能够将最初的想法付诸实行。我们刚刚开始在古尔冈建立办公室的时候，外面根本买不到像样的咖啡、茶和三明治。现在古尔冈成了一个繁华的地方，规模是美国霍博肯的五倍。这一切的开端，都是我们1997年雇用的那20位员工。一生中有机会引领这种巨大转变的人想必不多。





特别报道·HBRC TIME




对话荣耀总裁赵明


“起步即是高潮”

钮键军 | 访 时青靖 | 文 钮键军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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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企业不断增长的实力和改革需求，正在推动它们冲出中国，走向世界。与此前欧美公司的全球化相比，中国企业面临最大问题是并无成功经验可循。中国企业必须摸索出一条适合当今形势的全球化道路。

显然，中国企业无法套用欧美跨国公司的经验。其他新兴经济体的经验是否可以被借鉴？哈佛商学院教授杰弗里·琼斯曾提出过新兴经济体应该抓住身边的国际化机遇，也就是先在周边国家进行国际化尝试。中国大多数的手机品牌在国际化过程中都遵循这一法则。但其中有一个品牌却反其道，宣布其全球化战略重点在欧美等品牌高地。这就是荣耀。

根据赛诺数据，至2017年底，荣耀手机已经在中国成为线上/线下整体第一的互联网手机品牌，国内整体排名第五的品牌，海外销售占比为15%。2018年1、2月荣耀手机在海外市场实现了100%的同比增长，在俄罗斯、芬兰等多个国家实现了当地市场排名前三的成绩。同时据赛诺2018年1月份中国移动通讯市场数据报告显示，荣耀继续领衔中国互联网手机市场销量、销售额第一，占据互联网品牌市场份额线上线下双第一，全品牌市场份额第四。

此外，还有一个更值得解读的数据。据极光大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1月，荣耀手机位居互联网手机品牌保有率第一位置，达9.10%。

2017年 12月5日，荣耀在伦敦发布了面向未来的全球战略计划：聚焦品牌高地，覆盖人口大国。以美国、欧洲、俄罗斯、墨西哥、非洲、土耳其、巴基斯坦、印度、印尼为重点区域。2018年到2020年，三年内成为全球前五的品牌，2020年争取实现海外市场销售收入占比达50%。这些战略目标较荣耀现在的经营实际，有着很大的想象空间。

荣耀如何能实现这些战略目标？为何一定要将欧美作为战略突破口？为了获得这些答案，《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最新推出的在线视频栏目HBRC TIME特地采访了荣耀总裁赵明，具体探讨了中国企业如何利用全球化拓展价值链。采访中，赵明畅谈了企业在全球化运作中，如何建立一支具备全球视野并且拥有海外教育和工作背景的领导队伍、如何进一步了解当地的情况，以及如何在研发、营销、品牌建设等领域不断创新。以下是采访摘要。



大局未定，竞争惨烈



HBR中文版：
 荣耀将全球化作为2018年，乃至更长时间段的战略重点，能否简要地介绍一下荣耀的海外战略，以及具体的战略部署？



赵明：
 荣耀是一个面向年轻人的科技品牌。在我们看来，年轻这个概念与年龄无关，是一种心理和生活方式上的年轻。荣耀走向海外和全球化的一个主题思想，就是要把全球年轻人思想中最为精华的部分，凝练到我们的品牌和产品中，去服务全球的年轻人，打造一个链接全球年轻人生活的品牌和生活方式。从这个角度来讲，荣耀是从中国市场走向全球。

2017年 12月5日，我们在伦敦发布了荣耀面向未来的全球战略计划：在三年之内，将荣耀打造成为全球手机品牌的前五；五年内进入前三。为此，我们从产品、组织以及市场上进行了全球布局。





HBR中文版：
 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手机品牌海外扩张是因为国内市场大局已定，很难再打破这种平衡，是被迫的选择。荣耀走出去的契机或初衷是什么？



赵明：
 其实对于消费者和手机市场来说，大局已定是不存在的。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中国市场过去的10年，甚至20年，你会发现，每隔三五年都会有新的领导者出现。中国市场上目前的竞争态势在全球范围来讲都是非常激烈的，甚至可以用惨烈来形容。

对荣耀而言，作为一个成立四年的手机品牌，我们短短时间内已经做到了中国互联网手机第一，因此在面向未来时，我们会考虑荣耀的下一步发展——如何能够自我提升、更好地服务中国以及海外的消费者。而全球的文化和品牌高地会给荣耀的产品和品牌内涵注入很多新的元素。

从科技的角度来讲，纵观欧美和日本以及全球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为其中不可小觑的一极。当我们走向全球，更好地满足其他国家消费者的需求时，中国消费者的产品体验也会进行大幅提升。再者，在智能手机领域中国市场占据着全球市场的三分之一。因此，从品牌内涵元素到产品科技发展，走向海外是大势所趋。





HBR中文版：
 荣耀品牌与华为品牌近些年所推行的双品牌战略，这对于荣耀来说具有怎样的意义？



赵明：
 在2013年12月，荣耀品牌成立之时，公司就尝试走华为+荣耀的双品牌战略。我们认为用单独一个品牌来诠释对所有消费者的支持是不够的，从商业模式来讲，也需要互补，所以公司决定成立华为和荣耀双品牌。这几年的发展，也证明了双品牌能够更好地服务消费者。在中国市场上，华为+荣耀已居市场份额第一，无论是高端机还是中端机，联合起来发展都很好。

在走向海外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海外市场的差异化更大。因为既有最高端的欧美，又有最不发达的非洲。仅用单独一个品牌去支撑这样的市场，已是力不从心。所以，华为和荣耀采用双品牌的方式走向海外，服务全球用户，就变得顺理成章了。

在我看来，不存在所谓的解绑关系。海外很多市场因为发展的不均衡、需求的多样化，在这时选择走出去，效率会很高，同时可以实现我们的快速成长。





HBR中文版：
 相比竞争对手，荣耀此次海外战略有什么样的特色？



赵明：
 我们的一个特色就是起步即是高潮。过去几年的小范围测试，让我们发现，无论是在欧美还是在亚非拉的国家，荣耀都有非常广阔的市场，都非常受年轻人的喜爱。

所以在2017年年中的时候，我们内部就决定，荣耀一定要大力发展海外市场，要在海外再造一个荣耀，要让海外的发展速度远高于国内的发展速度。



负向清单管理



HBR中文版：
 海外拓展人员是当地的，还是从国内派去的？整个未来海外战略，总部调了多少人，或者你新招募了多少人？



赵明：
 我们只派个别的种子员工，因为他熟悉荣耀的品牌，熟悉荣耀的产品和整个商业模式。其他员工都是当地人，如此才能把荣耀的全球品牌理念与当地文化相结合，根植于当地文化当中，这样才能有生命力。

荣耀的发展过程中，人员构成一直是以全球各行业、多国部队的形式存在的，自发展至今一直如此。我们这里既有从华为运营商业务过来的，包括我本人就是来自华为运营商业务；也有来自华为终端体系的，还有从电商行业、互联网行业，以及其他手机品牌，甚至渠道合作伙伴中过来的。各行各业的精英人士加入了荣耀，可以说荣耀一开始打造的就是一个开放的文化。

在2017年的四季度，荣耀开始大规模进军海外的时候，公司加大了支持力度，签发了一个文件：有意愿加入荣耀的员工，申请之后，由荣耀来面试；面试通过，各个部门要无条件放行。这种支持力度是前所未有的，也让我们迅速集结了一支能够快速走向全球的部队。





HBR中文版：
 海外市场上有着如同处女地一样的地方，但也有着竞争激烈的地方，为此你如何进行战略调整？



赵明：
 说到全球市场，我更多是指它的多样化。这其中很多区域市场对荣耀来说是全新的，没有开发过的，是处女地一样的地方。但是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我们需要拷问自己这样的问题：荣耀的产品对当地用户的价值是什么？我们能给当地年轻消费者带来哪些独到的、与众不同的体验？只有实现了这点，在进入当地市场时才能具备差异化优势。

当然这个价值和优势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基本上每隔三到六个月，就在内部组织一次会议，复盘在这个市场上的成绩和我们下一阶段的发展战略，与全球市场是否相匹配，是否具有赢得竞争的独特价值。





HBR中文版：
 你和一线员工的权责是怎么划分呢？哪些东西是他们不用请示就可以获得决策？



赵明：
 我们是负向清单管理。只要荣耀没规定不可以做的，在一线就都可以做。



健康度是核心指标



HBR中文版：
 你对海外市场的考核主要基于哪些指标，是销售收入、利润，还是市场份额？



赵明：
 从行业来讲，通常看的是销量份额和销售收入份额。对我们来说，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最最重要的是保持市场的健康度，以及构筑在各个国家和区域的能力。因为对品牌来说，在任何一个国家的长期、可持续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在荣耀的全球化过程中，最重要的是构筑面向未来的成长和发展的基础，打好基础才能实现翻倍或指数增长。





HBR中文版：
 这个度的具体指标是什么？是渠道、品牌，还是什么？



赵明：
 这是一个综合考量。对于荣耀而言，任何一个区域主官和国家主官，都要制定出适合当地的发展战略。你的产品战略、品牌营销的策略是什么？面向的用户群体是谁？这样的战略制定清楚之后，就要选择能够与荣耀一起长期走下去的合作伙伴，而且在双方的合作当中构建起面向未来的发展基础和互信关系。

荣耀在任何一个市场的增长，都不是一锤子买卖。这种与合作伙伴之间长期的互信、诚信是最重要的，对消费者诚信，对渠道诚信，对零售诚信，这都是荣耀在当地能力的一部分，这就是荣耀的健康度。在发展当中，不能单纯地追求销量和利润，从而损害渠道、零售、消费者的利益，这也是市场的健康度。





HBR中文版：
 2018年，针对中国市场，荣耀的战略是什么？



赵明：
 还是夯实我们的基础。荣耀已经成为中国线上加线下第四大手机品牌，下一步，我们要去进一步夯实基础，面向未来去构建新的发展梯次。

而且荣耀的国内战略与海外战略也是互相匹配的。国内作为基石，要支撑海外的发展，给海外输送人才、新的商业模式和打法。你会发现，荣耀的国内市场的发展和海外市场的发展，已经融合成了一盘棋。




人物小传


赵明


1998年3月加入华为公司，历任华为CDMA/WiMAX/TD产品线总裁、全球无线解决方案销售部部长、意大利代表处代表、西欧地区部副总裁等职务。

2015年3月任荣耀总裁一职，全面负责荣耀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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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COLUMN



数字化转型谨防三大误区

朱伟 | 文 李全伟 | 编辑






战略不清、模式不明和组织不力，是阻碍传统企业获得数字化转型成功的三大症结。企业应及早走出这些误区，透过长远的战略眼光，以持续创新开发新动能。






近
 几年中国商业环境变化之快前所未有，传统企业似乎有点不知所措。对比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的新经济时代，中国传统企业站在了类似的十字路口：技术的革新推动各产业由单纯的产品经济进入到服务经济；在更为开放的市场中，风险、不确定性和变革成为新常态。不少企业已顺应数字经济大潮开始革故鼎新，但成功者却寥寥无几。

埃森哲最近的一份研究也佐证了这种情况。目前，八成以上的中国企业尚没摸清如何通过数字技术使企业变得更高效，并拓展营收来源，实现业务增长；同时，只有4%的中国制造企业真正释放了数字化的潜力，并成功将投入转化为业务成果。

在反思中国传统企业为何转型屡屡受挫、坠入增长陷阱的时候，业界有三种不同的声音：有人提出“技术决定论”，认为企业转型不力主要是因为缺乏技术，只要加速上“云”、部署大数据等技术，问题就能迎刃而解；有人指出，转型的关键在于转行，要放下现有业务加速进入互联网等新兴行业；也有人则认为，转型本身具有破坏性，造成企业绩效下降和人员流失，效果有待观察。

传统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好比“二次创业”。相比初创企业的轻装上阵，传统企业的摸索更为艰难，往往是“转型找死，不转型等死”。众多企业掌门人的焦虑可以理解，但上述认识上的误区却易导致企业在转型时机选择和行动执行上走偏，对于摆脱数字化转型的困境有害无益。



误区一：应用数字技术，就能立竿见影

中国企业普遍对于投资技术抱有极大的热情，许多人认为只要买硬件、上系统就会有立竿见影的回报。然而，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多数企业将无法见到经营上的提升。其症结在于：一，真正的变革不会一蹴而就；二，许多企业在实施数字化的过程中好似盲人摸象，缺乏对数字化战略的完整思考，导致在实际应用中“零敲碎打”。

埃森哲通过调研和在与客户合作的项目中发现，中国企业对生产端，尤其生产线上的数字化建设比较重视，但比较忽视规划和管理等方面，比如在设计方面，企业还未能充分利用数字技术推出新产品或新服务，仅有8%的企业能基于可采集用户行为数据的智能产品终端，通过大数据分析提供创新服务。

企业一把手们必须明白，数字技术只是赋能者。数字化转型不应是企业锦上添花的工程，不能让数字化停留在某个部门，而是要让数字化转型由企业最高决策者来部署和推动，使之成为企业发展共识；同时企业需要使数字化切实地贯穿整个组织和职能，从战略、组织一直到运营各环节落地并予以执行。

我认为，有三条路径可实现企业完整的数字化。一是企业实现渠道的数字化，从外部推动收入增长；二是借助运营和流程的数字化，寻求利润率和净收益的增长；三是通过业务模式的数字化，同步提高收入和利润。

要想真正成为数字化企业，需要同时关注外部和内部两个维度。而目前，许多中国企业只是追求其中一个维度，以获得短期利益为目标,反而顾此失彼。



误区二：模仿互联网公司，就能开辟“新天地”

在新经济环境下，备受资本市场青睐的互联网模式成了“香饽饽”，许多企业也竞相模仿，抛开原有产业，努力向线上或新兴业务靠拢。但是，一味地将互联网模式当作万能药，而不去思考业务的根本痛点，结果会适得其反；再者，盲目的投资将导致低下的回报率，也将影响对主营业务的研发和技术投入。

以国内某运动品牌为例，该公司大举发展电商平台，投入线上多渠道，却忽视了主营业务存在的根本问题，诸如品牌定位不清，产品陈旧；库存管理落后，产销不匹配等。这样一来，反而使得线上线下渠道陷入混乱，大批分销商流失，自乱阵脚。

对于传统企业来说，单纯地去“探索新机会”的做法并不足取。找到新动能也不能简单等同于抛离主营业务，追赶热潮搭建平台。企业应采取的是开展多速度、不同层级的数字化转型，一手抓“转型”——运用数字化技术提高现有业务的收益；一手抓“增长”——不断增强自身投资能力，创造新的业务，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传统重资产企业应以正确的姿势让自己变得更“轻”，比如在蕴含更多价值的软件、设计以及服务端进行投资。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可以应用云计算、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提升生产运营效率，或寻求专业服务来整合资源、接入生态，这些都为商业变现提供了机遇。

例如，施耐德电气通过结合实时分析、互联技术和物联网平台解决方案，推出了智能化的互联解决方案及服务。除了提升现有生产力和节约成本，施耐德电气因此能更好地响应来自医疗、乳业等行业客户的用电需求，并在预测性维护、资产监控和能源优化等方面挖掘潜在价值。



误区三：变革太快，容易失去“根据地”

在许多人看来，转型的过程总是混乱无序，在变革早期，企业的绩效会下降，业务基本面也会受到影响。因此，不少传统企业在转型决策面前迟疑不决，行动缓慢。

事实恰恰相反。埃森哲分析了150多家企业中的250项重大变革。结果发现，高绩效企业在实施变革举措时，其成本管理、客户服务水平以及效益，自始至终都在上升。优秀企业实施的变革比一般企业要高出三到五成，速度也更快。

这和我多年的行业观察完全一致。管理不善、流程不顺和各部门“各自为政”等问题是不少企业的沉疴痼疾，并不是由转型带来的。事实上，拥抱数字化已成为传统企业的“必修课”，躲躲藏藏或是局部修补都不足取。

要想大幅提升企业转型的成功概率，管理层应着眼于以下几项“变革智慧”：强大的业务领导力、良好的体系和流程、清晰的愿景以及高度的激情和动力。数字化转型只有在强大的领导力推动、自上而下给出清晰有力的方向下，才能激发全员动力。

此外，在转型的过程中，企业可以充分利用数字技术优化内部流程，培养员工技能，并在更广范围和更深层次的组织变革中，实施分散化的决策和灵活的基层自主权。

例如，海尔公司的变革管理提供了一个样板，其研发、生产、销售、人力、财务等部分全部分拆成3000多个虚拟小微团队，独立运营，决策权、用人权和分配权全部让渡给团队，让团队能快速响应消费者需求，又能全流程把控产品供应链。

在颠覆时代，传统企业既不应妄自尊大，也不用妄自菲薄。这些企业首先要做的是认清阻碍数字化转型成功的三大症结：战略不清、模式不明和组织不力，然后树立长远的战略眼光，持续创新。数字化给予了传统企业新的增长机遇。作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合作伙伴，埃森哲鼓励更多中国企业抓住数字化变革机会，反哺市场以更大的想象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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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伟
 是埃森哲大中华区主席。





专栏 COLUMN



短期债务和商业周期的

经典情景重现

瑞·达利欧（Ray Dalio） | 文 康娟 | 译 刘筱薇 | 校 时青靖 | 编辑






对
 于全球经济正在发生的一切，我们不妨置于历史上短期债务与商业周期的经典情景下进行考察，主要问题是投资时机以及下次经济低迷的表现。

在短期的债务和商业周期的“后期”阶段，经济体生产能力的增速赶不上其需求的增速；且经济体的生产能力接近其上限，那些被制约的产品（比如人工以及受制约的资本商品）价格上涨。届时，那些有能力生产这些短缺物品的组织将获得更多利润。然后，需求进一步制约生产能力，加之价格及利润上升导致利率上升、央行收紧货币政策，从而导致股票和其他资产价格下跌，因为所有资产的定价均为其未来现金流的现值，而利率是用来计算现值的折现率。

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强劲却伴随着股票和其他资产价格下跌的情况并不少见，有些人很好奇，不清楚为什么股票在经济强劲时下跌，不明白其中的动态过程。如果股票和其他在增长强劲时表现出色的资产的价格继续下跌（这很典型），信贷市场收紧导致需求下降，直到需求明显低于生产能力。利率随之下降，央行开始放松货币政策，因为他们对经济疲软的担忧取代了对通胀的担忧；这又反过来导致股票和其他资产价格上涨。这就是“短期市场和商业周期”的本质。这就是为何当经济非常疲软、经济体中存在大量过剩产能、利率下降时，经典的最佳做法是购买股票（反之，则是抛售股票的最佳时机）。

当前我们处于短期债务/商业周期的“后期”阶段，但我们并不确切知道身在何处——也就是说，尽管债券市场的顶峰已经过去，但我们并不确切知道距离股市和经济的顶峰有多远。虽然我们眯着眼睛计算，试图弄个明白，我们也知道我们不可能算得分毫不差，但我们希望能像过去那样，算得八九不离十。

我们正在进行的计算，如果利润增长（这对股票有利）的增速快于利率上升（这对资产价格不利），将略微看涨；如果有大量现金仍未进场（情况确实如此）而导致股市价格最后一次上涨，这也对债券不利（抬高利率），并导致美联储收紧政策，这时经典情景中的股市顶峰出现。大多数情况下，这将是决定股市达到顶峰的确切时间的最重要因素。

大约10天前（2018年2月初），我认为这就是我们所处的现状。然而，最近刺激政策、经济增长以及工资的上升表明，这一周期比我认为的要快一些。这些消息导致了债券的反应，而这些反应影响了股票，这可以理解。

然后在2月9日，我们获悉参众两院通过的预算协议将产生更多的财政刺激，令美国财政部出售更多国债，这对债券更为不利。很快，我们将获悉大型（且需要的）基础设施计划，将需要更大的赤字以及更多的国库券销售来为此类计划提供资金。换句话说，生产能力进一步受制约，导致市场推动名义利率上涨。美联储对名义利率上涨的反应以及随之上涨的实际（经通胀调整的）利率将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将密切关注这一点。

可以确认的是，我们处在周期中的这一阶段——央行很难确保货币政策无误，而且这个时期平衡行动将特别困难（鉴于所有对产能限制的刺激，以及资产和其他因素的长期持续性），因此未来一年半至两年内出现经济衰退的风险在上升。虽然大多数市场参与者都聚焦于2018年的强劲表现，但我们更关注2019年和2020年（这是下一个总统大选年）。坦率地说，在下次选举前若不讨论经济衰退的可能性以及经济衰退的可能状况，未免有失察之嫌。

我关注两个重要的不同：1）富人和穷人之间存在如此巨大的差距（这造成了社会和政治敏感性）；2）央行扭转收缩的能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限（因为利率如此之低，量化宽松不那么有效）。出于这些原因，我担心下一次经济下滑的情况，尽管它不太可能很快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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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达利欧
 是桥水基金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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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光灯 THE BIG IDEA



修炼影响力

提升领导力



[image: ]






说服别人

是门科学

HARNESSING THE SCIENCE OF PERSUASION

罗伯特·西奥迪尼（Robert B. Cialdini） |文

刘筱薇 | 译 刘铮筝 | 校 钮键军| 编辑




如果不具有说服他人的能力，你就无法成为一个成功的领导者。但使用这项技能也是门科学，大量心理学研究表明，六大原则可以帮助你赢得朋友及影响他人。





有
 种能力只属于少数幸运儿；
 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都不具备——某些人“生来”就知道如何吸引听众的注意、影响举棋不定的人，以及让反对派放弃自己的观点。看着那些“说服大师”施展魔法的样子，你会感到既钦佩又沮丧。他们凭借个人魅力与能言善辩，就能说服别人按照他们的要求行事。更令人叫绝的是，他们游说的人非常乐意服从其指挥，似乎在迫不及待地还他们人情。

但令人沮丧的是，这些天生的说服大师往往无法解释自己的非凡才能，也无法将其传给他人。他们与人沟通的方法是门艺术，而艺术家通常擅长做，而不擅于分析原因。他们中多数人都无法给魅力或口才都一般的人提供多少帮助，这些“一般人”仍然要应付领导者所面对的基本挑战，即通过他人完成工作。企业高管对这个挑战再熟悉不过了。他们每天都要挖空心思，考虑如何激励和指挥高度个性化的工作队伍。“我是老板，必须听我的”这样的手段已经过时了。哪怕这样做不会令员工感到屈辱或消沉，在当今社会，也已经不合时宜了。如今跨职能团队、合资企业和公司之间的合作关系已经让权力界限变得模糊。在这种环境下，与凭借权力发号施令相比，说服技巧对他人行为的影响要大得多。

这又让我们回到开始的话题。说服技巧也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必不可少，但如果最具天赋的说服大师无法将其传授给他人，那么高管如何才能获得这些技巧？我们必须依靠科学！在过去五十年中，行为科学家经过多次实验，深入了解到哪些互动能够引导人们让步、服从或改变。这一领域的研究显示，只要触及人类内心深处的几种欲望和需求，说服行为就可以奏效并获得预期的结果。换句话说，说服有基本原则，而我们可以传授、学习和应用这些原则。掌握这些原则后，高管就可以在协商洽谈、进行交易和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发挥科学的力量。在接下来的文章中，我将逐一介绍说服的六种基本原则，并向高管推荐一些在组织中应用上述原则的方法。



好感原则：

人们喜欢那些欣赏自己的人。



应用方法：

发现真正的相同点并给予真心的赞美。



所谓的“特百惠家庭聚会”（Tupperware Party）零售方式正是对这一原则的生动诠释。特百惠产品展示会均由个人举办，而且几乎都是女性。举办者邀请许多朋友、邻居和亲戚到自己的家中。出于对女主人的好感，客人往往都会向她购买产品——这种因好感而产生的购买动力已经在1990年关于展示会购买决策的研究中得到了证实。研究人员乔纳森·弗兰森（Jonathan Frenzen）和哈里·戴维斯（Harry Davis）在《消费者研究》上刊登的文章指出，影响客人做购买决策的因素中，对女主人好感的重要程度是对产品好感的两倍。因此，当特百惠聚会的客人购买产品时，他们不仅是通过购买东西来取悦自己，而且也是在取悦女主人。

针对特百惠聚会的发现基本适用于所有企业：若要影响他人，先要与之交朋友。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有关研究已经确认了好几项可以增加好感的因素，不过有两项格外具有说服力：相同点和赞美。相同点可以将人们真正聚在一起。《个性杂志》1968年刊登的文章指出，在某实验中，当参加者了解到他们共同的政治信仰和社会价值后，他们站在一起时会靠得更近一些。此外，《美国行为科学家》1963年刊登的文章提到，研究人员埃万斯（F. B. Evans）用保险公司记录中的人口统计数据证明，如果销售人员与潜在客户的年龄、宗教、政治，甚至吸烟习惯相似，那么销售人员成功销售保单的可能性会更大。




只要触及人类内心深处的欲望和需求，说服行为就可以获得预期的结果。





管理者可以利用自己与他人的相同点，与新聘员工、其他部门主管，或新老板建立关系。工作时的非正式交谈可为你创造理想机会，帮你发现至少一个共同的兴趣领域，如某项业余爱好、某大学篮球队，或重播的《宋飞正传》（Seinfeld）。重要的是，你必须尽早和他人建立起友谊，因为这样一来，人们就会对你有好感，在随后的交往中始终都会认为你是个和善且值得信任的人。如果你试图说服的人早就对你心生好感，那么你在开展新项目时会更容易争取到他们的支持。

另一个可催生好感的有效因素是赞美。赞美既令人陶醉，又能消除敌意。即便有时你赞美的话语未必属实。美国北卡罗莱纳州大学研究人员在《实验社会心理学》上发表的文章指出，当听到别人对自己大加赞美时，人们都会对对方产生最大的好感，即便那些溢美之词都不是真的。此外，埃伦·贝尔谢德（Ellen Berscheid）和伊莱恩·沃尔斯特（Elaine Hatfield Walster）在其著作《人际吸引力》（Interpersonal Attraction，Addison-Wesley出版社1978年出版）一书中， 用实验数据表明，你对他人特质、态度或表现的积极评价可让对方对你也产生好感，并心甘情愿地遵照你的意愿做事。

除了培养有利关系外，精明的管理者还用赞美修补受损或无效关系。假设你是公司内某大型事业部的经理，因工作原因，需要经常接触另一位经理——我们可以叫他丹，但你对此人十分反感。不论你为他做了多少事，他永远都嫌不够。更糟的是，他似乎从不相信你已经为他竭尽所能。由于憎恨他的态度，以及他对你的能力和诚意的明显不信任，你和他相处的时间远远达不到工作要求的标准。结果你和他的部门业绩都开始下滑。




概览


核心观点


你是否拥有一种神奇能力，能够吸引听众的注意、影响举棋不定的人，以及让反对派放弃自己的观点？如今跨职能团队、合资企业和公司之间的合作关系比比皆是。在这种环境下，与凭借权力发号施令相比，说服技巧对他人行为的影响要大得多。

但说服力真的具有魔力吗？让别人为你做事可以说是最大的领导力挑战了，那么我们这些一般人会因为不能掌握这项技艺而失望不已吗？

行为科学给我们带来了好消息：只要触及人类内心深处的需求，说服行为就能获得预期的效果。我们可以巧妙运用这六大科学原则。在协商洽谈、进行交易和讨价还价的过程中，赢得朋友及影响他人。




理念回归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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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你可以利用赞美策略来修补关系。丹身上一定有值得你真心佩服的东西——虽然你可能很难发现。例如他也许很关心他所在部门的员工、顾家，或仅仅是他有职业道德。你下次遇到他时，可以对他的这些品质表达欣赏之情。至少你要让他明白，你们有着共同的价值观。如果你这样做了，我猜丹对你一直以来的负面看法一定会有所改变，而且他还会给你机会证明你的能力和善意。



互惠原则：

人们会以同样的方式给予回报。



应用方法：

得到之前先给予别人。

赞美也许会让丹变得更加温和友善，因为就算他再执拗，他也是个正常人，具有人类共同的性格特点，比如以别人对待自己的方式回报于人。如果你曾在同事朝你微笑后不经意间回以微笑，就能体会到这个原则如何发挥作用了。

慈善机构正是利用互惠原则筹集资金。美国残疾退伍军人协会多年来就是靠着一封精心制作的筹款信，获得了高达18%的捐款回复率。后来该协会开始随信附上小礼物，回复率居然几乎翻了一番，达到了35%。这份礼物非常简单，只是一套个性化的地址标签——其实让更多人做出了捐款的决定并非是这套标签，而是因为他们得到了点东西。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办公室。每当节日来临之际，供应商都会给各公司采购部送大量礼品。当然，他们这么做绝非仅仅为了表达节日的问候。采购经理曾在1996年接受《Inc.》杂志采访时承认，即便他们本想拒绝购买某供应商的服务和产品，但接受对方的礼物后，想法也会改变。礼物还会起到留住员工的效果。我一直鼓励我的读者给我写信，告诉我影响力原则是如何改变了他们生活。某位在俄勒冈州工作的读者在信中，写下了她愿意为其主管效力的原因：


他会送圣诞礼物给我和我的儿子，而且还会送我生日礼物。我的工作职位没什么晋升机会，唯一的可能就是换去其他部门。但我发现我根本不想走。我的老板很快就要退休了，我想等他退休以后，我也许会离开——至于现在，我觉得我有义务待在这里，因为他一直对我很好。


但从根本上讲，赠送礼物只是互惠原则的一种初级应用。更高级的应用是，管理者可以利用互惠原则获得先行者优势，即率先展现出自己所期望的行为方式，进而引导同事和下属员工做出同样的行为，最后在办公室内培养积极的态度并促进融洽的人际关系。如果领导者希望在他人身上看到信任感、合作精神，或和善友好的举动，自己应当首先做表率。

管理者在处理信息传播和资源配置问题时，也可以采用同样的方法。如果某位经理面临人手不足问题，而任务最后期限越来越近，这时你将自己的手下借给了他的话，那么当你需要帮助时，他帮助你的可能性会大大增加。这种可能性还能进一步加大，如果你在接受他的感谢时，能回答说：“没什么，我很乐意帮忙。因为我知道当我需要帮助时，你的帮助对我会有多么重要。”



社会认同原则：

人们会仿效同类的做法。



应用方法：

尽可能利用同侪压力。



作为社会动物，人类在如何思考、感觉、行动等方面，对周围的人有很强的依赖性。我们从直觉上就能认识到这一点，但实验也证实了这种直觉。《应用心理学杂志》最早于1982年刊登过一篇关于该实验的文章。研究人员在北卡罗莱纳州的哥伦比亚市，挨家挨户为某慈善运动征求捐款，并向每户人家出示一份该住宅区已捐款人的名单。研究人员发现，捐款人的名单越长，后续捐款的可能性就越大。

收到捐款请求的人看到名单上朋友和邻居的名字，就像看到某种社会规范的证明，提示他们该如何做出回应。但如果那些名字只是一些不相干的陌生人名字，说服力就会大打折扣。《个性与社会心理学期刊》于20世纪60年代首次了报道一项实验。该实验的研究人员要求纽约市民将捡到的钱包归还失主。如果他们知道之前有纽约人这么做了，他们很可能也会将钱包物归原主。但即便他们听到的是某个外国人曾试图归还钱包，他们的决定也丝毫不会受到影响。

这两项实验告诉管理者，同伴的说服会异常有效。科学研究已证实了大多数专业销售人员早已了解的事实：当满意客户与潜在客户的境遇相似时，满意客户所说的话最有说服力。正在公司内推行新举措的管理者可借鉴这一经验。假设你正打算精简部门的工作流程，而一群老员工对此表示反对。与其亲自出马说服这些员工相信该举措的好处，还不如请一位支持该举措的老员工在团队会议上发表支持言论。这位老同事所做的陈述比老板的话更具说服力。简言之，横向施加影响力的效果最好，而非纵向。



言行一致原则：

人们会兑现明确的承诺。



应用方法：

让他们主动、公开、自愿做出承诺。



好感有很大影响力，但说服他人不仅仅是让他们对你的产品、想法以及你本人产生好感，还要让他们对你希望他们做的事情产生责任感。互惠方式是让其他人萌生责任感的一种可靠方法。另一种方法是让他们做出公开承诺。

我的研究显示，大多数人一旦表明立场或公开声明支持某一观点，他们会更愿意坚持自己的选择。其他研究不仅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现象，还发现即使是看似微不足道的承诺，也会对未来行动产生强有力的影响。以色列研究人员于1983年在《个性与社会心理学期刊》上发表文章称，他们曾要求某大型公寓住宅区的半数居民在一份请愿书上签名，请求为残障人士建立娱乐休闲中心。这是一项善举，而且需要的资金不多，因此几乎每个收到请求的人都同意签名。两周后，在以色列“残障人士国家募捐日”的当天，研究人员联络了该住宅区的所有居民，并请求他们为此项目捐款。他们发现，那些未被要求在请愿书上签名的人中，有略超过半数的人捐了款。但令人吃惊的是，已经在请愿书上签名的人中有92%都捐了款。该公寓住宅区的居民觉得他们有义务兑现自己的承诺，因为自己曾主动、公开和自愿做出了承诺。对于这三大特征，我们有必要逐一进行讨论。

经验证明，与未明确说出的承诺相比，积极做出的选择，即大声宣布、郑重写下或以其他方式明确表示的承诺，对人们未来行为的影响要大得多。迪莉娅·乔菲（Delia Cioffi）与兰迪·加纳（Randy Garner）于1996年在《个性与社会心理学期刊》发表文章，介绍了一项实验：一组大学生被要求填写一份表格，表示自己愿意为针对公立学校的艾滋病教育项目做志愿者；另一组学生受邀为同一项目做志愿者，但确认的方法是放弃填写一份声称不想参加的表格。几天后，当这些志愿者报到时，74%的到场者是第一组学生。

对希望说服下属遵循某一行为方式的管理者来说，这个实验的意义不言而喻：让他们将决定写成文字。假设你希望某员工能够尽量及时提交报告，那么一旦你确认对方已经同意，就应该要求他将决定写成备忘录，然后发给你。如此一来，他履行承诺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因为人们通常都会兑现他们写下的书面承诺。

关于承诺的社会学研究显示，如果书面声明得到公开，其效力将更加强大。《变态心理学与社会心理学杂志》在1955年刊登的文章，描述了一项经典实验。研究人员要求大学生对投射在屏幕上的线条长度进行估计。一组学生听从要求，将答案写在一张纸上，并在签名后交给实验人员。另一组学生将答案写在一块可擦掉笔迹的小木板上，然后立即将答案擦掉。还有一组学生只能在心里默默做出选择。




说服他人不仅仅是让他们对你产生好感，还要让他们对你希望他们做的事情产生责任感。





接着研究人员向三个小组出示证据，告诉他们最初的选择并不正确。只将答案记在心里的学生最有可能重新考虑做出估测。将答案写下并立即擦掉的学生则更加忠于自己最初的猜测结果。但最不愿意改变最初选择的是，已经签名并将答案交给研究人员的学生，而且其人数比例要大得多。

该实验还表明，大多数人希望给他人留下言行一致的印象。再以那个总是迟交报告的员工为例。如果你清楚言行一致原则对个体的影响力，那么在成功让他认识到及时交报告的必要性之后，就应该立即将他的承诺公开，从而强化该承诺的约束力。你可以给他发一封电子邮件，说明：“我想你的计划正好与我们的要求一致。我已经把这份计划发给制造部的黛安娜和运输部的菲尔过目了。他们认为这也符合他们的要求。”不论采用何种方法，一旦这些承诺成为正式表态之后，就再也无法像人们心中默许的新年决心那样，总是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被放弃。承诺应当被公开，并且让大家都看到。

300多年前，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作家塞缪尔·巴特勒（Samuel Butler）用一句精辟的话，解释了为什么只有自愿的承诺才会持久、有效，即“违心服从的人仍保留着自己的看法”。如果你的保证是受外界强迫、威逼或重压下做出的，就不算承诺，只能是种讨厌的负担。试想如果你的老板迫使你为某政党候选人的竞选活动捐款，你会怎样反应。当你独自一人在投票亭内时，你会因为老板喜欢他而更倾向给这位候选人投票吗？不可能。事实上，沙伦·布雷姆（Sharon S. Brehm）和杰克·布雷姆（Jack W. Brehm）在1981年出版的《逆反心理》（Psychological Reactance，学术出版社出版）一书中，用数据表明，为了表达对老板强迫你捐款的憎恨，你反而会去投另一方的票。

这种抵制情绪也会出现在办公室里。我们再以那个交报告拖拉的员工为例。如果你想改变他的长期行为，就要避免采用威胁或强迫手段。否则在他看来，他行为上的任何改变都是受恐吓而非个人承诺的结果。较好的办法是找到他在工作中真正看重的东西，比如高超技能或团队精神，然后向他说明及时交报告为何与他看重的价值观保持一致。如此一来，该员工就会在自愿的情况下进行改进，而且因为他接受了改变理由，所以即使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也会自我约束。



权威原则：

人们愿意听从专家的意见。



应用方法：

把你的专长展露出未；切勿认为那是不证自明的。



两千年前，罗马诗人维吉尔（Virgil）对希望做出正确选择的人，提出了一个简单的忠告：“相信专家的话。”他的话未必是一个好建议，但仅就作为对实际情况的描述来，确实无可置疑。比如著名专家对某个话题的看法在新闻媒体上刊登后，产生的舆论效果会十分惊人。《舆论季刊》在1993年刊登的研究显示，《纽约时报》中有专家观点的新闻报道就可以在美国境内引起2%的舆论转变。此外，研究人员在1987年《美国政治科学评论》上发表文章称，如果专家观点在全国性电视节目中播出，舆论可出现高达4%的转变。反对者可能会争辩说，这些发现充其量只能说明舆论的易受操纵性。但更公正的解释应当是，现代生活纷繁复杂，我们需要经过慎重挑选的专家，为我们提供宝贵而高效的捷径，帮我们做出明智决定。不论是法律、财务、医学或技术方面的问题，都需要有非常专业的知识才能解答，因此我们别无选择，只能依靠专家。

既然我们有充分理由听从专家建议，那么管理者可在发挥影响力之前，确保自己的专长得到认可。但令人吃惊的是，人们往往误以为自己的专业经验，会自然而然地得到别人的认可和欣赏。我和同事曾为某医院提供咨询服务，而该组织就出现过这种情况。许多中风病人在离开医院后，随即放弃了常规性身体锻炼，医院的物理治疗师为此感到十分懊恼。尽管这些理疗师一而再、再而三地向病人强调在家里做日常锻炼的重要性，因为锻炼对恢复肢体的独立功能的确至关重要，但病人始终把这些话当成耳旁风。

我们与某些病人开展谈话，随后找到了症结所在。他们对专科医生的学术背景和所受培训都很了解，对督促他们锻炼的理疗师的资历却知之甚少。弥补这种信息缺失的方法很简单：我们只是要求物理治疗负责人将所有理疗师的奖项、文凭和证书挂在治疗室的墙上。结果相当惊人：服从锻炼要求的人增加了34%，而且此后该比例一直都没有下降。

让我们备感欣慰的不仅是服从比例的显著提高，还有我们实现这一比例的方式。我们并没有愚弄或吓唬任何病人，而是给他们提供信息，赢得了他们的服从。你无须编造故事，也不必花费时间或资源。理疗师的专业经验都毋庸置疑，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让更多人了解到这一点。

但对管理者来说，建立专家权威是项比较困难的任务。他们不能简单地把文凭钉在墙上，然后等着所有人注意到自己的文凭。这里须采用一些较微妙的手法。在美国以外的国家，人们第一次打交道时，都会先花些时间进行一些礼节性的社交，然后才开始谈工作。他们还会在会议或谈判开始前的晚上一起聚餐。这些聚会可以让讨论变得更容易，还能缓和争执——我在上文介绍过好感和相同点有助于关系的培养。聚会还可以为树立个人权威创造机会。你可以像讲述逸闻趣事一样，说说你曾如何成功解决与明天的会议议题相似的问题。你也可以在晚餐时介绍你如何通过多年努力，成为了一门高深学科的专家。但你不能大肆炫耀，而是把这些当成日常交谈的一部分。

当然你未必总有时间进行长篇自我介绍。但在大多数会议开始前的初步交谈中，你可以与他人自然而然地进行沟通，并借机会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的相关背景和经验。如果你在谈判或会议刚开始前透露个人信息，就有机会提前确立自己的专业权威，那么当讨论转入正题后，你所说的话会得到应有的尊敬。



稀缺原则：

东西越少，人们就想要越多。



应用方法：

强调特殊好处与独家信息。



多项研究表明，物品和机会越匮乏，人们就越会认为其有价值。对管理者来说，这绝对是个有用的信息。他们可以借鉴稀缺原则，把组织中有限的时间、物资和其他限制性资源作为砝码，来说服对方。比如坦诚告诉同事，老板马上要去休长假了，如果不能赶在他动身前把建议告诉他，就失去机会了。这样一来，你的同事肯定会迅速行动。




说服大师终于安全了

正是因为行为科学家几十年来一丝不苟的经验研究，我们对说服他人方式及原理的理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深度和细致程度。但这些科学家并非该学科的先驱。对说服科学的研究历史悠久且成绩显著，并涌现了一大批英雄和殉道者。

社会影响力研究的著名学者威廉·麦圭尔（William McGuire）在其《社会心理学手册》（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牛津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三版）的某章节中宣称，在西方四千多年有记录的历史中，说服科学研究作为一门职业，前前后后加起来总共繁荣了四个世纪。最初的研究始于古希腊的伯利克里统治时期，第二个阶段出现在罗马共和国，第三阶段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而第四个阶段则是刚刚结束的20世纪的100年间。在最后这个阶段，大规模广告传播、信息化浪潮及多媒体运动开始蓬勃发展。在前三个世纪的系统化说服研究中，每个阶段人类对说服科学的研究都有突出成就，而每一次，人类的成就都是由于说服大师遭政府杀害而突然中断。在所有与当权派对立的说服大师中，哲学家苏格拉底或许是最著名的一个。

关于说服的知识是种威胁，因为基于这些知识，说服大师可创造完全脱离政府控制的影响力。面对这种影响力，前几个世纪的统治者一致认为，他们必须彻底铲除这些出类拔萃的人才，因为他们真正懂得如何驾驭国家首领始终无法垄断的力量，例如睿智的语言、带有战略视角的信息，以及最重要的心理洞察力。

如果我们称，说服专家再也无需面对政治当权者的威胁，那恐怕显得我们对人性的看法也太过于乐观。不过现在了解说服力真相的人不再只是少数杰出、智慧的人了，所以该领域的专家大概可以稍微松口气。事实上，大多数掌权者都迷恋权力，因此他们更应该想要获得说服技能，而并非消除这种能力。





管理者可以学习零售商的做法。零售商在推销产品时，总是一再强调，如果顾客不按照推销信息采取行动，将会有什么损失，而不是强调顾客可能获得什么。《应用心理学》杂志在1988年刊登了关于加州私人住宅业主的调查研究，证明了这种“强调损失的语言”（loss language）对人们的巨大影响力。在研究中，一半业主被告知，如果他们给整栋房子加隔热层，每天可以节省一笔费用。另一半则被告知，不加隔热层的话，他们每天就会损失同等数额的金钱。结果被告知将遭受损失的业主多数都给房子加了隔热层，人数比例远远超出那些被告知可以节省费用的业主。商业领域也存在同样的现象。《组织行为与人类决策过程》杂志在1994年刊登的研究显示，管理者在制定决策时，对潜在损失的关注要比对潜在收益大得多。

在推销产品和服务时，高管还应当记住，独家信息比众所皆知的数据更有说服力。我曾经指导过一位名叫阿姆拉姆·尼辛斯基（Amram Knishinsky）的博士生。他在1982年所写的毕业论文以牛肉批发商的购买决定为主题。他发现，若这些批发商得知外国牛肉货源近期会因天气状况出现短缺，订单数量马上会增加一倍以上。但若批发商得知其他人尚未听说这个消息，订单就会增加六倍。

如果管理者手握独家信息，而该信息又正好为他本人所倡导的观点或项目提供佐证，那么他可以运用稀缺原则来说服大家。下次当这类信息摆到你的办公桌上时，你应当召集公司重要人物开会。信息本身也许十分枯燥，但会因其独家性显得非同凡响。你可以将相关文件资料推到与会人面前，然后说：“我今天刚刚收到这份报告，下星期才会公布。但我想让你们先了解一下里面的内容。”之后坐在桌子对面的人就会急切凑上来。

我在这里要强调一点：除非你能确保信息的真实性，否则绝对不能借独家信息来告诫他人立即采取行动，或警示他们切勿错过机会。靠欺骗手法让同事听从自己的意见，不仅会让人对你的职业操守产生反感，也相当鲁莽。一旦你的欺骗行为被察觉（而且肯定会被察觉），你引发的任何关注都会烟消云散。你还会因此背上欺骗者的恶名——记住我在前面提到的互惠回报原则。



综合运用

这六大说服原则并非深奥晦涩的知识，更多是清晰诠释了我们对信息评估和决策制定方式的直觉理解。所以大多数人，包括没有接受过正式心理学教育的人，都可以轻松掌握这些原则。不过在我主持的研讨会上，我发现有两点值得反复强调。

首先，虽然我们为清楚讲解这六大原则及用法，对其一一进行了讨论，但在实际应用时，这些原则应当综合起来，从而增强说服力。例如在讨论个人专长的重要性时，我建议管理者利用非正式的社交谈话，树立权威。但他们不仅仅能通过交谈传递信息，同样可以获取一些信息。当你向餐桌旁的同伴展示自己具备解决商业问题的技能和经验时，也可以了解到对方的背景和喜好，进而利用这些信息发现彼此的相同点，并给予对方真诚的赞美。通过展示你的专长和建立融洽关系，你可以让自己的说服力加倍。如果你能成功说服餐桌上的同伴，那么还会有其他人加入你的阵营——这正是社会认同原则的效果。

我要强调的第二点是，应用社会影响力原则和应用其他技术一样，都要遵守职业道德。欺骗或诱使别人服从不仅不道德，坦白讲也不明智。即便欺骗和高压手段能够起到效果，那也只能是短期效果。从长期看这样做贻害无穷，尤其是在组织内，因为信任与合作是组织正常运作的基石。

在我主持的培训研讨班上，某位来自大型纺织企业的部门主管曾讲述了一个故事，生动说明了上述要点。这位主管告诉我，她所在公司的副总裁总以高压手段，逼迫各个部门主管做出承诺。他不给下属时间认真讨论或思考他的提议，而是选择在他们最繁忙的工作时段，单独与这些主管会面，然后仔细描述自己方案的优点，其详尽程度简直让人无法忍耐。最后他会使出撒手锏。“作为我团队的一员，你的存在对我很重要，”他会这样说，“我能得到你的支持吗？”这时部门主管出于害怕、疲劳，而且很想把这家伙从办公室里赶出去以便继续工作，都会答应他的要求。但由于这些承诺并非出自本意，所以他们从来都不会遵守诺言，结果这位副总裁的计划不是以失败告终，就是不了了之。

这个故事对研讨会的其他学员产生了强大冲击。部分人意识到自己也采用了这种高压手段，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但让所有人感到不寒而栗的是，这位部门主管的表情。她在讲述上司的计划如何以惨败收场时，一直在微笑。

以欺骗或强迫方式运用社会影响力原则不仅不道德，而且不正确，这点我已经说得再清楚不过了。然而如果能恰当运用这些原则，你就可以正确引导决策。得到正式认可的专长、甘心履行的义务、真实的相似之处、真正的社交认同、独家消息，以及自愿做出的承诺，都是取得双赢的关键点。此外，任何能够满足所有人共同利益的方法都是好方法，你不觉得吗？当然，我可不想强行让你接受这个观点；但如果你同意的话，我十分欢迎你发封信给我，简要描述一下上述原则的效果。




延伸阅读


文章





《说服力因信则强》



作者是扎卡里·托马拉和德里克·洛克


《哈佛商业评论》2015年9月刊 产品编号R1509H

对自己的观点坚信不疑的人更可能是好客户，但确定行为的影响力并没有被当作说服客户的有力工具。作者确定了系统提高确定性的四种方式：共识、重复、放松和维护。




《客户让员工士气大振》



作者是亚当· 格兰特


《哈佛商业评论》2011年6月刊 产品编号R1106G

最终消费者激励员工更有效工作，所以客户是领导者的重要同盟。作者大致介绍了领导者如何通过强调员工对客户生活的影响，有效利用客户来激励员工。




更多内容见于HB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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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西奥迪尼
 是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心理学与市场营销学荣休董事教授，著有《影响力》（Influence，2009年出版，现已第五次出版）以及《预先说服》（Pre-Suasion，2016年出版）。关于影响过程的信息仍在持续更新，详情见www.in uenceatwork.com。





聚光灯 THE BIG IDEA



巧用还是滥用影响力？

The Uses (and Abuses) of Influence

萨拉·克利夫（Sarah Cliffe）|文

刘筱薇 | 译 刘铮筝 | 校 钮键军| 编辑




萨拉·克利夫采访


2013年7-8月合刊首次刊登






罗
 伯特·西奥迪尼
 是影响力领域首屈一指的社会学家。他最初对该领域研究产生兴趣是因为他发现人们能轻易跨越道德边界，操纵甚至中伤他人。在2001年的著作《影响力》（Influence）一书中，他列出了说服他人的六条原则，并阐述了滥用说服技巧的危险。同年，他在《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发表了热门文章《说服别人是门科学》（Harnessing the Science of Persuasion），讲述了说服力的积极作用，即管理者如何使用这些原则帮助组织更高效运转。

西奥迪尼是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心理学与市场营销学荣休董事教授，职场影响力咨询公司（Influence at Work）总裁。本文是《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执行主编萨拉·克利夫（Sarah Cliffe）对西奥迪尼的采访摘录，其中，他深入探讨了说服力在商业领域的日常运用及影响力领域的最新伦理研究。





HBR：
 我现在给你几个场景，你来说说人们怎样在实际工作中更有效地影响他人。首先，假设你是位有创业精神的员工。你需要资源启动一个绝妙的商业点子。怎样才能获得其他人的帮助？



西奥迪尼：
 这需要做好铺垫。如果他人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曾对你有所亏欠，他们就会慷慨相助。这是互惠法则。

你要养成乐于助人的习惯，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不要小看人们的感谢，别说“小事一桩”。当他人感谢我们时，我们立即拥有了极强的说服力。所以你可以这样回答：“乐意效劳，互帮互助才是朋友”。将帮助行为定义为一种合作。这样铺垫后，你在随后需要支持、人手，甚至预算时，成功率就会大大提高。




亚当·格兰特（Adam Grant）对组织内部奉献行为重要性的研究，是否能与此呼应？


没错。格兰特的分析非常独到。另一项有趣的研究来自弗兰克·弗林（Frank Flynn），他以前在哥伦比亚大学工作，现就职于斯坦福大学。他研究的是一家大型电信企业内部的助人行为。弗林发现，当人们帮助同事时会发生两件事：一是助人者在同事眼中会变得极有价值。第二是他们自己项目的生产率会降低（这正是复杂之处），因为他们把很多时间和精力都耗在解决同事的问题上。




你怎么处理慷慨相助和生产率间的冲突？


弗林发现了一个能同时提高助人者的影响力，以及自身效率的因素：不是帮助他人的次数，而是互相帮助
 的次数。

如果最先付出的人能创造出一种互惠感，即组织中所有人都乐于帮助彼此的感觉，那么他们会大大受益。如果助人者把自己的协助行为视为一种双向合作，获得高投资回报率的可能性将大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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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场景是，某高管希望说服团队，对战略方向做出重大调整。你有什么建议？


在存在不确定因素的前提下说服别人并不容易。人们在面临未知情况时，第一反应是不知所措。所以你可以告诉他们不采取行动将失去什么。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发现，如果你试图在有不确定因素的情况下说服他人，人们会更在意自己会失去什么，而非得到什么，卡尼曼因此项发现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管理者不仅可以指出采取行动的好处，还要向人们展示，不采取行动将会失去或错过的东西，从而巧妙地将逆势扭转为顺势。

第二点是，在不确定状态下，人们不会向自身寻求答案——他们眼前一片模糊，同时缺乏对自己的信心。于是他们向外寻找可提振信心的信息。他们首先会求助于权威人士：专家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这个人不一定就是老板，可能是这个领域最具真知灼见的人。


这是个很重要的区别。我说的不是拥有权威的人，而是本身就是权威的人。管理者需要公认的专家提供证据，补充其提议的理论依据，而这些专家有可能来自公司外部。

人们还可能把目光转向同侪。如果在会议中有几个持反对意见的人，主管不应该打压他们，迫使他们服从多数人的意见。相反，你应该从团队中找出一位赞同方案并受大家尊重的成员，请这位成员发表意见。当我们做决定时，同侪的影响力往往比高管更大。




再看一个场景。最近，我参加了一个会议。会议召集一群CEO，号召他们开展有益于整个世界的公益行动，但该活动不一定符合股东的期望。活动组织者德高望重，但并没有任何实权。在这种情况下，怎样才能确保人们能做出长久的承诺，而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


我觉得有两点很重要。第一点来自我现在手上正写的书，即“我们”的力量。如果人们认为自己归属于更大的团体，其中每个人都有同样的身份，那么他们愿意做出与个人利益相冲突的行为。这个结论有确凿的研究依据。因此，组织者需要让所有人都感到，他们有共同的目标。

一旦人们离开会场，他们将回到平时的“我们”里——这里指的是他们各自的公司。因此你要趁热打铁，在这个集体解散前，让人们做出公开承诺，巩固已取得的成果。你要询问人们愿意为共同目标做什么；如果可能，让对方做出书面回答。




为什么一定要写出来？


人们会努力兑现书面承诺，可能将内容写出来似乎能让人们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选择。你还应该问他们下一步打算做出哪些承诺，并安排后续谈话，到时让他们讲述已经取得的进展。这样逐渐推进，承诺会一步步落实。




如果想建立非正式的人脉网络，你会怎样做？


这是互联网发挥作用的时候。通过查看人们的Facebook或LinkedIn主页，我们能够很好地了解他们。你可以找到你们的共同点，可能是跑步、编织，也可能是你们曾就读的学校。寻找共同点的效果显著，因为我们会对同类人产生好感，这是影响力的另一个原则。如果你从相同点着手，并且态度真诚，人们会喜欢你，你也会慢慢喜欢他们。因为你们有内在的共同之处，所以他们会很愿意加入你的人脉网络。




对不擅长为自己谈判并需要在这方面得到提高的人，你有什么建议？比如最近研究表明，女性一般“不主动争取”。


我和斯坦福的杰弗里·费弗（Jeffrey Pfeffer）做过一些研究，看人们是否需要靠他人推动，才能促成自己的谈判。我们发现，拥有代言人或支持者可能会很有帮助。

比如你在应聘或争取某个职位时，拥有代言人能带来两个好处。首先，如果有人替你说话，你会显得更有声望。这是权威原则在发挥作用。

好感原则也在发挥作用。如果你必须为自己代言，通常会显得不够谦虚，让他人误解。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如果代言人基于候选人的贡献提出要求，那么候选人不会受到负面影响。但如果是候选人本人提出完全一样的要求则不然。人们在接受信息时，就是不喜欢自卖自夸的人。

这对女性尤其适用。我们的研究发现，喜欢炫耀自己成就的女性在人际关系方面会遭受很大的损失。男性自夸也会造成不利后果，但是我们一般都认为男性本应更强势。相比之下，男性承受的损失要远远小于女性。

鉴于这种偏见，如果管理者积极为团队成员代言，并让这种行为成为组织文化的常态，那么女性能表现得更好。




影响力的六大原则

引起人的深层反应，说服才可奏效。罗伯特·西迪尼奥和其他学者的社会心理学实验，揭示了这六种反应，最初见于西迪尼奥所著《影响力》一书。




好感


如果人们喜欢你，那是因为他们感到你也喜欢他们，或者你们有共同点。此外，他们答应你要求的机会很大。




互惠


人们通常会礼尚往来。如果你帮助他们，他们也会帮你。你采取什么姿态（如积极配合），他们就会采取同样的姿态。




社会认同


人们会效仿身边人的行为，特别是那些和他们相似的人。




承诺和言行一致


人们希望做出言行一致，至少表面如此。如果他们自愿做出公开承诺，就会努力兑现承诺。




权威


人们会遵从专家和权威人士的意见，但常常低估这种倾向。




稀缺


人们珍惜他们认为稀缺的东西。






任何组织都存在少数派，一些在某种意义上属于“另类”的人群。他们在尝试影响别人时是否会遇到困难？


没错，但仍有补救方法。如果组织中有共同价值观，这些浅层特质——种族、民族、国籍就显得无关紧要了。我们都希望与价值观一致的人共事，例如我们对工作和工作以外的重要事务有共同看法。所以，你能做的一件事就是找出内在共同点。建立起这种共识通常需要时间，你可以不时自发地表达这些价值观来缩短这一过程。




现在很多公司都是全球性组织。在跨文化背景下说服他人会遇到哪些困难？


好消息是，影响力的六大原则似乎适用于所有文化，属于人文环境的一部分。坏消息是，它们在不同文化中有轻重差异。

我们的研究发现，在偏集体主义和团体性的文化中，某些说服技巧似乎更有效果。在这些文化中，社会认同的影响非常大。在崇尚集体主义的文化中，人们更容易被身边的人所做的事影响；在个人主义文化中，自己是做出所有决定的标准，而非周边的人。

举例来说，我们曾分别针对美国和波兰进行研究，后者相较前者有更多集体主义倾向。我们询问参与者是否愿意加入一项市场营销调研。然后问他们或身边的朋友是否做过类似的调研。美国参与者决定是否参与调研的最重要因素是，他们以前是否做过类似调研。这与言行一致原则相符。在波兰人中，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是，身边的朋友是否曾做过类似调研。




按西方管理学文献的传统说法，命令控制型组织已经是明日黄花。当《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刊登此类文章时，我一直不确信全球其他区域是否也如此。


你的怀疑有道理。花旗银行向公司内来自各个国家的经理询问过以下问题：假设某经理的项目出现问题，正在请求帮助。但是回应这项请求费时费力，甚至可能需要耗费资源和人力。在这种情况下，你什么时候才会回应？中国大陆和香港的经理回答是，“我会看这位经理是否与我的团队高层有关系”。出于服从的义务，你必须服从级别高于你的人。西班牙的经理回答是，“我会看这位经理是否认识我的朋友”。这里的重要因素不是服从，而是义气，也就是好感原则。要想最恰到好处地说服他人，你需要知道如何在各种文化中切换重心。




在你的早期影响力研究后，有件事发生了很大变化：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已经深入人们的生活。在非面对面交流的背景下，我们影响他人的方式会有哪些改变？


社交媒体让我们接触到很多过去无法获得的资源，可我觉得我们对影响力原则的反应并没有改变。但我们的确发现人们开始更多地受到同侪，而不是专家的影响。

看一下旅游社区到到网（TripAdvisor）和点评网站Yelp，你会发现如今影响人们决策的不再是旅行作家或美食家，而是像你我一样，根据自己的体验进行点评的人。




同侪影响效应让我想起你的一项研究：酒店如何说服客人重复使用毛巾。从环保角度看的确很有说服力，但是真正推动改变的是让人们知道，其他客人中有多少人重复使用了毛巾。


是的，而且在后续研究中，我们发现最有影响力的信息不是住过该酒店的客人中，多数人都曾重复使用过毛巾；而是在他们房间留宿过的客人中，多数人重复使用了毛巾。




这个发现有点出乎意料。


可不是嘛！但我发现，最原始的影响力技巧往往效果最好。我说的“原始”不带有任何贬义色彩。只是很明显，我们的信息内容越具体、个性化，别人就越容易受我们影响。




你现在对这一领域的哪些新兴课题感兴趣？


一个很重要的议题是影响力能否带来可持续的改变。大部分研究尚未涉及这一领域。但通过与能源公司Opower合作，我们持续向人们提供其邻居的能源使用信息，现在已经是第四年。最新研究显示，人们会一直关注这些信息并随之调整自身的能源使用。我们需要给人们一个关注的理由。在这个研究中，人们可以看到自己的邻居在干什么，这保证了他们的持续关注。

另一个我比较感兴趣的话题是影响力的伦理问题，我们在这个领域的研究还不够严谨和科学。遵守或违背道德的行为将带来哪些后果？当然，我们都知道一个人的声望，即他影响他人的能力，会因为不道德行为的曝光而遭受极大影响，尤其在组织内部。但是这未必适合那些介于两者之间的灰色行为，因为人们觉得不会被发现。尤其是公司高层，他们以为自己在这方面高枕无忧。

所以我们决定从以自身利益为导向的角度，再来研究一下伦理问题，即在对待顾客、客户、供应商和监管者时，努力恪守道德是否能影响公司业绩？我们的假设是，如果组织在与外界交往时允许或助长不诚实的文化，那么组织内看不惯不诚实行为的人将寻找机会离开，而且只要在这家组织一天，他们就会一直感到不适和紧张。相反，那些对此习以为常的人会选择留下来。最终，组织中将满是不诚实的和善于欺骗的人。

我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阿德里安娜·桑佩尔（Adriana Samper）和堪萨斯大学的杰茜卡·李（Jessica Li）所做实验可以证实这个假说。首先，我们建立几个项目小组，然后让其中的部分成员以为他们的团队曾串通欺诈。这些人随后被要求合作解决难题，他们的表现远远差于那些不知道欺诈行为的成员。他们很焦虑，因为无法摆脱欺诈的心理阴影，于是行为受到影响。在对照实验中，那些能在欺骗团队中安心工作的人，一旦条件允许，行骗的频率将比其他人高出50%。

这些只是早期数据，但我们认为，该研究能够反映组织内部的长期态势。如果组织选择不诚实地对待客户或供应商，那么最终将被乐于欺骗的自己人蒙骗。终有一天，苦果只能自食。




延伸阅读


文章





《强权》



作者是杰弗里·费弗


《哈佛商业评论》2010年7-8月合刊 产品编号R1007G

斯坦福大学的费弗教授简单介绍了为何权力重要、如何获得权力，以及如何利用权力推进你所在组织的议程。你的事业必然也会因此更上一层楼。




《宣传的艺术》



作者是盖伊·川崎


《哈佛商业评论》2015年5月刊 产品编号R1505J

作者最初是苹果的“宣传官”，现在为Canva宣传。他认为所有管理者都可以利用宣传，为组织和自身事业谋得利益。他列出三种方法：闲聊、公开演讲、社交媒体。




更多内容见于HBR.org








聚光灯 THE BIG IDEA



管理本真性：

卓越领导力的悖论

Managing Authenticity: The Paradox of Great Leadership




领导者必须在公众面前扮演多种角色，才能吸引到追随者。诀窍是，用心扮演的同时也要忠于自我。




罗伯·高菲（Rob Goffee）

加雷斯·琼斯（Gareth Jones）|文

刘筱薇 | 译 刘铮筝 | 校 钮键军|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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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
 导力要求本真自我的表达。如果你试图效仿杰克·韦尔奇（Jack Welch）、理查德·布兰森（Richard Branson）、迈克尔·戴尔（Michael Dell）或其他领导者，最后只能以失败告终。若CEO的领导风格中缺乏自我表达，就得不到拥趸。员工希望有“真诚”的领导者——部分原因在于我们所处的动荡时代带来了不安感，部分缘于大众对政客和商界人士普遍不再抱有幻想。我们都怀疑自己受骗了。

我们越来越厌恶圆滑虚伪、矫饰做作的领导者，而本真性也因此成为当代公司中备受重视，却又稀缺的品质。领导者和追随者都认为，本真性与诚恳、诚实、正直的品性紧密相关。本真性是种真实的品质，也是卓越领导者的独特特质。

一方面表达本真自我是成为卓越领导者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本真性的概念经常遭到误解，特别是领导者本人会走入误区。他们往往以为，本真性是天性——你要么有，要么没有。但本真性是别人给你定义的品质。没有领导者会看着镜子，说：“我很真诚。”单独的个体没法判断自己是否真诚。本真性主要取决于其他人对你的看法，因此你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控制这一特质。如果本真性完全是种天性，你不太可能管理它，也几乎没可能训练自己成为更有效的领导者。

管理者晋升领导职位的过程中，如果不控制本真自我的表达，会很快陷入困境。以匹兹堡某大型公用事业公司的经理比尔为例。比尔初入公司时是实习电工，但公司高层迅速发掘出他的才能。HR部门说服比尔上大学，之后比尔以优异成绩完成了学业。公司热情欢迎他重返最初的职位。他在这家公用事业公司的工作包括项目管理，现在已经可以熟练地召集和领导团队。技术能力和诚实品格是他最大的领导特质。

之后，比尔到公司总部任职，并成为几个最高领导者的顾问，但问题接踵而至。HR告诉比尔，这份新工作有助于他从一线向重要领导职位过渡。但总部内部钩心斗角，比尔发现他的坦率往往显得不合时宜。其他人对他的评价是，他还不完全了解到形势的复杂性，而且应该强化影响他人的技能。比尔试着控制自己的直脾气，但实在学不会上级八面玲珑的处事风格。他逐渐失去自我，在犹疑不决（他在试图了解办公室政治）和直言不讳（他很难改掉心直口快的老“毛病”）之间摇摆不定。他开始严重怀疑自己的能力。

比尔仍留在公司，但已没有晋升空间。你们中多数人可能在组织中看过到不止一位比尔这样的失败领导者。他的故事生动说明了领导者面临的困局：他们很难在个性表达和领导（或至少影响）目标员工之间找到平衡。但这种平衡能力以及在寻求平衡过程中保持本真性的能力，正是卓越领导者有别于一般高管的地方。虽然听上去的确自相矛盾，但卓越领导者的挑战正是管理本真性。

我们要说明一点：本真性并非纯粹人为操纵的产物，而是精准反映了领导者自我的一面，所以不能算是种虚假表演。但卓越领导者知道，他们应该何时向哪些人展露哪些个性特质。他们像变色龙，在面对不同环境和领导的人群时，能够根据需求做出调整，但他们在过程中也不会放弃自己的个性。真诚的领导者关注未来发展，但也不会忘记初心。他们熟悉所处环境，凭借成长过程或严酷环境中磨炼的直觉，理解他们要影响的人有何期望和关切。一方面他们会保持个体的独特性，另一方面他们知道如何在强势的公司和社会文化中赢得支持，以及如何根据这些文化中的要素进行重大改革。

在接下来的文章中，我们将基于历时五年的研究，以及对不同行业各级组织领导者的咨询内容，探讨真诚的领导者具备哪些品质。为阐明观点，我们将讲述我们认识和研究过的真诚领导者曾经的经历和反思。当然我们不会假装在这一话题上有最终话语权。多个世纪以来，艺术家、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一直在讨论本真性的概念，我们不会愚蠢到以为，我们或其他任何人能够概括总结这一讨论。但我们相信，本文观点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自我表达和领导技能之间的联系。知道如何管理本真性的领导者能够更高效地运用本真性，激励和保留忠诚追随者的能力也会提高。



管理认知

建立领导者本真性的挑战体现在两方面。首先，你必须确保言行一致，否则追随者就不会再相信你具备本真性。所有人都认同并理解，领导者在建立本真性过程中需要保持一致性，但卓越领导者在这方面的努力要远超出口头承诺。他无时无刻都在践行本真性。不夸张地说，卓越领导者十分执着于表现自身信仰。

以约翰·莱瑟姆（John Latham）为例。他此前任英国某一流公立学校的校长。莱瑟姆热切希望在他创建的学术机构里，学生、老师、行政人员都能敬爱彼此和环境。所有学校都受垃圾和涂鸦问题的困扰。所以谁来捡垃圾、擦洗墙壁呢？莱瑟姆。如果你在休息时间参观学校，很可能看到莱瑟姆正在操场捡垃圾，而非坐在办公室的书桌后面。“很简单，日常小事才重要，”他告诉我们，“我会在天黑前把很多小事做好。”这种对基本原则的公开支持对本真领导力来说至关重要。

但仅靠以身作则，还不足以说服他人追随你，你还必须让他们了解你的想法。因此本真领导力的第二个挑战是，寻找你与目标追随者的共同点。也就是说，你必须看人行事，这一要求在很多人看来都与本真性的定义相冲突。但正如莎士比亚所言，“世界是个舞台……一个人在他的时代会扮演许多角色。”这种角色扮演不必是虚假或虚伪的，但能做到这点也并非易事——远非如此。如上文所讲，人们能凭直觉识别诈骗行为。如果领导者扮演的角色没有真实反映本真自我，那么追随者迟早都会感到自己被骗了。一旦领导者留下这种印象，再想扭转观念就难了。

雀巢CEO包必达（Peter Brabeck-Letmathe）明确指出，他作为领导者所扮演的不同角色必须是个性的真实表达。雀巢某份年度报告的封面是他身着登山服，坐在瑞士山顶的图片。但在《雀巢管理与领导原则》的宣传册中，他身穿深色西装，站在公司总部大楼外。他解释说：“我希望用登山者的形象，因为对很多人来说，水和环境问题都涉及个人情感。这张照片并未经过处理——我爱好登山，在周末就是这样的装扮。这张登山照传达的是我个人的信息，而在另一张照片中，我代表公司发声。照片虽不同，但都传达了关于我的一些关键信息。”

某音乐领域的资深高管在演绎多重身份时也颇为谨慎，我们暂且称他为迪克。迪克来自加勒比，在混乱无序的音乐行业中，我们多次看到他一会儿用官腔发言，一会儿又改用家乡土语并随意骂脏字。在这个歌手及其经纪人主导的行业中，虽然竞争极其残酷，但他如鱼得水。迪克的父母十分富裕，是加勒比上流社会成员，所以有时迪克也会展现富家公子的一面，以便与一些媒体大亨和名人打好关系，获得必要支持。他的个性的确有很多面，只不过他在不同时间，面对不同的人，会展现不同的一面。

扮演多个角色通常要求“演员”本人做大量功课。“我在进入新环境前，都会先试着了解每个人的思想动态。我为即将开始的发言和担负的角色做准备。”马莎百货前HR总监吉恩·汤姆林（Jean Tomlin）解释说，“我想做我自己，但只会在特定背景下展现部分自我。你们只能片面认识到我。我也没有伪装自己，只是在适当场合扮演适当角色。”汤姆林现在是英国商界最富影响力的黑人女性。

现在我们进一步分析，包必达、汤姆林等高管如何在保持真诚的前提下，有选择性地展示部分自我。



知己知彼

领导力的执行极其复杂，需要技能和锻炼，这一点毋庸赘述。领导者经过时间和生活的历练，扮演的角色数量日益增多，所以他们可能在不同情形下，面对不同人群，表现出截然不同的自己。当然如果领导者不懂得利用自我的多面性，可能只吸引到本就和她有共识的追随者。

但多面性的培养和恰当运用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使用自我多面性，要求你对自己有一定了解，同时愿意并能够与他人分享自我认知（self-knowledge），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自我表露（self-disclosure）。我们不是说，真诚的领导者花大量时间冥想或接受心理治疗，从而深度了解自己的内心世界。他们也许不用沉思或分析，本身就有自知之明和本真性（符合本文所用术语的定义）；他们可不是伍迪·艾伦（Woody Allen）电影里的角色。真诚的领导者甚至不太可能意识到，他们正表达或表露自我，这可能也是他们很难模仿的原因。

那么真诚的领导者如何培养这些特质？我们可以学习他们，设定相对简单的目标。卓越领导者通常都不会一次完成三个或以上目标。他们坚持不懈地努力实现目标；他们不会质疑目标，对自己同样深信不疑。这是因为他们的目标往往与一部分真实自我相关。他们积极追求目标，也热衷在追随者中间游说，所以他们的自我表露能力自然得到加强，而他们对自我多面性的了解也随之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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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览


核心观点


如今公众对政客和商界人士普遍不再抱幻想。为走出这一困局，优秀领导者必须建立并管理自己的本真自我。

•  言行一致：展现对自身信仰的坚持。

•  找到你希望招募的追随者和你之间的共同点。这要求你根据你希望影响的人和环境，有选择性地展示自身个性的某些方面。懂得何时向哪些人展示什么是项技能。

•  不掩饰出身，并创造一定距离感，让自己显得特别且富有魅力，同时不会给员工冷冰冰的感觉。

在保持个体特殊性的同时，你也要赢得公司和社会文化的认可，这样你才能激励并留下帮你实现目标的忠诚追求者。





我们还发现，卓越领导者会亲近给他们诚恳反馈的人。罗氏制药（Roche Pharmaceuticals）总裁比尔·伯恩斯（Bill Burns）告诉我们：“当别人把你当作偶像崇拜时，你不能飘飘然。你在偶像的宝座上坐了一段时间后，就听不到实话了。你的亲信给你过滤信息——他们太了解你了，知道你想听到什么话。最后你会被架空，和一线断绝了联系。我的妻子和秘书有很大权力：如果她们发现我有些骄傲自满了，就会给我当头一棒。”

作为顾问，我们也经常受委托去“教训”高管。我们既当导师，也当密探，只为了加强这些领导者对真相的接受度，看清自己以及与他人的关系。我们不一定能帮助他们提高心理学家丹·戈尔曼（Dan Goleman）所谓的“情商”；相反，我们会帮助他们磨炼技能，运用现有情商，在追随者面前表现出更好的自己。

我们暂且以乔希为例。过去十年内他一直担任CEO，他所在公司是世界最大电视制作公司之一。我们第一次见到乔希时，他是电视纪录片领域的先行者。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不断升迁，成长为拥有丰富专业知识、工作高效的高管。但在这一过程中，有些员工觉得他越来越严肃，甚至不近人情。这些看法削弱了他吸引和留住追随者的能力，所以我们指导乔希，重拾早期职业生涯中经常表现出的幽默诙谐感。他能够很好地把握讲笑话的节奏，在打击对手、逗笑追随者方面能起到奇效。比如最近在某位高管的退休欢送会上，所有人都以为，乔希会对高管的离开做出一番严肃演讲。但他们听到的是一次滑稽好笑的精彩演讲，即将离职的高管眉开眼笑，乔希的追随者大吃一惊——没有人想到，他们的老板原来这么幽默。在娱乐行业中，乔希的幽默是极为重要的特质，而他的领袖声望也随之提升。

除了拥有自我认知和自我表露的技能外，卓越领导者还必须能够确定，不同追随者群体希望看到他们本真自我的哪一面。多数卓越领导者的社交“触角”能够延伸到四面八方。他们利用复杂的认知和观察技能组合，阅读追随者有意或无意传达给他们的信息。

好消息是，虽然有些人天生就有阅读信息的技能，但其他人也可以通过学习获得这种技能。我们发现，如果人们在早年生涯中曾频繁迁徙，那么他们的阅读技能会强于总停留在一个地方的人。所以很多CEO都是销售出身，而且多数跨国公司的高管都曾在多个国家任职，这些都不是巧合。管理者在成长阶段有大量工作生活体验，有助于提高他们阅读理解不同人群和场合的能力。




建立本真性

本真性的建立和管理并没有黄金法则。但你可以有意识地采取以下措施，让别人以为你是真诚的领导者。有些措施要求你建立对本真自我的认知，有些要求你深入了解别人。




如何进一步了解自我和出身：



• 探究过往人生。
 熟悉确立你身份认知的元素，即塑造你自我认知的人、地点和事件。将这些发现与有相同经历的人分享。


• 不忘故旧。
 与老朋友一起度假。躲开公司内部的活动，享受自我时间。


• 避免陷入舒适区。
 打破常规，寻求新冒险并承担风险。


• 得到诚实反馈。
 向亲近的同事、朋友、家人等征求360度反馈。




如何进一步了解他人



• 对你所在环境有全面的认识。
 避免片面看待他人；了解对方的背景、过往经历、家庭和喜好。


• 打破你与他人之间的壁垒。
 有选择性地展示你的弱点或软肋，让直接下属、助手、秘书等人觉得你平易近人。


• 与员工有强烈共鸣。
 极其关心员工现在的工作。


• 让其他人知道他们独特和真诚的地方。
 在反馈沟通中，承认并认同对方的出身。

如何进一步融入组织环境


• 确定正确距离。
 小心不要给别人留下错误的第一印象。利用你的自我意识和对出身的了解与他人建立联系，或拉开距离。


• 延伸社交触角。
 寻求海外任务和其他体验，有助于你洞察到微妙社交信号，而这可能影响到你能否成功吸引追随者。


• 尊重根深蒂固的价值观和社会规范。
 如果你毫不顾及其他文化中的传统观念，就不可能融入该文化。


• 培养复原力。
 当你处在新环境和文化中时，必然会经历挫折。探究和了解你自己的价值观，做好迎接挑战的准备。





跨出舒适区的体验还能增强个体的社会意识。例如马莎百货的吉恩·汤姆林要在白人男性主导的环境中，以黑人商业女性的身份树立威信。在这一过程中，她的社交能力也得到提升。雀巢的包必达17岁时从军，这段军旅生涯让他获益匪浅。军队的生活条件和待遇极其艰苦，他有几个战友试图自杀。包必达仔细观察他的长官，预测他们的行为，避免与他们冲撞，最终度过了这段艰难时光。



利用你的出身

管理者晋升到高层领导职位后，和新人时期相比，他们非常有可能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但不管领导者担负哪种职责，他们的本真性仍与出身紧密相连。比如《牛津英语词典》对“本真性”的部分定义是“无可争议的出身”。因此我们认为，可以说如果领导者无法有效处理他与过去的联系，以及追随者与其出身的联系，就不能成功建立本真性。

真诚的领导者利用个人过往经历，寻找与追求者的共同点。联合利华前联席主席裴聚禄（Niall FitzGerald）也许就是为了以平易近人的普通人身份，在员工中树立真诚的形象，才会经常机智地谈到他的爱尔兰血统，和他母亲对他道德观、政治观的影响。同样，联合利华现任主席安东尼·伯格曼斯（Antony Burgmans）尽管身居高位，但仍固守荷兰传统——他的打扮，甚至走路姿势都没有变。这两位高管在不同情形下，都主动向追随者透露自己的出身，以便找到双方共同点。

但在表现这种自豪感时，你必须把握好尺度。若公司CEO动不动就提到自己的出身，来自其他国家的员工和客户很可能认为他难以亲近或唐突无礼。这也是为何很多真诚领导者都会努力对追随者的过往保持好奇心和开放态度。我们与美国某化学品公司的一位高管合作了很多年。每次他见到新团队成员，都会问同一个问题：“请问，你如何变成了现在的自己？”他对与直接下属出身有关的一系列因素有浓厚兴趣，因为他知道，如果下属，包括整个组织能够乐于展示自己的过往，那么他们成功的几率会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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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者还必须认识到，人们会用不同方式介绍自己的背景，而这种差异在不同文化之间或同种文化内都会出现。人们定义自己时会用到的明显特征包括性别、阶级、种族、地位和地理位置。他们表述这些信息的方式也有很多种，比如衣着、言语、食物，甚至走路姿势。考虑到以上可变因素，我们不能随便对地位和社会情况做简单的概括，但我们可以进行比较分析。比如有的社会更关注先赋地位
 （ascribed status），即个体与生俱来的地位。其他社会偏重自致地位
 （achieved status），即个体通过自身努力获得的特质和地位。大体上看，美国社会更重视自致地位；相比过往，人们更在乎未来，这种理念也与美国梦的核心价值观相符。但美国社会并非总在践行这一理念。很多评论员担心，美国贫富差距不断拉大，限制了很多人的社会流动。即便如此，你总能得到机会的信念依然深入人心。

在其他社会中，精英地位的固化程度相对较高。比如法国精英阶层由顶级学府的学生构成，而这些人的背景也同样显赫。在亚洲社会中，特别是中国，家族和地理位置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人们对自身身份的认识。

社会地位的差异对领导者有重要意义。美国社会流动相对自由，公开强调个人意愿的重要性，这一点在追随者对其领导者的态度中就能看出来。比如耶鲁毕业的“美国贵族”小布什能够以来自得克萨斯州的普通人身份出现，并得到认同，因为美国人认为他可以转变身份，同时尊重他的意愿，但欧洲人不会这么想。在英国人看来，这种转变显得并不真诚；对工人阶级的选民来说，一日为贵族，终身为贵族。

真诚领导者乐于做自己；他们知道自己是谁，来自哪里，明白如何利用自身背景与追随者建立友好关系。真诚的领导者不会排斥来自不同背景的人，而是欢迎他们加入自己的团队。他们在小心谨慎地谈论自己的出身，非常清楚不同文化对他们的背景会有哪些解读。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曾说：“我和所有人说话的方式都一样，不管对方是清洁工，还是大学校长。”这句话道出了爱因斯坦的洒脱，也说明了他为何选择居住在更开放的社会中。



适当从众

真诚的领导者在选择向哪些人，展示自身个性的哪一面时，肯定会判断他们遵从社会和组织规范的必要程度。这些高管面临的挑战是，如何与规范章程保持恰当距离，让追随者觉得他们很特别且富有魅力。这是种微妙的本能判断：循规蹈矩的领导者可能被认为是能力低下，但坚持我行我素，可能遭到孤立。

格雷厄姆是一个很有干劲的销售，他任职的消费品公司总部位于波士顿，变迁速度极快，也是我们的咨询客户之一。他的例子很好地说明了，唯命是从的领导者可能的遭遇。格雷厄姆工作向来都极有效率，只不过方式比较老套、强硬。有人认为他太盛气凌人。我们觉得他很开朗，只是他在相对含蓄的工作环境中表现过于直接了。我们认为他热情豪爽的领导风格有助于带来目前组织亟须的改变，所以督促他的上级给他成长的机会。

格雷厄姆从销售转为营销人员，之后很快去了工厂担负生产方面的职责，然后回到公司任营销高管。我们再次见到他时，对他的转变感到既惊讶，又失望。他说话谨慎小心，经过深思熟虑后才表达自己的观点。他维护现状，称我们提出的组织改革日程“过于简单”。他甚至告诉我们，相比喧嚣的市场，他更喜欢总部安静的走廊。格雷厄姆试着融入主流文化。但他只是在服从规则，还失去了当改革领头人的机会。

迪士尼前总裁迈克尔·奥维茨（Michael Ovitz）则走入了另一个极端。他的例子说明了领导者不够从众的后果，其他人可引以为戒。他的老板迈克尔·艾斯纳（Michael Eisner）曾对英国《每日电讯报》透露：“起初他无意中就会冒犯别人，后来引发越来越多争议。我们在公司疗休养基地都会乘公交汽车，而他有辆配专职司机的豪华轿车。每个人手里都拿着对讲机，你能听到他们在议论，‘那个人是谁，为什么他要求专车服务？’这么说吧，大家都很不开心。”奥维茨在迪士尼只待了14个月。

真诚的领导者知道如何在坚持独特自我，和融入所在文化之间找到平衡。他们不会直接进行正面对抗，因为他们清楚，作为领导者，其职位乃至于其倡议能否延续，都取决于自身能否谨慎融入并适应组织既有的商业网络和社会关系。在影响他人之前，真正的领导者必须先以组织成员的身份，得到一定程度上的认可。

这方面我们看到的最典型例子大概来自宫古（音译），她是某日本公司最早一批的女性财务总监之一。宫古是名出色的领导者。她帮助公司将会计实务现代化，引进新人才，并成功打破男性小团体对高层领导位置的垄断。但即便宫古开拓了新局面，她依然小心扮演着符合日本社会预期的女性角色。她的情况说明了，女性在成为真诚领导者过程中会面临的普世挑战：除非女性领导者承认并认同组织对性别角色的主流定义，否则很难得到男性追随者的认可。

如果组织文化复杂，领导者可选择一些规范和元素，或表示支持，或有意划清距离。全球最大新闻机构之一BBC前董事长格雷格·戴克（Greg Dyke）非常清楚，组织规范之间的矛盾关系。戴克2000年1月接管BBC时，整个组织都极为不满。上任不久后，他开始去各办公室和工作室打探消息，深入了解员工的工作情况。他探访的次数越多，就越清楚一件事：如果他能吸引到普通员工，就能够为他所倡导的势在必行的改革赢得广泛支持。

于是戴克开始逐步废除为董事会所有人配备的豪华专车服务。节目制作人和支持人员很满意新政策，因为对一家追求平等的公司来说，总部外排着长队的昂贵黑色轿车激怒了很多员工，甚至疏远了他们和高管的关系。戴克还削减用于外部咨询的庞大预算开支，一年内这部分费用就从2200万英镑降到300万英镑。这代表了董事长对组织既有人才有足够信心。他含蓄地说：“我知道我们这里不乏人才。”




天选之人

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的反对者经常声称，因为布莱尔希望在最大程度上发挥其个人魅力，所以他总在相互矛盾的不同人格间摇摆，缺乏坚定的个人信仰。但我们认为，布莱尔之所以赢得选举，并不是因为他牺牲了自我，而是他管理本真性的技能已经炉火纯青。他在2005年7月初一周内对多个重大事件的处理，足以说明其技能之纯熟。

这周最开始时，在鲍勃·吉尔道夫（Bob Geldof）和波诺（Bono）号召下，八场流行歌曲演唱会相继开展，旨在引起人们对非洲贫困问题的关注。之后布莱尔访问新加坡，去游说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在此期间，英国成功获得2012年夏季奥运会的举办资格，于是他当众跳了一曲欢快的吉格舞。他还在这周内参加了在苏格兰举办的G8峰会，并在一些他最关切的问题上取得进展。之后布莱尔被紧急召回伦敦，处理恐怖分子爆炸袭击事件。

在以上所有事件中，布莱尔用不同方式扮演了多个角色来吸引追随者。虽然他表现出不同行为，但他能够表达一个核心自我：众所周知，他关注流行音乐、体育、消除非洲贫困和打击恐怖主义，而他的行为总和这些议题密切相关。他在这周的表现甚至赢得了反对者的称赞。正如安德鲁·罗恩斯利（Andrew Rawnsley）在《观察家报》上所言，“当人们看到布莱尔阅读、诠释、影响关键政治时刻的表现后，开始对他赞赏有加了。”





但领导者要做的不仅仅是找到和公司最底层员工的共同点。戴克和其他CEO的处境不一样；他需要得到BBC极具权势的理事会以及时任主席的克里斯托弗·布兰德爵士（Sir Christopher Bland）的认可。为赢得他们的支持，戴克必须表现出对当前规范的尊重，但他也认同多数员工反对现行规范的心态。在有一段时间里，他在管理这些关系方面表现得相当老练。至少在公开场合，他提到克里斯托弗爵士和其他理事都会用敬语。他小心控制自己打破惯例的冲动，言辞温和，打扮也比平时更正式，还公开强调他的兴趣中，理事会最可能感兴趣的部分，特别是博物馆和科学教育。但在BBC的政治斗争中，戴克的职位也被撼动了，最终他被迫辞职。


本真性往往
 被理解为坦率、真诚、不世故，是虚伪的反面。但这一理解不仅简单，也不正确。若管理者认为本真性源自不可控制的自我表达，就不可能成为真诚的领导者。卓越领导者清楚，要想获得本真性的评价，他们必须付出艰苦努力并小心维护其声誉。

喜剧演员乔治·伯恩斯（George Burns）曾这样评价诚实：“如果你能假装诚实，就能变诚实。”这段话同样可以形容本真性。当然，真诚的领导者并非真的靠假装获得本真性，但伯恩斯的玩笑之所以能引起我们的共鸣，正是因为他指出了我们可能不愿意承认的一点：表达本真自我是极其复杂、虚假的行为。所有真诚的领导者都复杂虚假。很多美国人都尊敬已故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因为他真诚不矫饰，但他也是首位入主白宫的职业演员。




延伸阅读


文章





《发现本真领导力》

作者是比尔·乔治、彼得·西姆斯、安德鲁·麦克林和黛安娜·梅耶尔



《哈佛商业评论》2007年2月刊 产品编号R0702H

作者采访了125名领导者，得出一份真诚领导者档案：他们发现并使用自己的声音，而非效仿被认为是优秀领导者的人。




《“本真性”悖论》

作者是埃米尼亚· 伊巴拉



《哈佛商业评论》2015年1-2月合刊 产品编号R1501C

埃米尼亚解释了，为何依赖本真性会限制领导者的成长和影响力。领导者可以审时度势，根据需求改变策略——这是我们找到解决当前挑战的方法。因此她提供了摆脱固定自我认知的三大方法。




更多内容见于HB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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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高菲
 是英国伦敦商学院组织行为学荣休教授。加雷斯·琼斯
 是马德里IE商学院访问教授，兼伦敦商学院管理发展中心研究员。高菲和琼斯是伦敦组织咨询公司创意管理协会（Creative Management Associates）的创始合伙人。





对话 HBR-C DIALOGUE




宝格丽CEO让·克里斯托夫·巴宾：


让团队步调一致


廖琦菁 | 文 李源 | 编辑




接手宝格丽时，这个百年品牌已经连续两年业绩低迷。如何让它重现百年荣光？如何做好这个家族企业的CEO？让·克里斯托夫·巴宾的答案是，做一个谦逊的领导者，带领整个团队为共同的愿景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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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3年，LVMH集团任命让·克里斯托夫·巴宾（Jean-Christophe Babin）出任宝格丽（Bulgari）CEO。此次任命多少有些临危受命的意味，2011年3月，LVMH集团以37亿欧元收购宝格丽，但此后两年，LVMH集团的腕表和珠宝业务表现却持续低迷，宝格丽是该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前，让·克里斯托夫·巴宾担任LVMH集团旗下腕表品牌泰格豪雅（TAG Heuer）CEO长达12年时间，被视为该品牌的功勋。在其任期内，泰格豪雅实现销量、盈利双增长，并获得包括最高荣誉“金指针”大奖在内的八项日内瓦制表大奖。

出任宝格丽CEO，让·克里斯托夫·巴宾首先感到的是企业文化的不同。成立于1884年的宝格丽是一个典型的家族企业，但泰格豪雅已经是有着硅谷管理风格的企业。不过让·克里斯托夫·巴宾没有尝试抹去品牌的家族烙印，在泰格豪雅的经历让他相信从家族经验中获取支持，继承传统，不忘初心才能找到前行的方向。

与泰格豪雅不同的是，宝格丽拥有珠宝、腕表、香水、酒店等多条产品线，在全球拥有5000名员工。面对如此分散的员工和设计上相互交叉的产品线，让·克里斯托夫·巴宾反复强调，管理者要确保团队有一个充满希望的愿景，他应该像一个乐队的指挥家一样，协调整个团队并带领所有人齐心协力实现愿景。

2018年1月末，LVMH集团公布了2017财年年报，集团业务在2017年再创历史新高。全年持续经营业务利润达到82.93亿欧元，同比增长18%，营业利润率达到19.5%；归属LVMH集团的净利润为51.29亿欧元，同比增长29%。LVMH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贝尔纳·阿尔诺（Bernard Arnault）特别强调，以宝格丽为代表的珠宝和腕表部门是2017财年的业务亮点，营收同比增长10%，其中内生性营收同比增长12%，持续经营业务利润增长12%。宝格丽凭借标志性Serpenti、B.zero1和Octo产品线，取得出色业绩，并继续扩大市场份额。

在让·克里斯托夫·巴宾的领导下，百年品牌宝格丽重新焕发生机，近期，《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在北京采访了让·克里斯托夫·巴宾，就跨行业管理经验、团队及人才管理，以及中国战略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谦逊是最好的领导力



HBR中文版：
 你拥有快速消费品、咨询、美容护理以及奢华腕表领域的从业经验，这些跨领域的管理经验，最让你受益的是什么?



让·克里斯托夫·巴宾：
 这些工作令我受益良多。比如，在宝洁这类快消品行业当中，产品同质化相对较高，因此出色的细节才是制胜的关键。在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工作的几年中，我感受最深的是分清主次、先事先为的工作方法。作为咨询顾问，需要在短期内消化大量资讯，从中总结出可行性方案。因此，必须从繁杂的事项中找到关键信息，帮助客户做出正确决策。拥有能够分清事情轻重缓急的高敏感度是我最大的收获。通过泰格豪雅，我进入竞争激烈的腕表行业。





HBR中文版：
 进入泰格豪雅之前，你几乎没有行业经验，但在任期间，泰格豪雅品牌在销售和盈利方面双双取得增长，并荣膺多项制表行业大奖，对于那些希望在跨领域管理获得成功的人，你有什么建议？



让·克里斯托夫·巴宾：
 我很少提起我在泰格豪雅的工作经历。当时，我来自一个完全不同的行业，对腕表行业知之甚少，更不要说奢侈品零售了。不过我有幸拜访了泰格豪雅所有的前任CEO，从他们身上收获颇丰。他们中，公司所有者杰克·豪雅（Jack Heuer）先生对我的影响最大。他曾经营这家公司长达40年时间，因为20世纪80年代的制表业危机被迫转投其他事业直至退休。

与他会面后，我产生了这样一个想法,如果杰克·豪雅先生能回到公司担任新的角色，那对公司的管理绝对是莫大的支持。我决定邀请他担任荣誉董事长一职。杰克·豪雅先生并不直接参与公司运营，他是我的共事伙伴、好搭档，引领我成长，我们经常在一起探讨公司的发展策略。从他那里，我得以领会公司成功的根基与支柱，并让我从技艺和业务两个角度对制表行业的动态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





HBR中文版：
 从泰格豪雅的成功中，你收获了哪些对管理宝格丽具有借鉴意义的经验？



让·克里斯托夫·巴宾：
 和泰格豪雅一样，宝格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承并在发展方面得到了家族的鼎力支持。宝格丽家族三兄弟中，尼古拉（Nicola）和保罗（Paolo）先生曾见证了宝格丽在20世纪60年代至21世纪初几十年间的光辉发展历程。尼古拉和保罗都已年逾古稀，他们为公司服务了将近60年，对公司的发展如数家珍。他们熟悉公司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对珠宝制作和客户维系等方面有着深刻的见解和丰富的经验。

虽然两位前辈不再担任业务方面的职位，但他们仍是董事会的成员和顾问，因此我非常重视他们的建议。这并不意味着我会照搬他们的想法，因为我扮演的角色是倾听、思考并做出相应的决策。在这点上，他们的建议对我的帮助是非常大的。





HBR中文版：
 你曾说过，保持简单快乐是自己最了不起的成就, 这种开放不势利的性格在奢侈品行业特别珍贵，这是否会影响你的管理风格？对你的团队有什么影响？



让·克里斯托夫·巴宾：
 坦率的心性或许能够更快速更紧密地拉近你与团队的距离。面对一个简单纯粹、心中没有个人目的的高管，从逻辑而言，团队成员会有更强的彼此信任感和安全感。而且，他们会明白原来上级领导也并非神一般无法企及的人物。因此，他们会更加自信，为自己设定更加远大的目标，相信未来有一天自己也能晋升到那个职位。

当然，尊重他人也是我们保持简单率真心性的动力。首先自己保持谦逊心态然后才能做到尊重他人。说到尊重，在任何一家公司，尊重他人都是非常重要的价值理念。如果在开展工作中总是摆出高高在上的姿态，那么你和自己的团队之间就会疏远，产生距离感。你也无法从所处的环境中得到尊重。你的品牌也会受到影响，当然你不是品牌自身，但品牌与受众间的情感纽带或许会弱化，品牌渐渐变得遥不可及，犹如空中楼阁。



管理者应像指挥家



HBR中文版：
 奢侈品行业的竞争异常激烈。你认为宝格丽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
 ？


让·克里斯托夫·巴宾：
 宝石采购是一家珠宝公司的竞争力之一。如果没有可靠的顶尖宝石供应，那么就不可能成为成功的珠宝商。其次是珠宝的制造技艺——切割工艺、镶嵌组合、底托制作等。

腕表体积小巧、且外观总体差别不大，因此，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创新能力。我们的创新就在于以客户需求为中心设计可以日常穿戴的珠宝，并敢于通过新的方式表达品牌的DNA。这跟宝格丽的历史传承有着紧密的联系。宝格丽始终秉承创新的理念。20世纪50年代，宝格丽率先使用黄金搭配多彩的宝石，与钻石搭配铂金或白金的手法相比是一次跨越性尝试。这种珠宝组合自成一格、且适合日常穿搭，它改变了珠宝高高在上、不可触碰的感觉。宝格丽让珠宝变得更生活化。而且，这不仅仅关乎产品研发，还与IT技术运用、渠道运营等息息相关。





HBR中文版：
 你在宝格丽遇到的最大的管理挑战是什么？



让·克里斯托夫·巴宾：
 除了鼓励团队朝着美好的愿景共同努力之外，最大的挑战恐怕是带领整个团队齐心协力共同实现这一愿景。因此，首先是愿景不能轻易更改。如果不得不进行变更，则必须以文件的形式正式通知全体成员。所以，透明化与共享化非常重要。

如何确保团队对愿景充满希望与热情，而且始终如一，甚至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上涨，要做到这一点实属不易。宝格丽旗下有5000多名员工，他们从事不同的岗位，身处不同的地区与环境。在某个国家，品牌发展得很好，而在另一个国家，却因为种种原因而苦苦挣扎。公司高层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确保每名员工朝着共同的愿景齐头并进。但前进的动力并非源于公司高层的动员，而是基于员工对个中缘由了解之后，认为这么做有意义，有利于个人自身发展，而管理层需要做的是让他们体会到他们不是在孤身作战，而是身后还有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另一方面是一致性，这一点有些像管弦乐队。在整个乐队中，你不需要拉小提琴，也无需演奏其他乐器，因为有比你更优秀的人选。你需要做的是打好每个节拍，确保每件乐器保持节奏一致，在相互作用下，共同演绎优美的曲调，仿若出自同一件乐器。从这个方面而言，这种节奏是令人沉迷的。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角色问题，公司有了好的节拍，才能在步调上保持卓越的一致性。





HBR中文版：
 如何才能找到合适的节拍呢？



让·克里斯托夫·巴宾：
 你必须了解团队的优势与不足，以及项目完成所涉及的各个环节，从公司的实际情况出发来设定目标，不能凭个人意愿肆意下达工作要求。这跟管弦乐队的指挥其实是一样。比如，虽然一首交响曲的节拍已由作曲者莫扎特设定，但当指挥家拿到它时，就会尝试在节奏方面进行调整，这只是一种管理。在节奏上新的尝试，可以使整首乐曲听起来更加明快、恢宏或带来其他方面的提升。节奏始终服务于一个特定的目的，并不是单纯为了快而快。从公司角度而言，有时我们想在市场上获得快速成功，而有时我们想要建立一种经久不衰的东西，这时我们会放慢脚步，去做一些更为实质性的努力。所以，这里没有理想的步调。





HBR中文版：
 面对公司的5000余名员工，你如何说服每个人朝着一个共同目标携手奋进？



让·克里斯托夫·巴宾：
 首先，我们要为大家描绘出一幅可以转化为美好现实的宏伟蓝图，其次，我们自己必须对渴望实现的目标做到熟稔于心，表现出足以调动他人积极性的那份雄心，接下来，就是借助各种沟通技巧和手段与团队直接进行沟通。沟通的内容包括我们想要实现怎样的目标？为什么制定这样的目标？为什么在现阶段以此为目标？目标实现后能为大家带来哪些益处？毕竟，目标达成后，除了我能得到额外奖金，更重要的是公司作为一个集体也能从中受益。





HBR中文版：
 如何确保沟通的有效性？



让·克里斯托夫·巴宾：
 要做到开诚布公和实事求是。当事情进展偏离预想轨道时，我需要明确、坦率地告诉大家，这不仅是为了督促他们做出调整和修正，同样也是自我暗示，我们确实需要做出改变。

另外，确保建立一定的沟通机制，沟通机制可以有多种实现方式。我这里仅举一个实例。加入宝格丽几个月后，我开始设立公司内部电子报。我每个月都会撰写一些文章，比如对经营业绩的评论，我不奢求公司所有人都认真阅读，但至少500名高管需要认真阅读并从中提取对自己工作有助益的东西。尽管我不可能事事亲力亲为，不过在某些情况下，身体力行很有必要，让大家感受到我是用心付出的，能拉近我与他们的距离。





HBR中文版：
 宝格丽拥有大批艺术家和设计师，你如何管理他们？



让·克里斯托夫·巴宾：
 宝格丽每个业务都有专门的创意团队，而并非由同一个创意总监统一管理。我们的珠宝团队在罗马，配饰在佛罗伦萨，腕表和香水在瑞士。设计师们可以跨部门工作，由此更好地激发创造力。尽管不同的创意团队分布在全球不同的地方，但团队拥有共同的品牌DNA，诠释唯一的品牌理念。不同团队既可以在一个项目上协同合作，也可以相互竞争，更多、更好的创意由此产生。我的角色就是凝聚大家的力量，并为设计、研发定下统一的节奏，从而确保每一位优秀的人才都能够真实地表达自己。

我认为这些人应该多去旅行。尽管罗马是所有灵感的源泉，我还希望他们尽可能接近市场和当地文化，从中汲取更多的养分。他们需要抽出时间去世界各地旅行，拜访中国、迪拜、美国及南非这些国家和城市，保持强烈的个人好奇心，不断地挑战自我，不断探索发现。





HBR中文版：
 公司千禧一代的员工多吗？管理这些年轻员工有何经验之谈？



让·克里斯托夫·巴宾：
 当然，我们公司有很多千禧年之后出生的年轻员工，他们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更加追求真实，品性也更加正直。这就要求我们公司要更加透明化，了解公司真正的价值理念是什么。这是好事，我们有自己的理念和价值观，但通常情况下我们是用一种含蓄委婉的方式将它们呈现出来。然而对于这些年轻人，我们需要更加直接，更加透明，“真实”在一定程度上就是“透明”。而“正直”更是一个精神层面的价值观，我们可以从不同的维度来阐释和传递“正直”，这不仅仅局限于黄金或是钻石供应的监管流程，它还可以表现在公司为某些人群的慷慨解囊，也可能是每卖出一只戒指或吊坠就向救助儿童会捐出80欧元这样的善举。相较我们这一代人，这种慷慨之举更能引发年轻一代的共鸣，他们会因作为该公司的一员而感到骄傲。





HBR中文版：
 这会促使公司更加重视企业社会责任吗？



让·克里斯托夫·巴宾：
 作为一家负责任的企业，我们把企业社会责任作为我们的首要责任之一，并不断加大在这个领域的投资，这不仅仅在我们的年轻员工中引起了共鸣，也为我们在年轻客户中赢得了更多的尊重。所以总的来说，宝格丽所要考虑的不仅仅是员工，而是整整一代人，包括我们的客户。我们所要做的不仅仅是打造工艺精美的珠宝，不仅仅是变得更加高效，更加盈利，我们要做的还有很多。



中国战略与行业未来



HBR中文版：
 宝格丽在中国的整体战略是什么？为何制定这样的战略？



让·克里斯托夫·巴宾：
 中国市场和消费者比其他国家更加年轻，金字塔结构驱动我们更加注重品牌文化的营销。在中国，我们会更加强调工艺、纯粹性、我们的意式血统以及我之前曾提到过的“正直”，这些在中国市场能引起更广泛的共鸣。在日常的业务经营中，我们也会特别为中国消费者考虑，融入一些特别容易引起共鸣的元素，比如玉石等等。

与此同时，我们也非常注重在中国创造一些独特的品牌体验。例如，我们在中国特别启幕两家宝格丽酒店，这是非常独特的。我们希望给到中国消费者更加全面的品牌体验，而这种体验不应该仅仅局限在精品店里的那一个小时。在精品店可以了解有关宝格丽品牌的外表，而我们相信在酒店中，顾客可以多角度、更深入地体验宝格丽品牌的内涵。





HBR中文版：
 战略实施中有哪些挑战和困难吗？



让·克里斯托夫·巴宾：
 中国是一个快速增长的国家。成长越快，变化也就越快。在这样一个市场中，显然我们不能安于现状，或是完全倚仗过去的知识和经验。我们必须保持开放的心态，不断倾听、观察和学习。中国在很多方面都在引领世界。比如说电子领域，中国消费者较其他国家来说更有优势，因为他们对于这个领域的技术和工具掌握得更加纯熟。因此，我们也要不断地向中国市场学习，帮助世界上其他国家受益，但同时不会妥协我们品牌的DNA。品牌最终并不会因为某一个国家或民族而改变其本质，它的服务和产品会更加定制化，但品牌特征始终保持不变。





HBR中文版：
 珠宝行业拥有上百年的手工制作的历史，作为业内的管理者，你是如何看待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未来它们会在珠宝领域取代人类吗？



让·克里斯托夫·巴宾：
 我这边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几个月前，在日内瓦佳士得拍卖中心，一颗重达161克拉的钻石被成功拍卖。这颗钻石是拍卖史上尺寸最大、品质最纯净的钻石，打磨自一颗重达410克拉的天然钻石原石。由八位珠宝大师组成的团队负责这款钻石的切割，领头人是一位80岁高龄的老先生。他根据自己的经验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来研究、评估这颗原石，最终定下切割方案。这颗天然钻石原石本身的价值就高达6000万美元，而最终切割完成后的钻石以7000万美元的高价拍出。

这件事情充分说明了人类天赋、经验以及创造力的伟大，而人工智能或机器人的创造力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有限的。机器人所能做的也不过是在人类经验的基础上去重复或推理，因为它们本来就是这么被设计和制造出来的。有无数的例证表明“创造”这项行为能力只专属于人类。不可否认，在数学或科学等领域，机器人可以通过自动化等方式加速一些处理过程，然而这仍然无法取代人类独有的大脑和情感。




人物小传


让·克里斯托夫·巴宾 （Jean-Christophe Babin）




于1959年出生在巴黎的一个律师家庭，拥有意大利、法国双重国籍。他从小便对商业展现出浓厚的兴趣，21岁即获得巴黎高等商学院MBA学位，随后进入法国海军服役。退役后，让·克里斯托夫·巴宾先后在宝洁、波士顿咨询、汉高、泰格豪雅等多个行业顶级公司任职。








企业小传

1884年，希腊银匠索蒂里欧·宝格丽（Sotirio Bulgari）在罗马开设了一家店铺，主要出售银质器皿，这便是宝格丽的前身。经过了130多年的家族传承，宝格丽逐渐转型为珠宝制造商，凭借其标志性的意式奢华风格，成为世界顶级的珠宝公司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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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正对于股票回购的错误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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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美国经济正在承受着增长缓慢和收入分配不均加剧的双重压迫。很多人将之归咎于美国各大上市企业，指责它们往往通过股票回购和分红来分配公司收入，而不愿将之投入长期发展，因此削弱就业增长，增加未来经济风险。这种论调还称，将收入过度分配给股东还将加剧不平等——导致工资水平停滞，股东和高管则富者愈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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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观点


有专家认为，企业领导者由于过度给股东派息，导致公司缺乏资金，从而危及创新、就业机会和经济增长。




问题


如果进一步分析数据，我们就会发现以内部投资为代价，而让股东获得的回报实际没有那么多。问题关键出在所使用的比率：股东派息占公司净收入的比例——并未将抵消股票发行和实际研发投入纳入考量。


数据显示


可能用于投资的收入比例并非96%，而是41%。在派息给股东后，标普500公司的投资已接近峰值，且有大量现金储备，可探索未来机遇。







股票回购尤其犯了美国企业评论者的众怒。例如，贝莱德投资管理公司CEO拉里·芬克（Larry Fink）警告企业领导者，要当心“向股东交付短期回报，比如股票回购……同时对创新、专业人才或长期发展必需的资本开支投入不足”。美国前副总统约瑟夫·拜登（Joseph Biden）最近称，大规模股票回购“导致商业投资骤减”，而且“大多数负面影响均由工人承担”。评论家往往剑指股东派息相对净收入的高比例。正如麻省大学威廉·拉让尼克（William Lazonick）在著述中提到，2003年到2012年，股票回购和分红占标普500公司净收入的91%。

这些看法和企业领导对长期成功的公开承诺并不一致。例如，波音CEO丹尼斯·米伦伯格（Dennis Muilenburg）说：“波音在市场上能领先100年，全靠创新，我们需要继续在未来投资创新。”亚马逊CEO杰夫·贝索斯（Jeff Bezos）以六字总结其哲学：“一切关乎长期。”更重要的是，公开的企业研发投入和现金盈余数字显示，标普500公司实际上对研发投入巨大，与管理层表达的重点一致，而且它们有足够的现金继续增加投入。

为了寻找产生这种出入的原因，我们决定检视标普500公司究竟如何在股东和内部投资之间分配资源。我们发现这些公司实际上投入大量资金用于研发和资本性支出。毋庸置疑，分红和股票回购占净收入的比例很高，在2007到2016年间达到96%。但这一比例很有误导性，因为它忽视了两大重要因素。一、标普500公司通过股票回购分配给股东的大量资金，往往直接或间接地流回公司。也就是说这些公司尽管从股东手中回购股票，但也直接向投资者出售新股；或给予员工股权激励，随后员工还会将股票卖给投资者。如果将这些回流考虑在内，情况就会发生显著变化。实际上，2007年到2016年，标普500公司的净股东派息（不仅包括回购和分红，还保留发行股票）仅占约50%净收入。

二、可能用于投资的收入，不宜使用净收入作为指标。因为净收入衡量的是研发投入和减去其他很多着眼未来开支后所剩余的资本。如果我们使用研发调整后净收入而非净收入作为比率的分母，2007到2016年间标普500公司净股东派息仅占41%。

标普500股东派息的警告不仅反映了这些公司和股东之间对于资本流动的误解，也反映了对标普500公司在美国国家经济中扮演角色的夸大。标普500公司所占商业利润不到50%，就业不到20%。为了恰当评估标普500公司的净股东派息如何影响美国经济整体长期健康，我们必须考量股东派息对所有公司的影响。流入标普500公司股东的资本并未使经济枯竭。我们都知道，股东将其中多数现金都用于投资较小的公私部门企业，从而在经济中支持创新和促进就业增长。标普500公司股东派息导致美国经济投资不足的说法得不到数据支持。我们在本文中研究了这些数据，分析了过去10年间标普500公司资本开支和研发投入。




为了评估股票回购对企业和经济长期健康的影响，我们的眼光不能局限于标普500指数，而要分析对所有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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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

标普500公司分配给股东的净收入比例诚然很高。2007到2016年，标普500公司股东派息高达7万亿美元，4.2万亿通过回购股票，2.8万亿是分红——占净收入的96%。（
详见图表《看似过度的股东派息》

 ）微软分出的现金最多，股东派息高达1880亿美元。

这些数字为标普500公司耗尽长期资本提供了证据。有观点认为，如果公司几乎把所有净收入都通过分红和回购派发出去，怎么可能有足够投资？对数据进一步分析，就能发现这种观点站不住脚，原因有二。


内部投资增加。
 如果公司将几乎全部净收入分给股东，那么我们不应该看到太多的企业投资。但是当我们检视过去25年间，CAPEX（资本性支出）和研发所占收入的比例时（经济学家常用的投资强度标准），发现标普500公司总投资强度连年波动，但总体在过去十年间呈攀升态势。从20世纪末以来，这一比例几乎接近峰值。（
详见图表《接近纪录的高额投资》

 ）显然，尽管标普500公司有大量股东派息，但其仍然拥有足够的投资资本。


现金盈余丰厚。
 尽管标普500公司的投资强度逐渐增加，但人们仍会认为，如果公司没有将如此多收入分配给股东，投资强度甚至会比现在更高。但公司的现金盈余依然丰厚，而且还在增长。2007年标普500公司坐拥2.8万亿美元现金储备和相当于现金的短期投资。从2007年起的10年间，它们积累了更多现金，2016年达到4.3万亿美元，增幅高达50%。（
详见图表《增长的现金储备》

 ）作为全部资产的一部分，在此期间现金储备增长约30%。诚然，部分现金储备仍留在海外，如果作为回国投资将被征税。但我们估计国内外现金盈余或保持稳定，或继续增长。即使我们假设2016年全部现金都在海外，将缴纳35%的最高税率，即使如此，标普500公司2016年还有约2.8万亿美元用于内部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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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似过度的股东派息

评论者对于标普500公司缺乏投资资金支撑数据往往来自股东派息和净收入的高比率——2007年到2016年间高达96%。尤其是股票回购，往往是争论的源头。下面的年累计表格说明了评论者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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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开谜题

一方面是强劲投资和现金盈余，另一方面是对过度股东派息的断言，产生这种矛盾的原因何在？主要问题出在比例本身，其没有包括抵消股票发行的部分，并做出了错误预设——从净收入中扣除的开支均与投资无关。


考虑股票发行。
 为了更准确理解公司和股东之间有多少资本流动，我们必须考虑净股东派息，即从分红和回购中扣除发行的股票。

有些股票发行很直接：公司通过减记或公开出售直接把股票卖给公众投资者。但很多股票发行都通过间接形式：公司将股票交给非股东委托方，换取非现金经济回报。非股东委托方则将股票卖给公众投资者变现。此类经济回报包括资产（例如收购方发行本公司的股票，卖给目标公司）或服务（例如公司给员工的股权激励）。我们的研究表明，多数股票发行为间接形式。全部发行股票中约50%分配给了本公司员工，其中85%的股票分配给了非高管员工。

从经济角度看，直接或间接发行股票没有区别。假设某公司希望向公司支付100美元，但没有足够现金，就可能选择将价值100美元的股票分配给员工。然后员工再将股票以100美元的价格卖给投资者变现。公司还可能将股票直接以100美元的价格卖给股东，然后付现给员工。这两种交易对公司、员工和股东而言，效果均相同。

一旦考虑了股票发行，变化惊人。例如，我们估计微软在2007到2016年间的净股东派息达1390亿美元——比公司花在回购和分红上的1880亿美元少约26%。微软不是个例。2007到2016年间所有标普500公司中，我们估计直接和间接股票发行共计3.3万亿美元，占该期间回购4.2万亿美元的79%。（
详见图表《正确的派息衡量标准》

 ）。标普500公司的股东派息占净收入比例96%，但净股东派息占50%，属于中等水平。


考虑研发。
 此外净收入和股东派息往往被拿来比较，但这种衡量内部投资可用收入的方法并不可取。因为其默认净收入减去的支出完全与未来导向的投资无关。然而减去的支出中，很重要的一项就是研发——纯属未来导向投资。

因此，净收入至多能反映CAPEX和其他研发的数额。根据我们的计算，2007到2016年间，标普500公司总研发投入占总净收入的28%。当我们将研发开支（考虑税收因素后）加回净收入，得到研发调整后净收入，然后将股票发行以及股东派息纳入考量，整体情况与之前大相径庭。从2007到2016年，标普500公司的净股东派息仅占研发调整后净收入的41.5%，因此它们有5.2万亿美元可用于CAPEX、研发以及其他投资。（
详见图表《衡量投资能力》

 ）



标普500公司之外

标普500公司股东派息过多有损美国经济的观点还存在另一个漏洞：默认股东不会将收到的资金高效利用。我们决定调查非标普500上市公司（往往更年轻、增长更快）是否吸收了很多源于标普500公司净股东派息，作为投资、创新和创造就业的燃料。我们的调查恰恰验证了这一点：非标普500上市公司可谓股票资金的“净进口方”。2007到2016年间的每一年，这些公司都发生了净股东流入（即负净股东派息）。10年间，净股东流入达4070亿美元，占标普500公司净股东派息3.67万亿美元的11%。

然后我们研究了所有上市公司净股东派息，将2007到2016年间标普500和非标普500公司的数据整合起来。这些派息共达3.26万亿美元，占净收入的41%（标普500对应比例为50%），占研发调整后净收入的33%（标普500对应比例为41%）。（
详见图表《大势：着眼标普500之外》

 ）

研究并未就此结束。在相当一部分标普500公司的净股东派息流入较小的上市公司时，全部上市公司中，也有很大部分净股东派息重新投入到通过IPO筹资的企业，以及由风险投资和私募支持的非上市企业中。尽管追踪资本流向这些企业很困难，我们还是掌握到，风投和私募每年筹得2000多亿美元（用于投资私有企业），占到了所有上市公司产生净股东派息很大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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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纪录的高额投资

标普500公司并没有怠于投资，而是加强了研发和资本投入，作为收入的一部分（投资强度的衡量标准）。实际上，研发投入处于创纪录水平，总投资也接近20世纪末以来的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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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的现金储备

2007到2016年间，现金以及相当于现金的标普500短期投资稳步提高。作为全部资产的一部分，在此期间库存现金增长约达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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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公司是美国的经济命脉，占到了非住宅固定投资的50%以上，提供了美国近七成就业，创造了约一半商业利润。有史以来，风投和私募投资的私企（包括硅谷的创新公司），在美国进行了大量创新，创造了大量就业。诚然，美国经济中很多重要创新——包括医药行业和IT行业的突破，都发生在小型私企。即便是更“蓝领”的能源领域，过去10年间最有价值和革新性的创新来自私募和风投资助的小公司，而非上市公司，并创造了几百万高薪就业。简言之，我们不能单凭标普500公司来评估净股东派息对经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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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的派息衡量标准

常用的“股东派息”法，往往显示派息过度，但这种方法有误，因为其没有将股票发行纳入考量。在2007到2016年间作为标普500公司总净收入的一部分，股东派息占96%，但包括发行股票在内的“净股东派息”，只占50%的中等水平。



[image: ]




（返回原文阅读）









 [image: ]
衡量投资能力

正如“股东派息”法存在缺陷，“净收入”这种方法也有问题。更准确的方法是：将研发开支考虑在内的“研发调整后净收入”。因此，更好衡量投资能力的方法是，将研发调整后净收入减去净股东派息。2007年到2016年间，在减去净股东派息后，标普500公司的研发调整后净收入达5.2万亿美元。



[image: ]




（返回原文阅读）








收入效应：赢家和输家

对标普500公司股东派息的另一种批评是，增加了贫富悬殊。股票回购尤其被认为是牺牲普通员工利益，让高管和股东致富的原因。实际上，派息对整体收入不均造成影响并无太多根据，尽管高管有时确实利用回购股票不当，为自己牟利。让我们逐一研究下各个股东群体。


员工。
 标普500公司的员工并不容易因分红或回购遭遇系统性风险。正如我们看到的，标普500公司中少于一半的研发调整后净收入都分给了股东，剩余部分用于投资或增加更多现金储备。因此，当标普500公司裁员时，很难说原因一定是缺乏资金，更有可能的原因是改变商业环境。在瞬息万变的市场经济中，公司经常要扩张或收缩，员工和资产规模也会相应进行调整。确实，当公司把现金发给股东并裁员时，最合理的解释是：公司无法有效利用所有现金或者所有员工，而非派息本身导致了裁员。

当然，拥有光明商业前景的标普500公司可能也会有捉襟见肘的时候，可能因为过去大量股东派息，没有足够资金留下或聘用所需员工。但这种情况下，公司应该发行股票来筹资。或者给员工更多股权作为薪酬的一部分，减少每名员工的现金开支。对任何上市公司而言，通过直接或间接发行股票很容易进行其他融资。

最后，即使如评论所言，我们相信标普500公司的员工因股东派息蒙受损失，也不应该认为美国的劳动人口会因此受到影响。为理解派息的整体影响，我们必须考虑它们对私有企业和非标普500公司中80%劳动人口的影响。随着资本从标普500公司流入聘用他们的其他公司，这些员工依然可以受益。


股东。
 涉及标普500公司股东收入的时候，分红和回购的影响比其看起来更细微。从股东角度看，派息只不过是将一种形式的财富（股票价值）转移到另一种形式（现金）。他们改变的，只是收入的时间，但总体而言财富本身并未发生变化。因此，派息对股东的影响不应该对社会财富分配产生持续或系统性影响。

当然，如果现金在公司之外创造的利润高于其在公司内部的利润，某些派息确实会随时间增长增加股东的总收入。但我们应该乐见这种情况，而非为之忧心。因为把整块蛋糕做大是好事。


高管。
 说到标普500公司高管，情况就变得有些复杂。即使派发现金对股东没有经济收益，公司领导者还是会从派息中获益，尤其是派息以回购形式发生的时候。例如，回购能让高管完成EPS（每股收益）奖励目标，或者参与间接内部交易。类似的派息操作主要损害的是公众股东的利益，因为他们直接或间接地为高管额外装进自己口袋的每一块钱埋单。这种操作并不会影响员工（除非员工也是股东）。如果用于提高高管薪酬派发的现金在公司内部比外部能创造更多利润，股东将损失更多。

通过将收入从高薪股东转移到更高薪高管身上，公司领导者操纵派息确有可能加大收入不平等。然而，对整体社会的影响较小。首先虽然特定情况下操纵派息可能大幅提高标普500公司高管在任何年度内的收入（例如，20%或更高），但这种操纵对高管收入产生的平均作用要小得多。更重要的是，标普500公司高管仅占美国0.1%最高收入(12万个家庭)人群的很小一部分。在1%最高收入（120万个家庭）人群中所占比例就更小了。即使每年股东派息以不恰当的方式增加了高管薪酬20%，他们也很难让美国收入不均的天平更加倾斜。无疑高管投机利用回购的行为令人不安，但代价是由股东承担，而非员工，而且对整体社会收入不均产生的影响微乎其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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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势：着眼标普500之外

利用更准确的净股东派息法和研发调整后净收入，并着眼标普500公司之外的所有上市公司，我们看到了一幅新的经济图景。2007到2016年间，净股东派息达到了3.26万亿美元，仅占研发调整后净收入的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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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有证据表明，标普500公司的回购和分红伤及经济，让公司缺乏本可用于投资和回馈员工的资金。标普500公司资源不仅重组，而且在投资水平上接近峰值，并拥有大量现金进行更多投资。我们的分析表明，在过去10年间，标普500公司可用于投资收入中，回馈给股东的比例为41.5%，处于中等水平——不足批评家估算的一半。我们还要看到，很多流入标普500公司股东的资本，又被重新投资到更小的公私部门企业中，在标普500公司之外促进增长和就业。派息也并未在真正意义上加剧收入不均。标普500公司或许存在很严重的公司治理问题，但数据显示过度股东派息并非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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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竞争

影响了美国经济？

Is Lack of Competition Strangling the U.S.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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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荟蓉 | 译 刘筱薇 | 校 李源 | 编辑






许多行业都有集中化倾向，经济学家指出集中化和更高的利润是技术创新带来的良性结果。但根本问题并不是优势公司规模庞大，而在于公司规模、集中化加上袒护在位公司的法规制度，影响了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健康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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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问题


毫无疑问，美国很多行业出现了集中化的趋势。经济学家正在研究这一现象是否不利于竞争发展。




证据


一言以蔽之：情况很复杂。谷歌等超级创新明星，开辟“赢家通吃”的市场，很大程度上是利用了网络效应，不是通过竞争。然而，对整体经济（包括技术领域）的研究发现了不良集中现象的典型征兆：利润增长，投资疲软，行业内缺乏活力。




建议


政府对违反反垄断法行为的处理方式应当大幅度修改。监管者必须对维护经济活力和消费者幸福感予以高度关注，不要被行业内在位公司拉拢。






红
 极一时的苹果、亚马逊、谷歌和Facebook等公司，现在引起了美国经济学家、法律学者、政客和政策分析者等各方关注，它们被指控为利用自身规模及势力碾压潜在竞争对手。早在很久以前，欧洲的监管机构就注意到了这些公司的影响力。这几家科技行业的巨头公司带来了特殊的难题，但也只是冰山一角——美国经济总体竞争不足，现状堪忧。

许多行业都有集中化倾向，这一点毋庸置疑。大公司在行业收入总额中占比较高，一向能够获得大笔利润。这并不是坏事。戴维·奥特（David Autor）、戴维·多恩（David Dorn）、劳伦斯·卡茨（Lawrence Katz）、克里斯蒂娜·帕特森（Christina Patterson）和约翰·范里宁（John Van Reenen）等五位经济学家指出，集中化和更高的利润是技术创新带来的良性结果。他们提出，当今世界“赢家通吃”，生产力较高的明星公司可以获得较高的市场份额，亚马逊、苹果、Facebook和谷歌凭着创新倾向占据顶端。波士顿大学的詹姆斯·贝森（James Bessen）指出，除高科技行业以外其他行业的顶级公司攫取的收益份额越来越高，是由于这部分公司采用了不可或缺的关键信息技术：因为这些公司更好，规模才得以扩大。

然而许许多多的证据表明，负面力量同样在发挥作用。“集中化也许是反竞争势力造成的，”奥特等研究者表示，“占据优势的公司借此阻止实际竞争对手和潜在对手进入行业发展壮大。”研究表明，在航空、啤酒、制药和医疗等多个行业，在位企业操控市场，阻止竞争对手发展。胜者一直胜利下去，新的初创公司越来越少。公司面临的竞争压力减轻，生产力发展减缓，工资停滞，胜者和败者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根本问题并不是优势公司规模庞大，而在于公司规模、集中化加上袒护在位公司的规章制度，影响了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健康竞争。本文审视行业集中化对竞争的不良影响，考察反垄断法对当今经济环境的作用，探索能够促进创新、增强商业及劳动力市场活力的战略，以期提升总体生活水平。



警示信号

十年前，美国四大航空公司占航空业总收入的41%，现在这个比例达到65%。竞争集中在几条繁忙的航线上，而其他97%的航线竞争太少，按照反垄断标准完全属于“高度集中”。1990年，美国大都市区有65%的医院“高度集中”，2016年上升为90%。啤酒行业也是如此。虽然精酿酒厂有所增加，但美国啤酒市场近90%的份额落在四大酿造厂商手里。

以上提到的并非个例。纽约大学经济学家劳伦斯·怀特（Lawrence White）在2002年的一项研究中得出结论，整体经济集中化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有所减少。而在2017年的又一次调查中，情况发生了改变。他以学者的谨慎口吻提出“缓慢且不断加深的总体集中化”。《经济学人》分析美国经济普查（U.S. Economic Census）数据发现了相似的趋势。在狗粮、电池制造商、航空及信用卡等893个受调查的行业中，2/3的行业自2007年后趋于集中化。考虑了行业规模权重后的结果显示，行业中排名前四的公司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从1997年的26%上升到2012年的32%。

显而易见，行业集中化现象有所增加。这是否说明竞争减少，或消费者经济拮据？要判断集中化在经济意义上是否值得担忧，最好的办法是考察利润、投入、商业动态性以及物价。经过考察发现，多半指标说明行业内缺乏竞争。




保证提供丰厚的回报，会让富有创意的创业者获得极大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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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
 在渐趋集中化的市场中，利润高企并持续上升，通常是竞争减少、主导企业市场支配力增加的一个标志。如今在一些行业，参与竞争的公司越来越少，各公司市场份额越来越高，利润也开始增加。前不久的研究表明，美国商业中平均加成（即公司开出的产品售价和边际成本之间的差价）提升，速度与公司盈利成正比。普林斯顿大学的让·德罗克（Jan De Loecker）和伦敦大学学院的让·埃库特（Jan Eeckhout）分析1950年至2014年美国所有上市公司的数据，发现差价从1980年的18%增加到2014年的67%。对于股东而言这当然是好事，但对于消费者和整体经济，这不是什么好兆头。


投入。
 判断竞争压力是否减弱的另一个标志，是公司在没有太多投入的情况下增加利润的能力。在竞争激烈的市场，公司被驱使着投入更多资金，跑在对手前面。最近整体经济的商业投资有所抬头，但这个数额与飙升的利润、股票债券的超低成本以及公司财务报表上的数字不成比例。以GDP来衡量，公司税后利润与25年前相比几乎翻倍，达到了二战后的最高点，而同时期作为GDP一部分的商业投资只增加了13%。2017年，纽约大学的托马斯·菲利蓬（Thomas Philippon）和格尔曼·古铁雷斯（German Gutierrez）分析了投资和公司债券市值与资产更新成本比例之间的长期关系，得出结论：“与盈利性和股价相比，目前投资相对较弱。”


商业动态性。
 在健康的经济中，公司兴亡盛衰不断更替，有新的工作机会出现，还有一些旧的职位消亡。商业动态性降低，说明在位公司对行业新秀的忧虑减轻，其结果是创新减缓，就业增长停滞，经济整体受损。根据最近的官方数据，美国新公司出现率（与所有公司的比例）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约13%下降到2015年的约8%。创立不到一年的新公司带来的新职位数量，从90年代后期的高峰470万下降到2015年的300万。

马里兰大学经济学家约翰·霍尔蒂万格（John Haltiwanger）指出，美国经济动态性的降低，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的零售行业。可是即使在新增和消亡的零售商数目暴跌时，零售行业的生产力仍有增长。这个现象被称为“沃尔玛效应”（the Walmart effect），因为零售巨头沃尔玛不仅会影响自身所在的行业，还能影响全美经济。然而最近动态性降低的趋势蔓延到技术行业。霍尔蒂万格说，这个现象更加令人不安，预示着生产力增长减慢。


物价。
 经济学理论认为，缺乏竞争的寡头垄断行业会导致物价上升，产量缩减。为验证竞争是否减少，一些研究者考察了物价，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例如，达特茅斯大学的夏拉特·加纳帕提（Sharat Ganapati）考察了1972年至2012年的数据，得出结论：制造业出现的集中化倾向与物价提升呈正相关，竞争的确有所减少，但产量稳定，不符合理论。在其他行业，集中化与产量提升、物价稳定的局面同时出现，与寡头垄断、竞争减少的理论相悖。

越来越多的研究提供的大部分证据说明，行业集中化使得竞争减少，影响了创新、改善就业和维持总体经济健康发展的能力。



是英雄，还是恶人？

虽然竞争总体上有所下降，但有时很难确定某行业内的消费者是否受到了集中化影响、在何种程度上受影响。占据顶点的公司，究竟是好是坏？

2017年，Facebook收购了在青少年中流行的手机应用To Be Honest（简称TBH），收购时这款匿名问答应用仅问世两个月，但已经吸引了超过500万用户，发出信息十亿条以上。自2010年以来，Facebook收购了60多个像TBH这样的行业新秀。

从好的角度看，卖给Facebook（或谷歌、苹果）能带来许多经济上的好处。大公司开出的优厚价格，为有创意的创业者提供了巨大的激励。在更广泛的层面，Facebook平台推广创新的能力，可以让先进技术得到迅速、广阔的增长，产品发展前景比留在初创公司更好。可是从坏的一面来讲，Facebook不停地吞并有前途的新公司，扼杀了这些新公司参与竞争的潜力。假如没有被收购，TBH、Halli Labs、Orbitera、Instagram、WhatsApp、Oculus VR等公司会发展成什么样子，如今已然不得而知。换言之，假如有才能的创业者有信心与Facebook一较高下，他们会建立起怎样的公司？不得而知。

在某些行业可以清楚地看到，反竞争行为对集中化的影响比创新巨头更严重。例如啤酒，虽然精酿酒厂数量激增，但美国啤酒市场仍然由百威英博（Anheuser-Busch InBev，主要产品Beck’s、Budweiser、Corona、Michelob、Stella Artois）和米勒康胜（MillerCoors，主要产品Blue Moon、Coors、Miller、Molson）控制。近期的研究将啤酒涨价归因于啤酒行业集中化加剧。2008年，当时业内排行第二和第三的SABMiller和MolsonCoors在美国的业务合并，啤酒价格飙升——不仅这两家，竞争对手安海斯-布希（Anheuser-Busch）的产品也同样涨价。据乔治敦大学经济学家内森·米勒（Nathan Miller）和德雷克塞尔大学经济学家马修·温伯格（Matthew Weinberg）估计，假如SABMiller和MolsonCoors不合并，啤酒价格至少低6%至8%。他们提出，竞争对手公司进行了价格协调。2015年，美国司法部援引公司文件反对百威英博的收购，称其定价策略“如同价格协调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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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停吞并有前途的新公司，扼杀了新公司参与竞争的潜力。





还有一个鲜明的例子是医疗业。美国兴起一波医院并购热潮，部分原因是为了实现更好的协调性照护，以及追求更高的效率，这种并购增强了医院与保险机构谈判的底气，生产力却没有像预期那样提升。“提供商出现集中化，应该可以改善效率，有利于医疗服务购买方。但这个方面并没有证据。”柏克莱的布伦特·富尔顿（Brent Fulton）在2017年的一篇文献综述中总结。合并的服务商多达20%，医药市场集中化同样使得服务价格提升。2010年一项分析发现，在医疗行业高度集中的旧金山，私人保险公司为住院患者支付的费用一般比医疗市场较分散的洛杉矶高出75%。

那么，行业领导者扮演的角色究竟是英雄还是恶人？也许两者皆有。芝加哥大学的路易吉·津加莱斯（Luigi Zingales）说：“多数公司通过创新和权力手段，积极保护竞争优势来源。”公司在这种驱动下致力创新，没有问题。但若公司运用其市场势力影响政策和监管环境，打压竞争，这就有问题了。很可惜，目前证据足以证明美国经济的一大部分苦于缺乏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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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反垄断框架

要缓解行业集中化、竞争减少带来的负面影响，一个显而易见的切入点是反垄断法及其实施。一个世纪以来，美国的反垄断法有了显著的发展。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许多企业合并（即使对集中化的影响相对较轻微）受到质疑，到了70年代，反垄断框架开始转变，受质疑的企业合并减少了许多。法官罗伯特·博克（Robert Bork）、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Posner）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乔治·施蒂格勒（George Stigler）、奥利弗·威廉森（Oliver Williamson）为这种转变奠定了思想基础，80年代早期，政策和司法领域普遍发生了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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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宽容的方法依赖于三个设想：集中化的负面影响，必须同借以提升的效率对比衡量；竞争对手之间横向合并，如果没有导致产出减少，就不是有害的并购；供应商和购买者之间的纵向合并，一般不构成问题。这种思路在里根执政期间得以稳固，不论好坏，反垄断监管机构在之后十几年里无所作为，经济集中化加剧。进入21世纪，奥巴马上台，反垄断似乎抓得更紧了，但他任职期间签署的促进市场竞争的行政命令究竟有没有付诸实施，如今尚不明确。




要缓解行业集中化现象带来的负面影响，一个显而易见的切入点是反垄断法及其实施。





反垄断监管部门对并购的审查方式应该更新了。东北大学经济学家约翰·库沃卡（John Kwoka）全面考察了对过去25年几千宗并购及合资企业案例的回顾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反垄断监管部门过于宽容，没有对某些类型的并购提出质疑，对已完成的并购限制也不够。库沃卡发现，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并购后价格平均提升4.3%。航空和医疗行业的价格提升幅度尤其大。他在2015年出版的一本书中写道：“一部分并购导致市场份额降低、行业集中化，对其重视不足，近似于默许了更多的带有反竞争性质的并购。”

库沃卡的综合分析说明，反垄断监管机构应当更多地阻止并购，促进竞争。以无线电话行业为例。2011年，AT&T试图以39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陷入困境的竞争对手T-Mobile USA，此举将会把行业内主要竞争者从四个减少到三个。然而由于监管部门反对，AT&T在宣布收购五个月后放弃了这宗交易。这时一些人断言T-Mobile败局已定，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马克·罗戈夫斯基（Mark Rogowsky）在《福布斯》杂志上撰文描述：“一年之内，T-Mobile聘请了约翰·莱杰尔（John Legere）担任CEO。新任CEO完全抛弃了照常营业的方针，取消了以往的手机套餐合同，降低价格，提供更大的流量包，还经常嘲笑对手。”T-Mobile起死回生，2013年获得440万新用户。2017年，无线运营商之间竞争异常激烈，美联储主席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称，手机服务价格降低成为遏制通货膨胀的一个因素。

反垄断监管部门还必须解决当今市场中违法的“掠夺性定价”的棘手问题。亚马逊涉嫌利用低于成本的定价向潜在竞争对手施压，最终实现收购。2009年，电子商务公司Quidsi（Diapers.com网站所有者）拒绝了亚马逊的收购提议，亚马逊随后将出售的婴儿尿布及其他婴儿用品价格降低了30%，开展“亚马逊妈妈”（Amazon Mom）活动，提供折扣和免费送货服务。Quidsi试图与沃尔玛联合，但最终接受了亚马逊的收购。2012年，亚马逊开始涨价，并大幅减少“亚马逊妈妈”的折扣。

还有问题没有定论。例如2015年，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ederal Trade Commission，简称FTC）考察Zillow和Trulia两个房地产网站合并是否会削弱双方为消费者开发新功能的动力。FTC认为不会，合并得以进行。同年FTC叫停了医疗灭菌行业排名第二和第三的Steris与新合力（Synergy Health）合并。FTC称，新合力当时没有在美国运营，如果合并，将来该公司正式进入美国市场后的竞争会受到阻碍。联邦法院驳回FTC的意见，合并顺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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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发展，还会有更复杂的问题出现。新的数字行业巨头拥有前所未有的力量，足以碾压竞争者，监管方如何看待？公司收购邻近市场的其他公司，可能会减少“潜在竞争”，如谷歌收购YouTube、微软收购领英，监管方是否应当怀疑这类收购？大公司吞并了有可能成长发展的小公司，又应当如何看待？

重新审视目前的并购准则，适当修改有时让司法部和FTC律师犹豫是否该提起诉讼的案例法，这方面的呼声非常强烈。经济变得更加集中化，关于竞争减少的证据越来越多。过去不足以引起反垄断审查关注的收购，现在可能会打压潜在竞争——特别是如今WhatsApp这类公司可以在几年内迅速达到每日有十亿人使用的水准。新的技术巨头运用强大的网络和海量数据阻碍竞争，已经成为今天反垄断监管机构面临的一大挑战。



反思规章制度

行业集中化愈演愈烈，令人担忧的问题无法仅靠反垄断法来解决。政策制定者也必须仔细审查会限制行业竞争的规章制度。在位公司会对政策施加影响，防止自身地位被初创公司和其他可能的竞争者动摇，美国已经不再是市场自由和监管适当的典范。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巨变中，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表示，现在的美国对产品市场的监管，比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德国和日本等许多发达国家更加严格。




共同所有权是否阻碍竞争？

过去几十年里，机构投资者和指数基金实现了强劲的增长。这种增长对经济的影响是，大投资者逐渐掌握了某一行业内所有主要竞争者的大量股份。1980年，机构投资者持有某公司5%或以上股权、同时也持有该公司竞争对手股权的情况，在美国上市公司中只占10%，2014年这个比例则变成了60%。

机构投资者交叉持股现象增加，为何会影响竞争？前不久密歇根大学的马丁·施迈茨（Martin Schmalz）等研究者提出，这种交叉持股有碍大公司彼此积极竞争。例如航空公司，2017年第一季度，Berkshire Hathaway、贝莱德、先锋领航（Vanguard）和Primecap共同持有达美航空股份的23%、联合航空的29%、美国航空的31%以及美国西南航空的38%。据施迈茨团队估计，如果没有机构投资者持股重叠的影响，美国总体机票价格应当比现在低3%到7%。在银行业，他们也发现了类似的情况。

施迈茨和其他研究者并未断言这其中存在明示合谋（explicit collusion）行为，而是主张共同所有权减少了促进竞争的激励因素。他们提出，在交叉持股盛行的行业里，公司击败竞争对手获得的回报低于交叉持股现象较轻微的行业。研究还表明，如果指数基金及其他机构投资者在某个行业内所有大公司都拥有股权，就不太会成为维权股东（activist shareholder），进而使得管理者安于现状，公司低效运转。

这种主张引起了争议。评论者称，指数基金蓄意购入许多公司的股份，其中既有竞争双方，又有收购双方。贝莱德这类公司不做实业，专门为别人管理钱财。评论者还对施迈茨的研究方法提出异议，指出他们的研究结果依赖于资产管理者根据要求汇报持股情况的方式——资产管理者的汇报结果包括了各种不同客户的持股。他们还用传闻作为证据反对“机构持股者较少维权”的结论：例如，2017年宝洁与维权投资者纳尔逊·佩尔茨（Nelson Peltz）对峙，先锋领航支持宝洁，而道富银行和贝莱德则把几乎所有的票都投给了佩尔茨。

有关共同所有权是否影响竞争的研究尚无定论，不过，随着大型机构投资者持有多家大公司股份的现象逐渐升级，这方面的研究变得尤为重要。如果发现了更多的证据，证明这种趋势有害竞争，那么机构投资的交叉持股应与反垄断相关法规一样，成为撬动美国经济竞争衰退的杠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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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制药业，美国不像许多富裕国家那样规定药价，而是向制药厂商提供品牌药品专利保护、专利独占期及其他途径，补偿它们研发新药的高昂投资。如果这些保护措施到期，没有专利的竞争对手进入市场，药价理论上应该下降。有时候确实会这样。

然而耶鲁大学经济学家费奥纳·莫顿（Fiona Scott Morton）认为，过去10到15年来“从业者使许多这样的竞争机制无法运转，创造出几乎没有竞争的利基市场出售药物。”例如，一些有严重副作用的药品，受到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FDA）风险评估及降低战略（Risk Evaluation and Mitigation Strategy，简称REMS）的严格控制。这类药品的制药方有时以此为借口，拒绝向非专利制药方提供样品。Hikma Pharmaceuticals需要生产Jazz Pharmaceuticals的主要产品Xyrem，在REMS的限制下，Hikma经过近七年诉讼才获得这种每年十亿美元的嗜睡症药物的非专利版。根据2017年的诉讼处理结果，Hikma只能在2023年1月1日后开始销售非专利版Xyrem。斯科特·戈特利布（Scott Gottlieb）在特朗普政府任职早期发誓要修改REMS条款，避免制药商利用相关规定妨碍一般竞争，11月他发布了初步修改计划。

劳动力市场的制度和某些雇主的做法，也可能限制劳动者寻找新的高薪工作的能力，从而遏制竞争。如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所言，公司追求“始终保持一种隐性的恒定，而不是给劳动者加薪”。公司的一种方法是让劳动者签订非竞争协议。这类协议生效，会限制劳动者换工作的能力，以及新企业聘请人才的能力。这种规定不仅影响了高收入的软件工程师和CEO。收入不到四万美元的劳动者约有1/7（13.5%）受到非竞争协议约束。2017年普林斯顿的艾伦·克鲁格（Alan Krueger）和奥利·阿申费尔特（Orley Ashenfelter）在一项研究中发现，58%的大型连锁店，如汉堡王、捷飞络（Jiffy Lube）、布洛克税务（H&R Block）等十余家，均限制或禁止加盟店之间相互聘用员工，明显影响了希望换工作的人。

美国各州职业认证规定迅速增加，也对劳动者和新入公司产生了不利影响。20世纪60年代，美国只有10%的劳动者持有某项职业资格证书。最近一次统计显示，这个比例达到了22%。增长中一大部分是因为各州扩展了需要证书的职业范围。之所以这样做，部分是为了保护消费者，但还有一些显然是行业协会精心策划的——它们希望提高准入门槛，限制行业内竞争者数量，并提高价格。路易斯安那州要求花农持有证书。密歇根州要求运动教练员接受1460天的培训，但急救医疗人员仅需26天。加利福尼亚州美容美发协会要求参加执业考试者必须接受1600小时的教育及实践培训，还要有3200小时的学徒经验和220小时相关培训，才能获得执照。各州之间资格证书一般不通用，获得从业资格的劳动者无法去别的州工作。目前状况下，各州持有执照的劳动者也很难得到保护。

这类限制竞争的制度，现在正受到越来越密切的关注。FTC已经针对各州限制牙科诊所服务范围的规定，与牙医组织展开了长时间的斗争。FTC表示，另开一个“口腔治疗师”的职业，提供日常护理服务，“可以增加选择和竞争，提供更便利的护理，对于消费者，特别是服务不足的人群有利。”牙医对此很不满。

2014年，在联邦通信委员会施加的压力下，无线电话行业最终同意允许消费者解锁手机，自由更换服务提供商。在各界关注以及FDA的要求之下，美国国会于2017年指示FDA，让消费者可以在好市多（Costco）等零售店方便地购买助听器，正如此前可以在CVS等普通商店购买老花镜一样。这是为了刺激竞争，降低价格，打压部分耳科医生为购买助听器设置门槛的做法。

这只是开端，监管者和政策制定者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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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方向

总而言之，要解决美国经济的问题，需要政府采取措施，克服既得利益方的阻力，保护健康有活力的竞争，借以刺激生产力增长，提升生活水平。

假如由于在位企业的势力或对规章制度的反感，未能及时采取措施鼓励竞争，就可能导致经济动态性降低，创新受限，影响子孙后代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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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的失败者”

——

解密销售心理学

Leveraging the Psychology of the Salesp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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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学家、人类学家克洛泰尔·拉佩尔（G. Clotaire Rapaille）对销售心理学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最好的销售员在有人说“yes”之前，可能已经听到很多次“no”，但他仍能表现出色。了解推动销售员不断拼搏的因素，你将能找到领导和激励他们的更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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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

这个行业

有种令我们

着迷的东西。



销售员不断遭到拒绝却不屈不挠，并且确信自己最终能成功，这让我们敬慕。但同时，这份职业给从业者的压力，也让我们反感。耳熟能详的戏剧《推销员之死》（Death of a Salesman），表现了一个善良的人如何被工作的虚无所摧毁。电影《大亨游戏》（Glengarry Glen Ross）描绘的图景更加阴暗，似乎暗示成功必须以道德为代价。




究竟哪类人会选择进入销售行业？销售员怎样应对自己的工作？为探究这些问题，《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高级编辑黛安·库图（Diane Coutu）请教了心理学家、人类学家和营销专家克洛泰尔·拉佩尔（G. Clotaire Rapaille），他很适合给出回答。拉佩尔拥有巴黎索邦大学的政治学和心理学硕士学位，以及医学人类学博士学位。他曾使用弗洛伊德学派和荣格学派的方法，在法国从事精神分析十年。

拉佩尔研究文化对商业和市场的影响。他写过几本书，探讨洗发液、咖啡、汽车、卫生纸等常见商品的文化意义，最近出版的一本是《文化符码》（The Cultural Code）。拉佩尔的研究引起了一些世界著名企业的兴趣，他的咨询客户包括花旗银行、杜邦、埃克森美孚、通用电气、IBM、宝洁、联合利华等。在不同文化规范的冲突愈演愈烈的环境下，他为企业的全球运营提供建议。拉佩尔指出，“质量”在日语中有超过十种说法，而且每种的意思都不同，如果西方企业家了解这一点，他将能更好地理解日本合作伙伴。

下文是拉佩尔在纽约家中接受《哈佛商业评论》采访的节选。在这次主题宽泛的对话中，拉佩尔介绍了他对文化和销售心理学的观点。他认为，无论身处哪种文化中，虽然带有地方特征，销售员本质上是相同的。销售员是“快乐的失败者”（Happy Loser）——他们享受被拒绝，寻找让自己有机会被拒绝的工作。显然，这对如何激励和管理销售团队会有很多启示。





HBR：
 准确来说，你的工作是什么？



拉佩尔：
 我研究原型（archetype）。这些心理学中的潜在规律，能帮助我们理解人的处境。卡尔·荣格（Carl Jung）是第一位探究原型的精神分析师。虽然我的方法有所不同，但我认同荣格的观点，即原型是可以被分析的。





HBR：
 原型如何影响我们？它们能揭示什么?



拉佩尔：
 原型规定着我们对自己身体的反应，包括出生、死亡和性等等。各个文化中的原型也有差异。文化原型体现在宗教、梦境和艺术中，它们既是神话和史诗的源泉，也驱动着清洁和进食等基本习惯。

显然，很多文化原型出现在不同社会中。“英雄”是一种常见的原型，还有“引诱男人的女人”和“女巫”。一般来说，原型深植于文化中，让人们难以意识到。正如我们可以不懂语法就自如地使用一种语言，我们也可能在一种文化中扮演自己的角色，而并未客观认识该种文化中的主流原型。

每种文化都有一组共通的原型，用于指引社会成员的行为，不妨称之为集体潜意识。企业来找我咨询，希望能解读客户、员工和利益相关方的集体潜意识。以我的背景，我很适合这项工作。做精神分析师时，我的客户包括自闭症儿童，他们很难将想法和感受诉诸语言，因此我必须不断译解他们说的话。



销售的本质



HBR：
 原型和销售有什么关系？



拉佩尔：
 它们能归纳销售的本质。在每个地方，销售都是一门复杂的学问，但它永远受到集体经验的影响。

很多年前，在AT&T还未拆分时，我曾与该公司的一个业务单元合作。这个业务单元生产电缆，客户之一是日本的NTT。NTT订购了一批产品，并提供了详细的规格要求。发货前，AT&T确认了产品符合所有要求。但电缆到货后，日本人只看了一眼就拒绝收货，理由是外观太难看。美国人完全懵了。他们满足了所有要求，而产品的美观并不在列。

让美国人尤其困惑的是，因为电缆埋在地下，没人能看得到。但对日本人来说，美学是质量的一个原型，最终也是灵魂的一个原型。想想精致的日本书道、茶道和讲究的料理吧。对NTT来说，外观的丑陋显示出AT&T的产品多么缺乏灵魂。

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奖学金资助，第一次居留日本时，我请了一位绘画老师。登门时，我穿了专门的衣服，精心准备了笔墨和纸张。老师问我准备好了没有，我说准备好了。“那么闭上眼睛，等待完美的画作出现吧，”他说，“你可能要等五六年，可一旦心里有了完美的画，你就能画好。”美国客户会为一幅完美的画等待五六年吗？那是不可能的。这完全不是美国人的思维方式。“Just Do It”这句标语完美总结了美国版的质量原型——看看耐克有多成功吧。





HBR：
 原型似乎更多与文化而不是身体相关。



拉佩尔：
 与两者都相关。以和原型密切相关的语言为例。语言是内在、不可变更的，人之为人就是要使用语言。但比如说，在日语中没有表示“亲密”的词，这就是文化现象而非身体现象，背后有千百年的历史。日本是一个狭小、人口稠密的国家，人们被迫住得很近。因为隐私很少见，亲密也很少见，而语言就反映出这一现实。

学习语言时，你学的不只是词汇，也是看待世界的方式。在这个意义上，语言不仅是交流的手段，更是定义现实的方式。日本人有很多种说“我”的方式，使用哪种取决于交谈对象是配偶、孩子或老板，我认为这很有意义。在这样一个空间极其有限、文化注重等级的国家，每个人都需要知道自己的位置，这也通过语言体现出来。每个身处日本文化中的人都明白这点。因纽特人有不下20种说“雪”的方式，考虑到他们的生活环境，这是很自然的。

有些文化认为海豚是鱼，有些则认为它们是哺乳动物。如果是前者，人们的主要关注点可能是怎么拿它做菜；如果是后者，人们可能更关心如何教给它沟通和语言技能。语言将世界划分为不同的序列。但这一过程受先天和后天因素的影响同样强大，因此我们并未意识到它对我们看待世界方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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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销售员的正确方式



HBR：
 销售员有普世原型吗？



拉佩尔：
 所有原型都根据所处文化有所不同，但原型的一些方面是普世的。比如“战士”，这种原型在日本是武士，在美国是牛仔，但在这两种文化中，战士都是为社会正义而战并且获胜的形象。

类似的，虽然销售员的原型在各个文化中的体现有差别，但可以说存在一种“原初原型”：销售员是“快乐的失败者”。无论是否对此有意识，销售员都像上瘾的赌徒，不断追寻刺激。某种程度上，好赌之徒知道自己大部分时候会输钱，但仍被赢钱的一线希望吸引着。

销售员也有这种特质。他们是失败专业户。销售员大概至少90%的时候会遭到拒绝，可为什么会有人选择这种职业？就是为了刺激。我可以保证，销售员绝对不会成为濒危物种。就像什么时候都有嗜赌成性的人，也总会有人享受销售工作，希望从事这一行。





HBR：
 没有例外吗？



拉佩尔：
 没有。无论在哪种文化中，销售员大部分时候都会失败。所以，成功的销售员必须在失败时也能快乐。遭受失败时，他们不会看低自己、放弃希望或崩溃。拿特朗普来说，在事业高峰时，他曾出现在数十种杂志的封面上。然后他摔了下来，但拍掉身上的土又回来了。他是优秀销售员的典范——虽说卖的是自己。特朗普就是一个快乐的失败者。





HBR：
 管理者如何应对这些快乐的失败者？



拉佩尔：
 最重要的是绝大部分时候失败所带来的刺激。管理者不能用“你总能成功”来激励销售员。其一，销售员不会相信。其二，这会降低这份工作的吸引力。

管理销售员的正确方式，是让他们知道，你了解失败有多难受。你应当让销售员保持快乐，否则他们就会成为不快乐的失败者，这是你最不希望看到的。显然，在对销售团队的管理中，钱是一个重要因素。在特定行业，销售员一年就可能赚到100万美元。但我的研究显示，钱并不是真正驱动他们不断重装上阵的因素。他们赋予奋斗的价值才是。真正的销售很像猎狐。有谁真正在乎狐狸本身？一场猎狐可能有100个人、100匹马、200条狗参加，猎手们奔波一整天，摔下马，摔断腿，最后也没逮到狐狸，但这仍是一场精彩的猎狐。




要想管理好销售员，就必须让他们知道，你理解失败有多痛苦。





因此，要想激励销售团队，你必须找到更多、更好让他们奋斗的方式。给他们安排更大的项目，让他们遭受更惨重的失败。可以在公司全体大会上表彰“被拒”冠军：乔纳森上个月卖掉了50万台电脑，但他被拒绝了500万次！听起来也许有点可笑，但这是让销售团队燃起斗志的最佳方法——尤其是在美国，取得意外胜利会得到很大的褒奖。



准确解读原型更利于销售



HBR：
 原型在不同文化中的表现如何影响销售？能举个例子吗？



拉佩尔：
 美国人和法国人对销售的态度就存在明显差异。在美国，销售是一种游戏，一种享乐，是受到尊重的。在法国，做销售是很低端、很原始的工作。你要知道，对法国人来说，工作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低级的。

法国最流行的书之一是柯琳·迈耶（Corinne Maier）的《你好，懒惰》（Bonjour paresse），讲的是如何假装在工作，实则无所事事。只有法国人会想出这种东西。在美国，如果你不工作，你就什么都不是。在法国，你得求着商家收你的钱，人家还不一定收。




可以在公司全体大会上表彰“被拒”冠军。这听起来也许有点可笑，却是让销售团队燃起斗志的最佳方法。





再讲一个我的亲身经历。很多年前我在尼加拉瓜担任外交官，当时尼加拉瓜航空公司要向法国购买快帆客机，我是联络人。交易过程相当精彩。首先，操作手册都没有翻译成西班牙语，所以如果不懂法语，买方就没法操纵飞机。

其次，法国人认定尼加拉瓜人完全了解他们做生意的方式。一天，我和双方代表共进午餐。谈话中途，法国代表说：“如果你想要引擎，可能得去劳斯莱斯那边看看。”我还记得尼加拉瓜人的震惊面孔。“你是说，你们卖的是没有引擎的飞机？”法国人不耐烦地说：“全世界都知道我们不做引擎，你是地球人吗？”不用说，生意没谈成。

这类行为往往导致不了解情况的人认为法国人很粗鲁，但其实不是。法国人行为背后的文化原型与你不同，如此而已。在法国，金钱是粗俗的，因为这种文化告诉你，你应当把东西给予别人，没有买，也没有卖。法语中有几个习语，都在说钱不是最重要的，比如“金钱不能带来幸福”。你不应为了名利把自己拥有的东西卖掉，而应该让它按自然的方式存在。这非常法国，非常了不起，但确实大大限制了销售或谈判的空间。





HBR：
 不同行业的原型有差异吗？



拉佩尔：
 差异很大。例如，以美容产品来说，如果销售员了解养育孩子的“伟大母亲”这种原型，将会很有帮助。宝洁最成功的护发品牌潘婷，主打的就是营养概念。女性必须养护头发，因此潘婷迎合了女性的这种母性本能。但要想卖香水，你必须迎合“引诱男人的女人”这种原型。你必须懂得女人想让自己有吸引力和被需要的愿望，以及对衰老的恐惧。了解这种原型的销售员，可以让女性消费者花3000美元购买成本3美元的香水。但如果不懂这种原型，能以30美分卖掉一瓶香奈儿五号，就算你运气不错。

药品行业也有独特的关键原型。制药公司的销售员必须说服医生开特定的药品，但现在由于互联网的兴起，患者常常比医生知道得还多，所以这项工作变得更复杂。医生们很不喜欢这种状况，因此好的销售员可以利用这种情绪，赢得医生的心。销售员必须给医生提供更多信息，让他们更好地向患者显示智慧。但更大的挑战是理解医生的痛苦。现在，医生们感觉自己不再能真正行医了，原因不仅是互联网，还有政府。医疗体系的官僚化已经非常严重，医生也痛恨这点。因此，好的销售员会把医生当作拯救生命的“智慧长者”，而不是现实中的官僚。





HBR：
 你解读原型的方法是什么？



拉佩尔：
 过去25年来，我帮助世界各地的大企业研究文化因素的影响，这些大企业的主要目标是出售产品或服务。在此过程中我总结出一套方法，能够分析在日本卖洗发水、在美国卖卫生纸、在加拿大卖钱币或在法国卖奶酪的关键文化原型。

运用同样的方法，我可以帮助大都会集团、戴姆勒-克莱斯勒等公司更好地了解销售员。我会挑选一些文化背景非常不同的消费者，给他们一次很特别的体验。我会与几组消费者进行一系列三小时的随性互动。首先，在第一个小时中，我询问这些消费者对销售员的看法。这段时间是要清理参与者的意识，必然不会有成果。我会听到各种经过思考的回答，各种套话，诸如“你不能信任销售员，他们只会骗你”。这些是大脑的理性部分，我对此不感兴趣。

接下来是情绪阶段，我会让参与者简短地讲一些和销售员有关的故事。这会让参与者释放自己的感受，并为最有成效的第三个小时打下情绪基础。接下来，我会调暗灯光，放上催眠音乐，让参与者写下音乐唤起的有关销售员的记忆。作家也会进行这种练习，早上醒来后用半小时记下思绪，与幻想和梦境的世界保持联系。在我的实验中，参与者完全匿名，也没有压力。有些人会睡着，但大部分人能记下与销售员相关的心理印记。





HBR：
 什么是心理印记？它和原型有什么关系？



拉佩尔：
 心理印记是早期学习的产物，它能建立起潜意识的行为规律。例如，我关于奶酪的最初心理印记，是母亲在挑选卡门贝尔，她把奶酪剖开闻气味，想找一块好的“心”。直至今日，对我来说，优质奶酪不是经过巴氏杀菌的那种，而应该温暖、有生命力，带着成熟的气息。在科学层面，多项实验证实，如果在适当时间把一个带轮的木盒放在刚孵出的雏鸭面前，雏鸭会对木盒产生依恋，把它当成生物学上的母亲。

越过特定的时间段，就很难再产生心理印记。初次体验是非常强大的。每种初次体验都会在神经系统中创建一条心理高速公路，之后我们会使用这条通路，或者说大脑中的神经元链条。例如，随着对创伤的研究不断深入，我们反复看到这个规律。人们无法忘记惨痛的经历，总是强迫自己反复重温。早期体验一般都有这个特征。某种程度上，幼年学到的东西会一直跟随我们。

在工作中，我尝试让人们回到与销售员相关的初次体验，因为这些印记指向原型。原型有点像太阳，因太过强烈而无法直视。心理印记则像是太阳镜，可以让你直视太阳而不损伤视力。正是通过分析心理印记，我发现销售员的原型是快乐的失败者。





HBR：
 如何证实你的原型分析得到了正确结论？



拉佩尔：
 支持我的研究结论的，并不是某个特别成功的咨询案例，也不是生理学相关研究。一般来说，当我发现听众开始发笑，我就知道自己接近真相了。我经常会说销售员是快乐的失败者，听的人都开始自发地笑起来，这是一种直觉反应。

再比如，谈到美国时，我会说这是一个高度流动的国家，但特别看重“家”的概念。美国电影中有一部永恒经典——《绿野仙踪》，片中多萝西反复告诉我们，“家是永远无法取代的地方”。还有那句家喻户晓的台词，“E.T. 打电话回家”（E.T. phone home）。我说，美国人买下流动的家，然后从不搬家，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听到的人都会笑出来。如果这样的情况反复发生，那么这种重复就是确证。




延伸阅读


《了解销售管理者的处境》

Understanding What Your Sales Manager Is Up Against



巴里·特雷勒（Barry Trailer）、吉姆·迪基（Jim Dickie）

《哈佛商业评论》2006年7-8月刊



互联网带来的信息不对称，使销售管理者面临新的挑战。现在，客户可能比销售员掌握更多知识，销售培训必须帮助销售员应对这一点。




《激励销售员不能只靠钱》

Getting Beyond “Show Me the Money”: An Interview with Andris Zoltners”



丹尼尔·麦金（Daniel McGinn）

《哈佛商业评论》2015年4月刊



安吉斯·索特纳斯（Andris Zoltners）是销售分析的开拓者，他分享了管理销售团队、制定薪酬体系的最佳方式。索特纳斯指出了企业在薪酬方面常犯的错误，并认为最大的问题可能是过于重视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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黛安·库图
 是《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编辑。本文原载于《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2006年7-8月刊。





特写 Feature



拆除“销售机器”

DISMANTLING THE SALES MACHINE

布伦特·亚当森（Brent Adamson） 马修·狄克逊（Matthew Dixon）

尼古拉斯·托曼（Nicholas Toman） | 文

熊静如 | 译 王晨 | 校 李源 | 编辑




随着技术的不断突破，客户的学习能力和掌握信息能力越来越强，过去习惯于一板一眼规范行事的“销售机器”失灵了。销售领导者应该放弃他们对流程的苛求，采用另一种灵活的方式，允许销售人员依照自己的洞察力和判断展开行动；组织同时需要改善销售氛围，建立正确的激励措施和奖金制度。





[image: ]





一
 直以来，销售领导者都在强调销售的规范流程，创造了机会计分卡（Opportunity Scorecards，比如访问的成功率、每百次访问平均得到的订单数）、资格条件（比如销售人员的情商、交谈能力）、行动衡量指标（比如销售人员每天平均拜访客户次数、每次访问所用时间、销售访问的平均收入）等规范标准。这些标准构成固定销售流程，帮助团队成员“复制”销售明星的成功方法。这让销售团队变成了“销售机器”，致力于用非理性的效率追求世界一流的销售工具和培训，赶超专注度不够高、缺乏章法的竞争对手

销售机器一直是提升销售生产效率的主要手段，然而，客户购买行为的巨大改变给了传统销售猝不及防的一击：如今即便销售领导们让员工更加严格地遵守这些曾经的金科玉律，销售业绩还是越来越不稳定。企业销售周期变长、转化率降低（指将已有的销售线索转化为真正的销售对象，并发现更多对你的产品或服务感兴趣的新客户），销售状况更加难以预测，利润率也受到压缩。这一切显示，销售机器失灵了。

不过好消息是，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出路所在。我们在CEB公司进行的研究中发现，那些曾令销售机器无比高效的方法，恰恰是如今令销售变得举步维艰的罪魁祸首。我们还发现了在新环境下获胜的关键：领导们必须放弃他们对过程的苛求，采用另一种灵活的方式，允许销售人员依照自己的洞察力和判断展开行动。



“见解式销售”崛起

过去，寻求商业解决方案的客户不得不在购买初期向供应商寻求指导，因为无法从其他地方得到重要的信息。而现在这一状况发生了改变，客户能够获得海量信息，与供应商打交道时，他们已经明确知道自己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可以采用哪些方法及意向价格。这种情况下，强调过程规范的销售机器却没有给销售人员留出与掌握大量信息客户打交道的变通空间，因而变得举步维艰。除了打价格战，销售人员几乎无计可施。我们曾在《哈佛商业评论》2012年7-8月合刊发表了《超越解决方案》（The End of Solution Sales），指出有创造力和适应性、能够以颠覆性的思考挑战客户思维、拿出客户意料之外解决方案的销售人员，才是新环境中的宠儿。（
参见边栏《应对掌握信息的客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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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解式销售”(Insight Selling)更加灵活，并能意识到实现销售目标的方式不止一种。若想用正确的方式传达正确的观点，你需要找出客户已经明确的需求和已经推断出的解决方案，明确谁是决策制定者（这一点通常并非一猜即中），还要弄清楚改变客户的想法所需的代价。所谓最有效的销售方式因情况的不同而不同，有时甚至差异很大。正因如此，我们看到，近年来，特定销售行为与特定销售结果之间的耦合关系正逐渐消解；按部就班地采用规范的销售技巧，如今也无法保证可预期的进展。

在见解式销售中，销售领导者应该怎样做呢？为找出这一答案，过去几年中，CEB从我们的会员客户中，选取了各个主要行业和地区具有代表性的30多家B2B企业，调查了它们的2500位销售人员。我们特别关注了帮助明星销售员成功的管理因素和组织因素，通过对销售主管、销售运营主管、销售培训主管以及一线销售经理的100多次结构化访谈，我们验证了定量结论。

研究显示，多数大型B2B企业还是习惯墨守成规——通过让销售代表严格遵照“最佳”销售行为规范来实现高效率。这些企业都是销售机器的最佳诠释：严格的过程导向、清晰的职权范围、正式规范的严密管理系统。销售机器企业着重强调个人业绩，同时培育竞争氛围，频繁举办竞赛活动、发起销售战役，不断更新业绩排名榜。它们密切关注短期目标，尤其是销售周期长度和结单率。

反观见解式销售行为所处的企业氛围，我们发现，它就像是销售机器的反面。它有两个主要特点：公司强调销售人员的个人判断能力而非对条条框框的遵从；管理重点在于提供指导与支持，而非检查与命令。从这两方面改善销售组织是非常重要的一步，这样的转变能够给予销售人员决胜新环境所需的支持和自由度。



改变组织氛围

判断导向型销售组织的氛围，与其他高技术型人才群体中常见氛围很相似：管理者都在其中担任教练而非执法者的角色；员工在相当大程度上进行自管理；强调合作而非竞争；把长期产出而非短期内对规则的遵守状况作为评价标准。

要想建立这样的氛围，销售领导者必须重新思考管理的方式、业绩评估的标准。管理者要做的不再是要求销售人员遵循销售行动守则完成规定动作，而是专注于客户行为，尤其要注意一些信号，它反映出客户是否会对销售提出的方案有所反应。这些信号包括：现行解决方案不具有效性；承认其他供应商给出的方案不太可行；提供其他供应商没有获得的信息；所修改的采购要求和细则，体现了本公司的优势。管理者所做的这种转变，会让销售人员获得更大的自主判断空间，从而选择最有效的销售方式。

我们的研究指出了建立新的组织氛围所需的一系列改变。首先，我们的数据显示，判断导向型组织中的销售人员会在销售漏斗（Sales Funnel是科学反映机会状态以及销售效率的一个重要的销售管理模型——译者注）的前期创造需求，不会暂缓对需求的回应，这点非常重要。这是在加强销售漏斗建设，而非强求销售漏斗的效率周期。如果薪酬制度、数据表以及销售活动都将效率和速度放在首位，销售领导者就已经在不知不觉中与大客户站在一起，将销售人员逼入价格战的深渊。因为与明确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只是在寻找最低价格的客户做成一笔交易的时间可以很短，而要想改变客户的想法、让他们了解你提供的解决方案最有价值，所需时间则长得多。

其次，数据显示判断导向型的销售组织管理者会在任职资格、优先项以及个人发展方面给予销售人员更大的空间。我们的数据并不是说过程和结构一无是处，不过，倘若销售人员得到的是支持而非命令，对结果负责而非对完成特定活动负责，那么他们在与掌握大量信息的客户打交道过程中，会更容易获得成功。正如一位销售领导者所言：“成功方法在今日没有一定之规，正确的方法和错误的方法一样多，因此，我们最应关注的是目标而非路径。”

再次，研究还显示出其他一些因素的重要性，包括：鼓励创新、销售人员的主人翁意识，以及在衡量销售人员业绩时少关注他们对“普适路径”的执行状况，多关注他们个人业绩的总体增长。



[image: ]

核心观点


问题


一直占据统治地位的规范的过程导向型销售方式，如今却步履维艰。销售周期延长、转化率和利润下降，销售状况更加难以预测。




观点


由于客户越来越了解自身需求和其他可选方案，销售人员必须拿出颠覆性的见解和别出心裁的解决方案。固守旧规范销售流程的销售者将无法做到这一点。




经验


卓越销售人员运用判断力和创造力来引导客户做出某些行为，这些行为是销售成功的信号。作为支持者，管理者应做到：鼓励大家以合作的方式制定战略、解决问题；与上级、同级和下级展开言之有物的广泛交流；聚焦长期的而非短期的业绩。





上述研究结果令许多销售领导者感到不安：顶尖销售人员可以在判断导向性氛围中成长，但其他人也可以吗？要知道许多表现平庸的销售人员得益于，或者说依赖于明确的指令。这里需要明确一点——为平庸销售人员提供支持并不意味着回到销售机器的老路。关键在于，管理者给销售的相当大的自由发挥空间，在特定节点提供指导，同时追责。

我们将在下文中探讨如今的销售组织在走向判断导向型氛围时的两种迥然不同的方式。第一种是“客户确认型销售漏斗”（Customer-Verified Sales Funnel）。这种方式广为人知，它来自销售机器的时代，现在已不常用。在该模式下，销售人员和其管理者一直是用一种结合了销售活动和客户“确认表现”的方式来追踪销售过程进展。“确认表现”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客户对销售人员建议的方法进行小范围试点。企业追踪并衡量诸如此类的确认表现，但同样关注，或者更关注销售人员引发确认表现的行动。它们通常用客户关系管理系统（CRM）追踪这些行为，并用收集到的信息来预测销售状况，或是用来评估销售漏斗。




销售人员需要更多的判断力，只有情商是远远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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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掌握信息的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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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销售战略通常专注于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既然客户所得到的信息主要来自供应商，那么你该如何成为客户第一个咨询的人？一旦成为客户的首个信息源，销售者就有望促成交易。这种路径类似于：在客户寻求信息的初期找到客户，抢在他人之前给出解决方案，强调自己的方案最能满足客户所需，以比竞争者更快的速度推进并完成交易。




同产品部门的同事们一样，销售领导者也在业绩管理系统上进行大量投入，用它来追踪销售人员对销售规范流程的执行状况。他们还不断地调整销售机器的性能。只要供应商提供独立的产品、控制产品信息，这种方式就能够很好地运行。

但如今，供应商已经从销售简单的、容易被商品化的产品转向提供复杂的解决方案。客户对于规模、不稳定因素和成本非常谨慎，会更深入地了解交易内容，他们会在更多利益相关方之间寻求共识。决策者一锤定音的销售时代已经一去不返。IT业的销售高管抱怨说，仅仅与购买方CIO打交道还不够，医疗设备供应商则对他们需要卖给采购机构颇有怨言。更糟的是，即使销售人员找到这些利益相关方并赢得他们的青睐，他们仍需要将这些来自各方的青睐变成买方的组织决定。

掌握信息的客户能够清晰地了解自己的需求、潜在的解决方案，以及自己愿意支付的价格，带着大量信息来面对供应商。供应商在这样的客户面前，通常除了价格之外没有可谈判的空间。

因此，供应商如今面对的最大的挑战并不是竞争对手的销售能力，而是客户的学习能力。对抗竞争对手的销售能力需要优秀的销售规范，以往的流程只包括一小时内打更多电话、一星期内做更多拜访等等；而对抗客户的学习能力，则需要优秀的教导能力，告诉客户他们所忽视的有关其企业的新颖而又重要的信息。最佳销售尤其擅长这种教导，还能将这些洞见加入他们所提出的解决方案中。



（返回原文阅读）








领先的销售组织采取了两项重要的转变，首先，它们追踪并报告客户确认表现，而不是销售人员的行为。这种转变明确地鼓励销售人员以最佳方式实现某种目标，而不是简单地按部就班。这样一来，销售人员可以更加创造性地思考如何令客户做出某种反应。在千变万化的销售环境中，没有哪种特定销售行为一定奏效。其次，第一流的销售组织不仅会核查销售后期那些预示最终成交的动作，还会核查早期那些体现客户是否愿意改变、准备改变的信号。因为这样的销售方式重点放在创造需求，而不是简单地迎合需求，所以客户愿意改变就成了销售成功的先决条件。追踪客户态度的转变需要更细致的追查，例如，销售人员除了要留意客户是否安排了预演，还要观察买方是否开始承认现有方法表现欠佳。

以在全球领先的人力资源管理公司ADP为例，该公司使用客户验证销售漏斗找出了一系列的“确认表现”，这些确认表现能体现出客户如何做出复杂的购买决定，读懂了它们，销售管理者就能开发出更好的工具并为销售人员提供更好的指导。比如，销售漏斗评估（Pipeline Review）已经截然不同。以往按部就班的指导包括“你与决策者确定好时间了吗？”“你确认过他们的购买预算吗？”“你把提案发给客户了吗？”而现在则是管理者与销售人员合作，共同思考如何引发某种确认表现。比如，如果试图实现的确认表现是“客户认同现状不可持续”，管理者可能会问销售人员：“我们如何告诉客户，他们现有的解决方案存在巨大风险？”如果试图引发的确认表现是“客户明确表示有充足的购买预算”，管理者可能会问：“如果客户本年度预算不足，我们该如何帮他们创造性地思考筹集资金的方法？” ADP销售代表、经理和行政人员在为期三天的洞察力销售学院中，深入地接触这种思维方式。

一家领先的制造业公司，我们暂且称其为A公司，为了创建新的销售氛围，采用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思路。这种做法在一线销售团队中很罕见。A公司组建了由业务代表、解决方案设计专员、项目主管构成的三人“市场团队”，团队的任务是在指定区域内发展50到150名客户，每个团队都相当于公司的一个特许经营部门，直接向地区总经理汇报。每个团队都有独立运营权限和盈亏责任，只要方法不违背公司政策，它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争取客户。团队可以自行选择是否遵守销售流程，自行决定卖哪些产品或解决方案，唯一的要求就是实现区域内销售额和利润的增长。A公司与ADP一样，让销售人员对他们创造的结果负责，而不是对销售的方式负责。

A公司还给每个团队配备了一名销售管理者，不过他们的角色不是上级主管，而是同级别的指导员，负责帮助团队找到完成交易的方法并一起执行。这改写了我们对“管理者”的定义。虽然销售管理者与他所带的团队目标一致，但对目标负责的却不是管理者，而是团队；此外，所有团队每两周见一次财务人员，由财务人员评估团队战略，评价其实现目标增长的可能性。

团队运作一年后，A公司在这些区域的平均单笔交易额增加了一倍多，同时成本下降近40%，且下一年的预计收入会更高。更为重要的是，同行业的销售人员如今都被这种销售氛围所吸引，愿意受雇于A公司。



改变管理者的职责

我们对销售人员的调查显示，尽管建立判断导向型销售氛围是大势所趋，但大多数企业中的销售经理依然在强调服从，而非判断力和创造力（
参见边栏《服从氛围仍占主导地位》

 ）。不过，嘉吉公司（Cargill）、Oakwood Worldwide、雅富顿化学（Afton Chemical）、Esri Australia以及Centurion Medical Products的部分管理者致力于改善销售氛围，在鼓励并支持新的销售方式方面表现不俗，通过与他们对话，我们发现他们具备三项与众不同的行为特质。

助力他人。他们不会告诉团队该做什么，也不会像销售中常见的那样直接插手交易。我们采访的模范销售管理者更像是联接者，负责将团队与外部连接起来；鼓励大家用合作的方式制定战略、解决问题。他们经常组织讨论，让团队成员参与交易的复盘和规划会议，鼓励创新思考，鼓励质疑。这样一来，他们团队中的销售人员对公司各个范畴的业务都更加了解，他们之间也常常交流：怎样处理一笔特别棘手的交易，遇到的机会是否有价值等等。比如，某位高层管理人员很好地利用了这一点：面对团队成员提出的问题，他会与两位销售新手、两位经验丰富的销售人员一同出谋划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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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从氛围仍占主导地位

销售人员在与掌握大量信息的谨慎客户打交道时，需要一些自主空间，但在许多组织中，包括在那些试图引入新销售方法的组织里，销售人员报告称，销售氛围以监控他们对既定程序的执行情况为导向，而不是鼓励他们自行决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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氛围VS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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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调查的一些销售领导者表达了他们的疑虑。他们担心，改变销售组织的文化，鼓励销售人员运用创造力和判断力，但却不在公司层面改变企业文化，这对他们的能力而言是一个过高的要求。


但是，正如我的同事威廉·马赛（William Macey）所言，他们忽略了“文化”与“氛围”的重要区别。文化建立在企业领导者和员工间牢固的信念和假设之上，外部利益相关方以及客户，进一步强化了这种信念和设想。这些东西有时是潜在的，根植于公司的传统和历史之上，领导者凭一己之力很难改变公司文化。而氛围，按照行业和组织心理学家的描述，则更加柔软易变。它不是隐性的信念产物，而是来自显性的组织实践。氛围反映出员工日常工作中的体验，领导们可以通过他们释放的信号、设定的优先级以及团队的办公环境，在销售组织内部创造新的氛围。





CEB对销售及其他员工生产力有大量研究，我们发现，最重要的一个驱动因素是交际能力，即员工如何高效地运用他们的人际关系网络来提升自己和同事的生产力。我们访问的模范销售管理者在这方面尤为精通，善于将团队的关系网效果最大化，鼓励团队成员建立、利用并扩展人脉。

非正式交流。这些管理者定期与上级、下级和平级之间进行交流，获得源源不断的信息流。这令他们对手下销售人员了如指掌。交流活动常常是随兴所至的，并没有固定的计划。同样地，管理层并不只在交易复盘和销售漏斗评估中指导销售人员，也不会只依据销售人员在近期报表中的业绩进行指导。实际上，指导常常润物无声地贯穿于持续的对话中。这些管理者一直处于“指导模式”，听取团队心声，提出问题并给出指导。正如一位管理者告诉我们的：“我不需要强迫我的团队汇编拜访记录和交易报告，因为我们一直在对话，就连团队在‘前线作战’时也是如此。不过，如果他们都在跟进没有前景的业务，我就不能再采取非正式对话的管理方式了。每次非正式交流谈话都一定要言之有物并且能切实推进业务进展。”

放眼长远。这些管理者并不像其他销售经理那样，因为销售人员的短期成交量高和项目完成的速度快而奖励他们，而是鼓励销售人员建立能够产生长期效益的销售漏斗。让销售人员“舍近求远”并不那么容易，管理者需要对他们进行大量培训，才能让他们抵挡自己在季度末冲销量的欲望——那种欲望会驱使他们打折促销、从销售复杂的解决方案转向简单地兜售产品。要做到放眼长远，管理者需要监控客户的确认表现、预测销售状况，以及引导销售员用创造性和批判性思维去面对最有价值的交易，而不是将大批潜在交易的进展过程和销售活动一把抓。



呼唤新型人才

判断导向型销售氛围会逐步分化销售团队。它能唤醒许多销售人员的潜能，也会抛却那些安于在销售机器里听取指令的人。销售领导者需要重新思考如何招聘销售人员，以确保他们能够在新氛围中成长。

观察CEB收集的来自全球400多万专业销售人员的数据，我们发现，在见解式销售所需的几项能力上，当前只有17%的销售人员得分较高。此外，销售人才市场过分强调情商重要性，青睐情商较高者，而如今的销售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判断力，对销售人员的认知能力要求越来越高，只有情商高是远远不够的。有能力在新环境中成功的销售人员实属凤毛麟角，管理者除了可以使用选择和评估工具来发现这类人才，还可以考虑在销售领域以外，寻找具有出色的思辨能力且愿意从事销售的人才。




销售人员如何运用判断力

下表为销售人员在销售过程中不同的阶段可运用的几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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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吸引并留住这些非传统意义上的销售人才，领导者必须采取两种方式，重新检视其雇佣价值主张。首先，他们必须强调合作和判断的重要性。这些人才需要能允许个人决策的环境。为了传达这个信息，销售领导者最好避免采用千篇一律的招聘广告，比如“招聘：愿意加入快速发展的、具有竞争力的销售组织，希望获得更高收入，且经验丰富”。他们应该以这样的方式描述职位：“招聘：正在寻求锻炼判断力机会、愿意为业务增长承担重大责任的批判性思考者。”

其次，领导们不能继续强调外在的短期奖励，比如浮动工资，而必须转向本质的、长远的激励因素，比如自主权、为客户带来价值的机会。虽然人们常说，只有钱才能让销售员工作兴奋，但我们的数据及其他人的研究显示，短期激励虽能促进简单的交易型销售，但随着销售越来越复杂，这种传统薪酬激励制度的效力正在逐步消失。

我们的研究显示，建立在正确的激励措施和奖金制度之上的销售氛围，能使销售人员的工作投入度比职位要求高出10%，同时还能将他们继续留任的意愿提高30%。

销售机器之死只是冰山一角，其下隐藏着更宏大的转变。这种转变涵盖了各个业务职能和行业，体现了工作“永远在变”的本质：经济增长从劳动密集型工作转向知识密集型工作，管理也随之转变，将关注的重点从建立零错误率的生产流程转向招募并调动高素质人才以驱动创新。

在销售领域中，这场转变正在我们眼前上演。倘若企业固守销售机器，便只能静待利润下滑，因为他们的解决方案缺少针对性，他们的顶尖销售人员会寻找不同的环境。知识工作者的领导者都知道，简明成功之道是：找到最好的员工，创造能令他们施展才能的环境，提供必要的工具和指导，然后任其自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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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伦特·亚当森
 、马修·狄克逊
 和尼古拉斯·托曼
 分别是CEB（Corporate Executive Board，美国咨询公司）董事总经理、执行董事和研究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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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再让销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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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琳·安德森（Erin Anderson） 文森特·奥涅马（Vincent Onyemah） | 文

王晨 | 译 牛文静 | 校 时青靖 | 编辑



[image: ]





每
 个销售员都会告诉你，“客户是上帝”。他们有时是认真的，这当然是好事。如果你继续追问，销售员可能会告诉你，区域经理才是上帝，而这也不见得是坏事。但如果销售员不确定谁是真正的老板，问题就来了。他们的困惑可能表明，公司的销售控制体系，即定义销售团队管理方式的各类规定和做法，可能存在冲突。过去20年，在研究销售和销售团队表现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这类冲突总会给销售部门带来问题。如果销售员难以解决或规避体系中的冲突，不良后果就会不断累积，先是影响个体，接着扩展到整个销售团队，最后甚至让组织陷入困境。销售团队会逐渐失去最佳人才，离职率飙升。我们研究的一家欧洲跨国企业，每年在本土市场损失约一半销售员，这种状况持续了五年。其他企业也许处境没这么艰难，但仍然可能损失大量收入。

我们对38个国家50家公司的2500多名销售员进行统计研究，结果发现，要求客户至上的管理体系与要求上级指示优先的销售管理体系之间，存在显著却常被忽视的差异。在下文中，我们将介绍销售管理体系内部冲突的潜在后果，并根据战略、竞争环境、能力和时间周期，帮助管理者判断哪类控制体系更适合本公司。



两种管理文化

销售团队的文化和业绩，是管理体系的产物。管理体系规定企业如何培训、跟踪、监督、激励和评估销售员，并持续、自动地显示出管理者对销售团队的要求。销售员想做的事（付出很多时间和金钱达成交易）和可以做的事（利用有限资源达成交易）必然会发生冲突，这时管理体系会告诉他们如何权衡。管理体系还会影响销售员认识业务挑战、看待自己工作和完成任务的方式，以及对特定业务指标的关注。




很少企业会把对销售的控制权完全交给客户或管理者，力量平衡很重要。





所有销售管理体系都有八项基本要素，其中包括管理者对日常销售活动的干预程度、销售员的薪酬类型、绩效评价标准的数量和类型等。（
完整列表参见图表《谁来做决定？》

 ）构成每项要素的规定和做法，都介于两种管理风格之间：一种是要求销售员把客户放在首位的结果控制（OC）体系，另一种是要求把区域经理的指令放在首位的行为控制（BC）体系。采用OC体系的企业重点要求销售员达成特定结果，而并不关心达成结果的方式。相反，采用BC体系的企业更重视销售员达成交易的方式，而非完成的销售量。


OC体系：客户是上帝。
 采用OC体系的企业重视评估和奖励特定结果，即销售员通过与客户互动取得的成果。这些结果有很多种，如销售额、利润率、利润贡献、客户钱包份额、市场占有率、新产品销售额、重复购买、应收账款到账时间，等等。企业通常只会强调并跟踪部分结果。采用OC体系的企业一般会将销售员的薪酬与两三项核心指标挂钩，每名销售员的很大一部分薪酬都由客户的行为决定。

在采用OC体系的企业，销售员享有很大自主权，也被要求使用自主权。公司将他们视为创业者，希望每个人制定并执行自己的战略，从而找到客户并达成交易。对销售员来说，让客户开心比让管理者满意更重要，他们在和公司的谈判中总是站在客户一边，因为与客户的关系总是更重要的。雇主单纯是一个创造利润的实体，因此OC体系下的销售员很容易跳槽到薪水更优厚、产品更好的企业。

OC体系下的管理者人数较少，每个人的覆盖面很大，这通常是因为他们在进行监督管理的同时，也要完成销售业绩目标。实际上，他们并不是在传统意义上管理员工，而是努力让下属认同，管理层的要求符合销售团队的最大利益。

OC企业的文化是竞争性的。一名销售员拿下大单，所有人都会知道。奖励是具体实在的，会让邻居和亲戚都看得到。这当然包括钱，但也有免费旅游、汽车、商品、有人给付账的生活方式，还有奖章、奖杯、公司通告里的个人照片等表彰形式。这种体系中的销售员不惮于展示他们赢得的奖励，因为他们知道好事不总有。一旦业绩下滑，他们也要付出代价。


BC体系：管理者是上帝。
 采用BC体系的企业更重视评估和奖励销售员在工作中的特定行为。管理者评估销售员的实际行为，如努力方式、活动、工作时长、开支等，以及销售员有能力做什么（至少在理论上），如知识、技术、能力、资质等。管理者还会评估销售员的个人特质，如长相、仪表、受教育程度、年龄等。BC企业的销售管理者使用大量评估标准，其中很多是主观的（这位销售员的魅力有多强？）或难以观察的（这位销售员达成交易的能力有多强？）。很多时候，这些评价标准确实模糊不清，管理者可能也说不清自己如何使用这些标准。在BC体系下，销售员薪酬中的大部分是固定的（有上限的工资），浮动部分则与管理者鼓励的态度、行为和能力挂钩。




本文内容简介

核心观点

对于销售员的工作优先项，你的公司是否在发送自相矛盾的信号？例如，你可能会根据销售员的最终产出（发展新客户、重复购买等）实施奖励，从而鼓励他们尽可能取悦客户。但同时，你也可能要求销售员以某些方式（特定销售方法、费用限制等）达成交易，说明他们真正的工作是取悦管理者。如果取悦一方意味着无法取悦另一方，销售员的业绩将会下降，团队中最优秀者可能选择离开。

如何解决这种损害销售表现的冲突？作者建议企业采用内在一致的销售管理体系。首先，决定绩效评估标准：利润还是实现利润的方式？其次，提供适当的管理监督：销售团队缺乏经验、需要指导，还是经验丰富、适合独立工作？接着，根据绩效评估方式制定薪酬：看重结果，则按绩效付酬；对销售方式有要求，则设置固定薪水。

让销售管理方式与公司优先项协调一致，你的销售团队将同时为客户和管理者创造最大价值。



理念回归实践

如何建立内在一致的销售管理体系？作者建议采取以下做法：




分析目前的管理体系


销售管理体系以客户还是管理者为优先？下表显示了两种体系最极端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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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内在冲突的情形


除了干涉过多的管理者，管理体系内在冲突也有其他表现形式。例如，有些管理者强调优先客户，但并不明确规定销售结果如何影响个人业绩评估和奖酬。




实例


一家西非银行表面上严格根据销售员每月揽储金额进行绩效评估，给每名销售员制定了目标。但很多未达到目标的销售员却在继续工作，有人甚至先于绩效优秀者得到晋升。很多高绩效销售员感到，所谓绩效评估只是支行管理者的主观判断，因此离开了该银行。



选择合适的体系

有些情况明显适合客户优先或管理者优先的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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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些情况下，销售管理体系应兼顾客户和管理者。




实例


保险行业通常采用“客户是上帝”的管理体系，但高离职率导致很多销售团队经验不足。采用优先管理者的管理体系起初会帮助初级销售员成长，但随着销售员不断积累经验，管理者的监督会引起不满。解决方法是设置两个并行的销售团队，让经验丰富的销售员从“管理者是上帝”的体系转到“客户是上帝”的体系。





在BC体系下，绩效评估和薪酬是不可分割的，因此销售管理者的指导建议也就几乎等同于指令。BC企业的销售员对管理者的任何提示都非常敏感，他们会讨论公司现在和未来想要什么、期望什么、奖励什么。虽然肯定有人在什么地方关心业绩数字，但在当下，销售员的关注点、要求、行为和计划，都围绕着直属上司可能在他们的考评报告里写的东西。

BC企业的销售员固然关心具体、物质性的奖励，但他们的驱动力大部分来自内在回报，如成就感、个人成长、解决问题带来的自我价值感，以及提供优质服务产生的满足感。此外，他们看重人际和谐度、培训、升职潜力、办公福利等因素。BC体系中的销售员虽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站在客户一边，但他们很清楚，公司必须分享到足够多的价值。

当然，这两种控制体系都比较极端。很多企业采取折中的方式，让管理者的力量和客户的力量取得平衡，从而达到不错的效果。大多数销售团队也应该是这种状态。几乎没有企业有必要把销售团队的控制权全部交给客户，或全部交给管理者。

然而，由于人们倾向于把适合自己的方式发挥到极致，维持平衡并非易事。一般来说，企业中最有经验、最成功的销售员会逐渐主张向OC方向靠拢，特别是在薪酬方面。这些销售员能拿出业绩，而且他们知道，相比管理者的观点，业绩在管理者的上司眼中更有说服力。而管理者自然而然想要建立“帝国”，希望销售员更加服从，因此他们主张BC体系。这些管理者可能会坚持更多参与销售过程，要求销售员提交客户拜访报告，等等。

单独来看，每种主张都有道理。但叠加起来，这些变化会带来灾难性后果。让销售员自主去争取理想的结果，这会带来益处。同样，限制销售员的自主权也有价值。但管理者可能认识不到，同时采取这两种策略是行不通的。最终，销售管理体系的各个部分，开始滑向不同的极端。一家公司可能用很多标准来评估销售员（BC风格），但欠缺跟踪和培训（OC风格），因此整个管理体系就失去了内在一致性。由于变化是逐渐发生的，很多组织忽略了控制体系协同不佳的事实。销售员不得不忍受这种状况，否则只能辞职。管理者则能够接受，甚至欢迎这种状况。（
见边栏《为何没有注意到销售团队协同不佳？》

 ）把销售部门的所有要素协同起来，可能在人际上和财务上都很困难。由于不了解可能的后果，企业就意识不到，控制体系的内在冲突拖累了业绩。



评估内在一致性

为了解本公司销售管理的内在一致性，你可以把管理体系列成一张表。（
见图表《评估管理体系的内在一致性》

 ）对于管理体系中的每项要素，分析你的管理手段更偏向OC或BC。如果管理体系内在一致，各个点应大略形成一条直线；如果不一致，你会看到明显的折线。

管理体系内在冲突有三种常见形式。最常见一种的特征是“无处不在的管理者”。例如，某公司总体上采用OC体系，管理者用少数几项重要结果评估绩效，并相应调整薪酬。但在工作中，管理者偏向BC风格，频繁与销售员沟通并密切监控他们的行动，却无法提供真正的BC体系所需的指导。在这种体系下，销售员抗拒管理者的干预，并试图专注于薪酬和业绩目标。而管理者则试图修正销售员对“低利润”订单的“过度”关注，他们指责销售员不配合工作，并设法将销售员的注意力转移到他们认为应该做的事情上。一家提供高端制图服务的公司就是这种情况。该公司有很多规模和需求都不同的客户，因此销售员必须根据每个客户的具体情况进行推荐。销售员的收入主要来自佣金，且仅与少数几个绩效指标挂钩，这鼓励他们充分发挥自主性去达成交易。但管理者介入过多，总在探查销售员的行动，还经常指示他们去做别的事情，让销售员疲于应付。由此产生的摩擦消耗了团队的能量，也给客户造成损失。好在管理者及时认识到问题，减少了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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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来做决定？

构成销售控制体系的规定和做法可分为八类，它们体现出管理层对于销售必须思考的问题。通过思考这些问题，管理者能够决定采用结果控制体系或行为控制体系，或将二者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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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常见问题是“佛性管理”，即企业采用BC体系，却未能给销售员提供足够的指导和与管理者沟通的机会。销售员不清楚管理者的想法，也不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做，而客户的影响力不足以填补其间的空白。在我们研究的一家健康管理公司，销售管理体系的价值观、绩效指标和评估标准都倾向于BC，但本该跟踪销售员表现并提供指导的管理者，却因为自身也有销售任务，在很大程度上缺位。该公司销售管理者的频繁轮换加剧了问题，销售员总要适应新上司的不同要求——既然老板是上帝，他的任何想法都必须认真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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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没有注意到销售团队协同不佳？

内在冲突的销售管理体系，表面上可能显得很稳定。这是因为，在缺乏内在一致性的环境中，总有人不仅能生存，甚至活得很好。这些人的工作经验和销售业绩，让他们懂得利用体系中适合自己的部分，同时忽略不适合的部分。他们会逐渐建立适应环境的机制，找到体系的内在矛盾中蕴藏的机会。这类销售员可能经历了多次跳槽，在其他地方培养了能力，他们虽然在目前供职的公司缺少人际资本，但可以用其他优势来弥补，如深厚的人脉或业内声誉。

如果销售团队中有很多这样的人，而且他们的业绩能够弥补低绩效者造成的损失，内在冲突的管理体系可能会在很长时间中运转良好，并不显露出缺陷。但这种局面不可持续。销售明星总会退休，而临近退休时会放慢节奏。同时，公司很难留住足够多优秀的年轻人来延续资深销售员的工作，又招不来合适的人手。问题一旦开始暴露，形势会很快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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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管理体系内在冲突的第三种常见表现，可称为“黑洞”，即绩效评估方法不明确的OC体系。在这种情况下，销售员感到组织仅仅关注最终结果，而这些结果如何体现到个人绩效评估和奖酬，则完全不清楚。销售员认为这种管理文化充斥随意性和权术，对此持嘲讽态度，而高绩效者感到挫败、失去工作动力。我们研究的一家西非银行就是如此。该银行有近4000名销售员，大多是缺少银行从业经验的大学毕业生，工作内容是向个人储户揽储。理论上，销售员的绩效与每月新增储蓄金额严格挂钩，每名销售员都必须完成事先设定的目标。但在执行中，很多销售员无法完成目标，却得以继续工作，有些业绩不佳的销售员甚至先得到升职。销售员感到，所谓绩效评估，依据的只是支行管理者的主观意志。高绩效销售员感觉受到不公平对待，很多人最终离开了该银行。



你需要哪种体系？

管理体系的内在一致性并非问题的全部，它还必须在OC和BC这两极之间取得恰当的平衡。平衡点落在哪里，则取决于企业的具体情况，如资源、限制条件、战略、组织文化、时间周期等。外部环境也必须考虑在内，如需要遵守的当地文化规范和法律法规。例如，相对于瑞典、日本、韩国等国家，OC控制体系在美国、加拿大、阿根廷、意大利、尼日利亚南部、印度部分地区更受欢迎。因此，跨国经营的企业应在不同销售团队设置不同的控制体系。不过我们的研究发现，企业应根据特定情况，明确采用OC 或BC体系。


OC适用的情形。
 一般来说，如果销售员对结果有重要影响，即他们的技能和努力程度是销售业绩的最大决定因素，OC体系就是合适的。这种情况下，销售团队的弹性很高，销售策略变化或人员变动，会对结果产生显著影响。如果销售员对最终利润的影响很大，那么给予他们自主权和充分的奖酬就是值得的。具体而言，OC体系适用于下列情形：


• 客户需要信息。
 尝试解决新问题、或给已有问题寻找新的解决方案时，客户需要大量信息。他们可能不清楚具体需要什么信息，但知道将要做出的决策非常重大。这类客户会花大量时间收集和分析信息。在这种情况下，优秀的销售员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客户的想法，而OC体系能帮助销售员发挥最大能量。


• 销售是开放的。
 在有些企业，特定销售交易有一定的可预见性或条件。例如，营销预算最高或开价最低的公司，通常相比竞争对手有明显优势。但在很多情况下，很难预测最后的赢家是谁。这时，优秀销售员能够左右最终结果。与上面那种情况一样，OC体系也能激励销售员付出最大努力、充分发挥创造性。


• 客户信任销售员。
 在有些行业，客户与销售员建立紧密的关系，完全听从销售员的建议。例如，优秀的投资服务销售员会塑造客户的思考方式，让客户把他当成“自己人”。这样的销售员更适合在OC而非BC体系中工作。


• 有多种达成交易的方式。
 如果有多种不同做法都可以带来理想结果，OC体系就是有效的。在这种情况下，管理者没有必要对工作方式提出硬性要求。如果管理者不确定哪些做法有效、哪些无效，也可以采用OC体系。例如，保险行业普遍采用OC体系，因为保险销售既包括典型情境（对人寿保险、汽车保险等产品的持续、周期性需求），也涉及个性化情境（为有特定健康问题的客户设计保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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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管理体系的内在一致性

为分析本公司的销售管理体系偏向结果控制还是行为控制，管理者可以考虑以下八项基本要素属于或接近哪种管理风格。如果八个点的连线近似直线，管理体系就比较平衡；如果连线有很多弯折，你可能就需要仔细检视销售部门的运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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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OC体系的企业必须保证销售员的独立性，这是困难的。在一家计划采用OC体系的公司，本文作者之一与管理者进行讨论，结果只用了20分钟就发现讨论根本无法进行。原因是，管理者只想抱怨下属对他们有多不尊重。管理者说，销售员对一位管理者领带的评论太刻薄。而在某次会议上，一位销售员提醒大家，当年的销售冠军挣得比管理者多，这怎么说？管理者认为这非常过分。实际上，即便销售冠军挣得比CEO都多，真正的OC企业也不会认为这很过分，反而会给予表彰。

很多企业都像上面这家公司一样，想让薪酬与层级保持一致。这是危险的。在OC体系中，如果管理者宣布设置工资上限（尤其是在销售行动开始后宣布），长期来看，公司将得不偿失。如果公司的内部文化无法接受“一个做销售的”能够像创业者一样，自主工作并变得富有，那么OC就不适合你。OC体系在法国、德国等很注重等级的文化中不太常见，这是一个主要原因。




管理体系内在冲突的代价

在很多行业，销售员必须至少拜访潜在客户四次，才能拿下第一笔订单。第五次拜访之后，销售员得到的回报将大大增加。但最终，订单会逐渐停止，这时销售员的额外努力将很少有，甚至完全没有回报。如果销售员足够聪明，或能得到管理者的有效支持，他就会转向下一个目标。每当销售员看到新的目标并研究拿下目标的方法，他都必须将时间、精力、注意力等资源集中起来。

管理体系内在冲突最大的问题在于，它迫使销售员同时关注太多事情。因为没有明确的优先级，销售员想要同时达成太多目标，从而分散了资源。每件事都很重要，所以每件事都做一点。销售员最终也没能达到实现目标所需的基本要求，却还在消耗资源，进行无法得到回报的投资。无论如何，对于意愿良好但却三心二意的销售员，客户不会买账。

内在冲突的管理体系中，销售员感到自己的工作没有整体逻辑，也没有统一方向，这让人疲惫和低落。例如，一名销售员想要面面俱到，于是可能决定保险起见，对管理者的每个信号都做出反应。假设管理者要求他完成很多次业务拜访，且每次拜访都要有详细的报告，那么他实际完成的拜访量可能不足以帮助他完成业绩目标；而因为每次拜访的时间不充足，他的报告可能信息量很少。如果销售员决定只对管理者的部分信号做出反应，他就要冒选错的风险。

在这样的环境中，销售员的士气逐渐低迷。由于得不到简洁明确的工作指令，销售员陷入痛苦——“我不知道我现在怎么样，更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他深感自己无法同时满足所有人（公司、区域经理、客户）的要求，苦恼不已。挫败感和无力感可能降低他的工作投入度和业绩。管理者可能会发现，销售员为应对相互冲突的要求而走捷径，导致不道德行为增多。最终，公司的销售费用逐渐高过竞争对手，管理失灵体现在了利润中。





最后，为让OC体系正常运转，企业需要强大的财务团队，及时（让销售员尽快拿到收入）、准确（发放正确的金额）、合理（反映出谁把什么卖给了谁）地完成工作。很多企业难以准确统计业绩结果，因此根本无法维持OC体系。为完成这项工作，这些企业必须投资信息系统。我们合作过的一家快递公司花费数百万美元重建IT系统：旧系统只能跟踪包裹从仓库到收件人这一段路程中的状态，而新系统能精确记录提交快递订单的个人，并将此信息传给销售员，后者可以持续跟踪客户。类似，制药企业与医疗市场信息提供商IMS Health等第三方合作，收集药店的处方信息，并将这些数据与市场参与者匹配起来，包括美国的独立医生、欧洲的医师团体，以及拜访这些医生和医疗团体的销售员。


BC适用的情形。
 一般来说，如果销售员不知道如何使用自主权，企业就需要BC体系。否则，销售员面对客户的要求会犯错误，使企业遭受损失。具体而言，BC体系适用于下列情形：


• 销售员缺乏经验。
 要想在实际销售中获得成功，销售员必须既知道“行为方式”，又懂得“存在方式”。缺乏这些素质的销售新手会慌乱行事、耍小聪明，甚至违背商业道德。如果得以保住工作，他们会把这些不良习惯延续下去。在很多国家，保险行业面临很大监管压力，这是一个重要原因。由于保险销售非常看重结果，加上高离职率导致大量销售团队经验不足，很多销售员把错误的产品卖给了错误的客户。政府的监管规定，实际是在要求一个习惯于OC的行业转向BC。但转向BC体系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初级销售员在BC体系下会获得成功，但随着经验积累，他们会产生不满。因此很多保险公司有两个销售团队，一个OC，一个BC。只有在BC体系下证明过自己的销售员，才有资格进入OC体系。有趣的是，采取这种双轨设计的企业发现，很多销售员并不希望离开BC体系，而且很多已经进入OC体系的销售员想回到BC体系。通过并行采用两种体系，企业能够满足销售员变化的需求，同时留住有能力、有经验的销售员。


• 企业需要保护品牌。
 很多企业有充分的理由，来控制销售员呈现产品或服务的方式。如果你的公司已经拥有或正在打造较高的品牌资产，或者产品、服务的安全性有赖于正确的使用方法，那么销售员呈现产品或服务的方式必须严格精确。无论有意还是无意，错误的呈现方式都不可接受。制药和化学品行业主要依靠BC销售管理体系，这可能是部分原因。


• 非销售业务的优先级较高。
 如果企业希望销售人员优先非销售业务，如参与产品研发，那么BC体系就是合适的。非销售业务间接助益当下销售，并直接助益未来销售，而注重当下结果的OC体系会让销售员忽略这些事情。一般来说，企业越希望销售员采取营销或战略部门的工作方式，就越应该调整他们的职位设置，减轻他们结单赚钱的负担。同样，BC体系更适合想要培养领导者和管理者的企业。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经常看到OC企业从BC企业挖人——OC企业缺乏培养优秀销售管理者的体系。


• 销售业绩难以衡量。
 相比OC体系，BC体系对财务能力的要求较低。很多企业采用BC体系，就是因为难以量化个人贡献，导致无法制定浮动薪酬规则。在这种情况下，通过采用BC体系，管理者可以终结销售团队的争论。还有些时候，问题不在于难以合理设计薪酬包，而是团队对业绩标准意见不统一。

通常，BC体系比OC体系更容易适应，这是因为它符合人们建立层级的本能。但BC体系的管理成本高得多，它不仅规定销售员的薪酬，更需要大量强有力的管理者。这些管理者需要敏锐和完整的信息系统，用于追踪销售人员的表现、活动范围，以及竞争情况。如果缺少这样的系统，管理者就无法制定有效的销售策略，也无法评估结果。只有当管理者知道鼓励哪些行为、禁止哪些行为，BC体系才是有意义的。

管理销售团队最终意味着，让销售员的优先项和公司的优先项协调一致。无论是以客户为上帝、以管理者为上帝，还是二者的平衡，最成功的销售管理体系必须契合企业的销售流程、时间周期、目标、文化和信息系统。管理者必须仔细衡量分别偏向OC和BC两类控制体系的要素，而在大多数情况下，最佳选择是在二者之间建立自洽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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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再取悦客户》（Stop Trying to Delight Your Customers）


马修·迪克逊（Matthew Dixon）、凯伦·弗里曼（Karen Freeman）、尼古拉斯·托曼（Nicholas Toman）

《哈佛商业评论》2010年7-8月刊

忘掉那些表面文章吧，因为客户想要的只是简单、迅速地解决问题。作者提出了构建客户忠诚度的五种普适策略，并提供了一套互动便捷度诊断工具。




《兼顾效率和服务》（Breaking the Trade-Off Between Efficiency and Service
 ）

弗朗西斯·弗莱（Frances X. Frei）

《哈佛商业评论》2006年11月刊

应对客户带来的不确定性是服务型企业的一项核心挑战：应当适应还是尝试减少这种不确定性？为有效管理不确定性，企业通常需要影响客户的行为。对此，作者提出了一项包含三个步骤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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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写 Feature



综合性企业的

产融协同之道

杨林 叶瑛 段甲强 于致远 | 文

李全伟 | 编辑




随着用户需求的日益增加，越来越多的公司成长为综合性企业。在一些新兴市场，这些企业占据了市场主导地位。综合性企业的一大特点是产融协同，而管控模式又各有千秋。本文研究了综合性企业不同的管控模式，主要介绍了中信集团如何选择产融并举的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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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
 业经营是实行专业化还是多元化？这是管理界一个长期争议的问题。时至今日，我们看到的一个现象是，多元化的企业集团越来越多，在中国，既有中信集团（以下简称“中信”）、华润集团、招商局集团、平安集团、中粮集团这些相对老牌的企业，也有阿里、腾讯、京东、百度这些新兴互联网企业。国外综合性企业也比较多，具有代表性的是通用电气（GE）、伊藤忠、伯克希尔-哈撒韦和三星。

综合性企业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实业和金融相结合，有的是先涉足实业，再延伸到金融；有的则是先立足金融，然后再拓展到实业；还有的是金融和实业并举。这些综合性企业如何开展协同，如何对子公司进行管控，发展路径有哪些，有哪些竞争优势，会面临什么挑战？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助于了解综合性企业的管理之道，给更多准备发展综合性业务的企业提供借鉴。

从数量上看，综合性企业不占多数，但在大多数新兴市场上，这些企业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理论界对此有过观察和分析，著名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的交易费用理论认为，企业和市场是两种可以相互替代的资源配置机制，由于存在有限理性、机会主义、不确定性与小数目条件，使得市场交易费用高昂，为节约交易费用，企业作为代替市场的新型交易形式应运而生。交易费用决定了企业的存在，企业采取不同的组织方式最终目的也是为了节约交易费用。从实践上看，企业采取多元化经营，能够更多地满足客户的需求，为客户提供综合服务，从而提高自身抗风险能力。



一家典型的产融并举企业

中信是国内最大的综合性企业集团，连续9年入选《财富》世界500强， 2017年名列排行榜第172位。目前，中信已经形成涵盖金融、资源能源、制造、工程承包及房地产等多领域的产业格局。

产融并举是中信成立时就持有的经营格局。创立之初，中信成为金融性质的投资集团，20世纪90年代中期确立“金融、实业、服务”三大业务领域，21世纪初期明确“金融为主业，培育和发展重点非金融业务”，到目前正在坚持“金融服务与实业投资并举”战略。

作为多元化企业，中信在管理上的一大特色是获取协同效应。协同效应是指通过战略指导，使集团的整体经营表现优于原先各个企业独立经营表现之和。中信的协同管理是建立在多元化架构之上，而多元化架构建立在母子公司关系基础上。中信的每个子公司都建立了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金融类子公司接受相应的行业监管，上市子公司遵循上市公司治理流程和关联交易规则等。

中信探索形成的协同管理，是基于若干行业领导者的市场化机制和体系，是在符合市场规则和关联交易要求的前提下，在清晰的业务格局中开展。（中信的发展历史和协同战略详见本刊2017年5月《中信“大协同”战略》）



中信对子公司的7种管控模式

综合性企业的管控模式要比专业公司更为复杂，主要体现在对子公司的管理方面。作为一家拥有众多子公司的集团企业，中信对子公司的管控模式主要有以下7种。


模式1：
 实施分类管控模式。中信下属的子公司，涉及业务种类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在集团业务组合中所处地位不同，因此中信需要制定差异化的管理策略，对子公司实施分类管控。

中信分别制定支持、培育、调整和退出政策及子公司经营管理政策。对于利润贡献较大、在行业内具有领先地位的重点子公司，中信希望其未来成为重要战略支柱的企业，资源上将有所倾斜，管理上重点关注；对于积极培育类子公司，如环保、农业、通信、消费等，中信希望其成为未来利润的增长点；对于财务投资类子公司，中信原则上不再向其配置资源，并逐步进行战略性减持、剥离退出。除资源配置差异之外，分类管控还体现在考核差异化、薪酬差异化、战略要求差异化等方面。


模式2：
 构建以资本为纽带、强调价值导向的管理体系。遵循价值取向，构建以资本管理为纽带的资本管理体系。将EVA（Economic Value Added，经济增加值）进行必要调整后纳入子公司绩效考核体系。自2013年起，中信将EVA纳入子公司绩效考核体系。

经过调整后的EVA更加简洁，很好地体现了集团价值创造、聚焦主业的导向，也便于理解和操作。经过调整后的EVA计算公式如下：

年度价值增加额=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平均股东权益×股权成本率-扣除所得税影响后的非经常性损益调整项×50%。

构建中信资本管理体系，通过资本规划、资本配置、资本运用和资本评价四个环节明确管理范围，通过一个制度、一个报告、六个工具、一个平台进行资本管理。建立并完善中信资本管理制度，定期形成中信资本管理分析报告，利用战略规划模型、行业吸引力分析模型、资本使用效率分析、资本优化模型、业务组合分析模型、市值估值模型等六个工具，及战略与投资管理系统中的资本管理模块这个平台进行资本管理。

分析子公司/业务板块价值创造情况，作为资源配置、业务进退、公司存续的重要依据。构建资本使用效率评价体系，集团从出资人角度，利用价值地图等分析工具通过价值创造、投入产出等多个维度，量化分析子公司的静态位置及动态变化情况，掌握集团价值分布，为集团开展资源配置、业务进退、公司存续方面的决策提供必要的依据。推动子公司开展资本使用效率分析，将经营结果拆解至业务层面，开展历史数据分析和对标数据分析，判定价值创造/价值损毁环节，作为制定发展战略、转变发展模式、调整业务结构的必要依据。


模式3：
 中信全流程投资管理体系。中信完善了分级分类差异化管理要求下的投资全流程管理。不断推进集团的管控方式转变，由法人层级的管控方式向强调业务单元管理的分级分类差异化管控方式转化。

将投资分为战略性投资与财务性投资，战略性投资按照行业特点又细分业务单元，各业务单元与事业部根据业务特点制定差异化的投资原则、分级审批和项目准入。对于投资管理，由过去强调投前评审向重视投中监控、投后评价转变，强调投资全流程管理。为提升投资决策与管理科学化水平，引入量化的项目准入评估模型，提高了投资决策的科学性。2016年9月上线运行的战略与投资管理系统，借助信息化手段提升投资管理工作的规范性、科学性、可视化和高效率。


模式4：
 加强派出董监事委派机制、实施财务总监委派制。为在现代企业制度下加强对子公司的管理效率，中信继续加强派遣董监事制度，包括：明晰派出董监事管理职权；以优化董监事人员结构为核心，加强派出董监事队伍建设；通过责任董监事强化履职能力；以工作报告制度为抓手；以年度考核和必要奖励为保障，夯实派出董监事管理基础。中信根据对各子公司定位和管控要求，结合各公司实际特点，确定对具体财务总监岗位职责要求，采用组织选拔、公开招聘、竞争上岗、委托推荐等多种方式进行。在管理过程中，中信注重实绩，对委派财务总监实施过程监督和年度考核，突出考核结果与奖惩和任用挂钩，更好地实现集团对子公司的战略管控意图。


模式5：
 中信对子公司领导班子的激励约束机制。中信对子公司领导班子的激励约束机制以国家薪酬政策为指导，坚持业绩导向和市场导向，以工效挂钩为基础，以绩效考核为依据，通过薪酬与效益相匹配，实现“绩效升、薪酬升，绩效降、薪酬降”，“凭本事领薪、按业绩取酬”，做到真奖真罚，凭业绩贡献拉开薪酬差距。


模式6：
 中信对子公司风险管控和内部监督体系。中信以COSO关于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核心理念为指导原则，依据国家相关政策制度及自身实际情况，逐步建立起一套覆盖各业务板块的风险管控和内部监督体系。中信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体系的架构是以公司治理结构为基础的“四个层面”加“三道防线”（四个层面：董事会；管理层和若干委员会；中信的风险管理职能部门；成员单位。三道防线：由中信的各层级业务经营部门组成的第一道防线；以中信的各层级风险管理职能部门组成的第二道防线；由中信的各层级内部审计部门或专门审计岗组成的第三道防线）。


模式7：
 推进管控智能化，为子公司赋能。中信在探索对子公司的管控模式上离不开科技手段的支持。一方面通过传统技术手段的企业信息化工作，即不断加强集团和子公司之间的财务、风险、人力、项目跟踪、内部办公、信息共享和协同等工作的信息化程度，保证各种管理数据处理的准确性、及时性和全面性。另一方面在“互联网+”转型过程中，以产业互联网平台为子公司赋能，优化对子公司的管控。集团依托互联网平台为子公司赋能，子公司利用平台拓展应用、丰富场景、构建产业生态。这是一个集团为子公司赋能的过程，也是战略管控的过程。



产融协同的历史演进的3条路径

从过去的发展道路看，中信属于比较典型的产融并举——实业与金融共同发展。综合性企业产融协同的历史演进大概有三条路径：由产而融，由融入产，产融并举。


路径1：由产而融——进入金融是为了更好服务实业


由产而融最典型的例子是通用电气，其金融业务的拓展是与服务实业、促进实业的发展密不可分的。中国企业的“由产而融”具有代表性的是国家电网和中粮集团。


路径2：由融入产——用金融资源进入并整合实业


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其掌门巴菲特利用保险业务庞大的“浮存金（float）”优势和通过在资本市场投资的收益来逐渐投资控股实业，从而建立一个既有保险和其他金融业务，也有制造业等板块的庞大企业帝国。中国华润公司本是做代理贸易起家，但短短几十年间，迅速成长为一个横跨众多板块的大型企业集团，其奥秘就在于投资并购。


路径3：产融并举——实业与金融共同发展


中信在其发展历史的几个大的阶段中，虽然不同的时期发展重点各有侧重，但基本都坚持了产融并举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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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融协同的效果分析

产融协同本质上是企业在产业与金融之间的一种全局性的资源配置，通过对资源的高效配置形成产融两者之间相互依存，又各自独立，同时又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关系。通过产融协同，双方可以获得在客户、业务、资本等多方面的协同作用。一般而言，产融协同可以发挥增加生产、促进销售、降低成本、盘活资产、提高收益、降低风险等作用。

具体而言，产融协同的效果，大致可以从两个维度来观察，一个是盈利功能的维度；另一个是服务功能的维度。


盈利功能。
 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与实业板块相比，通常而言，金融板块都是盈利能力较强、盈利较为丰厚的业务板块，这一点，在近些年来的中国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也是近年来中国实业集团不断积极寻求进入金融业务的直接动因。


服务功能。
 1.财务公司的资金集中调配作用。在中国的大型企业集团，往往都成立财务公司。2.实业与金融的相互支撑与紧密协同。如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其“产”与“融”的结合与协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保险业务与其他业务形成了相互支撑的关系，一方面保险业务带来了大量低成本的资金，对公司开展大量的兼并收购提供了有力的资金保障，另一方面，非保险业务板块的良好盈利也为保险板块应对突发巨大风险提供了保障；二是，各个业务之间由于“补强型收购（bolt-on acquisitions）”而相互协同；三是，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强大为下属企业“增信”，有效地降低了债务成本。



各具特色的产融协同管控模式

由于各类企业存在历史发展、业务格局等差异，产融协同的管控模式不尽相同。总体而言，其特点可以总结为：业务布局需要战略谋划，而管控方式则根据企业实际需要设计架构。

产融协同的企业涉足多个行业，且业务之间的关联度往往不太高。因此，总部需要充分发挥战略谋划与决策功能，不仅要促进并统筹各业务全面健康发展，还要形成协同效应，塑造综合优势。其中，华润、中粮、三星和通用电气是拥有强有力控制的总部的代表。

华润的管理原则是“总部做强、区域做实、项目做精”，其集团定位是价值创造型战略管控总部，负责规划整体战略，审批行业战略，开展资源配置，推动主业发展，动态调整业务。中粮以“集团总部资本层-专业化公司资产层-生产单位执行层”为管理架构，其集团公司总部定位为资本运营中心，其主要职责是管资本、管全面、管大局，总部要做到职能部门的优化，确保精简精干。三星内部管理的核心是“铁三角”，即李健熙（引领者）、未来战略办公室、社长团（执行者）三者形成三角结构。未来战略办公室是一个独特的组织，功能是在股东利益、管理者和职业经理人之间的最佳平衡。

通用电气的业务管理制度系统，又被称为公司业务运行软件，以一年为一个循环，以一季度为一个小单元，公司所有的业务流程都用1-12个月的时间来编排，规划出每个月应该做些什么，到哪个月应该达到什么效果，取得多少成绩等。通用电气把它的业务管理系统当作一个操作平台，通过运用这个平台，将公司的总裁、高级经理与管理人员的优秀经营理念转化为行动。所有的业务活动在这个操作平台上周而复始地运作，最终实现企业目标。通用电气的业务管理制度系统保证了全球化、服务、六西格玛、电子商务这四大战略的顺利实施。

偏金融型企业通过并购投资布局实业领域，多以控股或参股方式进行。综合型企业通常需要强有力控制的总部，而偏金融型企业更需要能给予指导意见、但对下属公司没有强势管控的小总部。集团对子公司的有效管理的关键在于总部的适当放权，进而提高子公司的整体活力。其中，伯克希尔-哈撒韦、国家开发投资公司和平安集团是具有指导型小总部的典型代表。

伯克希尔-哈撒韦是典型的偏金融型企业，查理·芒格和巴菲特是伯克希尔-哈撒韦的管理合伙人，但是他们两人将所有的具体事务都委托给了子公司的管理层。全集团约有36万员工，但总部只有25个人。查理·芒格和巴菲特主要关注资本配置和对关键经理人进行关心及落实其待遇。这些子公司的经理人都是独立运作业务，所有的运营决策都由他们制定，并将其产生的超额现金上交给总部。

在金融控股集团形成过程中，平安集团对各子公司都是绝对控股。各子公司是独立经营、独立核算、独立开展业务，而集团本部不从事任何具体金融业务。这种管控模式使得各子公司在经营管理上与整个集团保持高度一致。平安采用分权为主，集权为辅的管理模式，将集团战略、部分主要资源的获取与分配、集团整体风险管理和业务协同赋予总部，剩余权力都赋予控股专业子公司，使子公司不仅具有独立的法人地位，而且独立对外开展相关的业务。



产融协同企业的4大竞争优势


优势1：
 “东方不亮西方亮”的抗风险能力。多元化的增长方式利于企业分散经营风险，保持稳定性。企业通过多元化经营，将资产分散投资于不同的行业，可以有效地分散非系统性风险，抗风险能力较强。特别是业务涉及金融与实业众多领域的大型综合性企业集团，各领域协同发展，具有平抑经济周期的优势。


优势2：
 提供多种产品服务的综合能力，更好的体验式服务。综合性企业因涉及行业众多，业务领域广泛，因此具有为客户或地区提供多种产品或服务的能力，是其区别于单一企业的明显优势。客户的需求不是单一的，而往往是多方面的，综合性企业的优势在于多类型业务共同发展，能够满足客户多种需求。


优势3：
 业务架构的调整能力、战略布局业务能力和延伸性强。作为金融与实业并举的综合性企业，不仅具有较强的融资和资本运作能力，而且业务体系完备，组织架构健全，竞争能力强，具备产融结合及组织实施各类项目的管理经验和能力。综合性企业以其金融与产业经营方面的独特优势，在动态调整和战略布局方面，具备更强的组合能力、流动能力和延伸能力。


优势4：
 充分发挥金融能力，整合利用内外部资源。行业发展到特定阶段，往往会出现并购趋势，产融协同企业所具备的产业整合能力可助其把握战略机遇。产融协同的企业凭借资本市场运作能力，通过兼并重组，搭建产业平台，并依托金融平台进行产业链整合，占据价值制高点，推动产业快速发展。



产融协同企业面临5大挑战

产融协同企业是综合性企业中较为特殊的一种发展形式。在运营和协同等方面，受监管等因素影响，与其他综合性企业存在一定差异。但从管控的角度看，产融协同企业与其他综合性企业面临的挑战有较大的相似性，但产融协同国有企业与非国有综合性企业在管理要求、社会责任等方面不同，存在一些特殊需要，这些需要构成了产融协同国有企业相对比较独特的管控挑战。

以下5种是产融协同企业共同面临的挑战：


挑战1：
 如何满足各项业务的资源需求。多元化且关联度不高的业务组合，对总部的资源配置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各项业务发展对资源的需求，要求总部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可持续的资本补充机制。以银行业务为例，其发展资本消耗大，在持续的资本补充需求下，控股股东要保持控股地位不被摊薄，就要有相应的资金补充渠道，负债发展不是可持续的方式。另一方面，在业务间合理配置资源以实现整体价值最大化，这是始终存在的现实问题。企业要平衡短期与长期、局部与整体的关系，还要保持资源配置的灵活性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




一些综合性企业的治理和管控模式


1.通用电气的管理体系。


通用电气的管理模式与其事业部制的板块式业务架构密切相关。通用电气事业部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来自其强总部的发展模式。作为一家以高科技制造业为主业的公司，通用电气本身不太强调下属板块的自主发展，而更重视不断塑造其执行能力、市场反馈能力和信息传达能力，最终为其事业部架构的成功奠定了基础。实施“六西格玛”战略是通用电气在竞争中保持领导地位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通过“六西格玛”战略，通用电气的执行能力和执行效率大幅增强。




2.伊藤忠商事的管控模式。


伊藤忠建立了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的管理模式。在管理层设立了内部控制委员会等7个专业委员会，并建立了一套完整的风险管理体系，确保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在协同模式上，伊藤忠各业务板块之间关联度不高，更强调外部协同。




3.华润集团。


华润集团的组织架构是以扁平化管理原则为基础的利润中心管理模式。在管控模式上，华润集团先后推行6S战略管理体系、5C价值型财务管理体系、人力资源管理体系、全面风险管理体系、信息化管理体系的建设。




4.平安集团。


平安集团对下属企业保持高度控股，持股比例多在90%以上。通过这一方式避免公司治理的分散性，能有效进行旗下资源整合与共享，以确保能够产生协同效应。平安集团遵循“集团控股、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整体上市”的管理模式，在管控模式上偏向于战略设计型，通过对专业子公司的高度控股和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对所属企业进行统一管理。






挑战2：
 把握多元化的“度”，通过管控体系保持对下属业务运营的合理控制。这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挑战。一方面，产融协同企业要掌握条件审慎选择发展领域。在形成综合优势的同时，做到有限多元化，以免战线过长、资源过于分散、不易形成合力。另一方面，多元的业务、多样化的股权结构，必然提高管理的复杂性。从实践的角度看，只要业务结构和业务规模在不断变化，优化管控模式、推动管理效率的要求就始终存在。综合性企业也就需要适时回顾管控模式，探索优化调整的空间。


挑战3：
 通过管控模式落实整体的战略意图。综合性企业的战略是从整体业务发展的角度来判断和选择的。而子公司作为执行机构和经营主体，既需要执行整体的战略安排，也有其自身基于市场的发展目标。在实际管理过程中，往往出现总部与经营单元对市场发展的判断不一致，或者彼此战略目标存在差异等情况。而如果不同下属企业资本结构不同，导致综合性企业需要通过不同的通道传导和落实其战略意图，将会增加“落地”的难度。

针对这个问题，现代企业制度和综合性企业的资源调配能力是一个有效的抓手。通过现代企业制度，总部可以建立一套相对统一的沟通和引导系统，提升传导效率。通过资源配置，总部可以降低子公司落实整体战略的成本，加快优化布局速度。在实践中，大多数综合性企业需要不断通过反馈和评估，不断优化传导途径和方式以提升战略管控能力，并配合适度调整管控体系、明确权责利，提升整体协调性和价值创造能力，达到低成本和高效完成战略“落地”的目标。


挑战4：
 如何通过管控模式提升协同能力和风险防范水平。产融协同企业的重要优势在于整体的业务协同能力，风险来自整体风险的复杂性和传导性。搭建企业内的协同能力并非一日之功。具有优秀协同效应的综合企业，对内提升企业综合效率，对外为客户提供综合服务，大幅提升了市场竞争力。但也存在很多产融协同企业处于弱协同状态，即企业各自运营的独立性较强，企业之间共同开发市场的意愿较弱。可见，产融协同企业的协同具有一定的挑战性。

风险防范是产融协同企业面临的另一个挑战。通过开展产融协同，金融机构和实体经济可以获得业务创新、协同效应、优势互补、分散风险等收益，但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的难度也会加大，并使之面临更为复杂的挑战，需要在强化风险意识和有效风险隔离的基础上，建立适应产融结合的风险管理及内控机制。

规范的治理结构以及有效的治理执行力，是综合型企业有序推进金融与实业协同发展的保障，其中有效的风险隔离和整合管理至关重要。如果产融协同企业内部缺乏有效的衔接整合，则难以及时掌控风险状况和有效应对风险。如何针对风险的新特征升级管控体系、持续优化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机制，以合理保障金融与实业协同发展，是产融协同企业需要思考的问题。

挑战5：如何破解资本市场对多元化企业的折价难题。综合型企业通常规模庞大，包含业务板块繁多，其子公司普遍市值偏低，意味着公司面临着折价的风险。上市公司的市值是公司价值在资本市场的外在表现，由于公司的总股本不会经常变化，因此市值的变化主要体现在除权后的股票价格，其中市净率是反映股票估值情况的核心变量。如果公司市值偏低，股价常年被低估，企业的内在价值得不到有效体现，将会面临市场竞争者的并购压力和重组风险，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公司的外部风险。

如果公司保持了一定的盈利能力和比较健康的现金流，那么更容易引发并购方的关注。当并购与公司既有的发展战略不匹配时，公司不得不部署防御措施，这在无形中会推高公司的管理和整顿成本。市值较高的上市公司则证明其有较高价值创造的能力和投资回报率，同时也更容易得到资本市场的认可，可以获得更多潜在投资者的青睐，可以利用配股、增发等手段筹集到公司发展所需资金，有利于上市公司未来扩张和发展。在股权分置后的全流通市场，高市值的上市公司可以有效抵御被收购风险。由此可见，上市公司的高市值可以推动可持续价值创造能力的逐步提升。

企业价值管理的好坏，对综合型企业而言是让其在市场化环境中焕发活力的关键。需要通过提升由市场竞争力、盈利能力、公司治理结构与效率以及战略方向的把握等因素构成的公司内涵价值，以及由公司信息披露、投资者关系、品牌宣传等构成的公司附加价值，来提升公司整体的市场价值。

除上面共同的挑战外，产融协同的国有企业还面临一些挑战。1.在市场化和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的原则下，建立有效的业务进退标准和机制。2.人才管理和激励约束问题。产融协同企业涉足不同业务领域、发展阶段不同，对于复合型人才有更强的需求，面临着专业人才短缺的挑战。特别是进入新的业务领域时，现有人才储备难以满足需求。同时，不同业务板块间行业跨度大、薪酬差距明显，内部人才的交流和轮岗存在难度，对产融协同国有企业总部人力资源配置形成挑战。

企业的多元化结构是历史形成的，有共性也有个性。产融协同类企业是多元化综合经营型企业群体中的一种特定发展模式，而多元化综合经营型企业又是与专业化经营型企业相对应的企业发展模式。企业发展模式是多样化的，不同的企业发展模式都可以取得成功，也可能失败，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企业发展模式。对于具体企业而言，必须根据企业自身特点和所处环境条件选择适合于自身的发展模式，发挥各自优势，在战略谋划、激励机制等方面各有所长。




本文摘编自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课题组撰写的《金融与实业协同发展竞争力研究》，杨林、叶瑛、段甲强和于致远均是课题组执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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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思维：VUCA时代

必备的思考模式

王晓红 | 文 李全伟 | 编辑




整合思维是头脑中同时容纳两个相互矛盾的观点，并从中得出汇集两方优势的解决方案。整合思维以复合的、动态的灵活方式，为我们提供了选择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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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7年11月13日揭晓的全球Thinkers 50榜单上，商业思想家、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前院长罗杰·马丁（Roger Martin）名列榜首，其个人成就主要包括提出“整合思维”与“设计思维”，创造让世界更高效运行的理论。

所谓整合思维（Integrative Thinking），就是头脑中同时容纳两个相互矛盾的观点，并从中得出汇集两方优势的解决方案；而设计思维起源于设计领域，并汲取了整合思维的理论基础，强调思维方式中直觉与逻辑的平衡，既可应用于产品设计、客户体验的提升，也可应用于组织运营的改进。

马丁教授11年前即提出了整合思维的思想体系，并撰写了《整合思维》一书和相关文章，而在VUCA时代，面对人类社会的变量更为多元和复杂，这种思维方式得到更多重视与应用。近两年走进大众视野的VUCA（中文发音一般为“乌卡”）一词20世纪90年代起源于美国军方，是Volatility（易变性）、Uncertainty（不确定性）、Complexity（复杂性）、Ambiguity（模糊性）的缩写，概括了后互联网时代商业世界的特征。

在VUCA时代，信息的超级饱和在各个领域不断打破暂时达成平衡的局面，无论是商业组织还是我们个人，很容易发现自己处于一团乱麻之中，而整合思维以复合的、动态的灵活方式，为我们提供了选择之路。这种思维的独特之处在于：“一流的智商，取决于头脑中同时存有两个互相矛盾的想法并能够继续思考的能力。比如，在看到事情已经没有希望的时候，仍然决心扭转局势。”

整合思维以建设性的方式处理彼此对立的观点，不以牺牲一方为选择另一方的代价，而是以创新形式消除两种观点中的对抗之处，新的观点同时包含对立观点的某些因素，且优于两种对立观点。也就是说，对于领导者而言，在面对两种情形时不是二选一，而是创造出一种更好的答案，比如同时兼顾创新与维持现有业务，比如在员工和组织双方利益之间、在如何“做人”与如何“做事”之间寻求最佳平衡。

对我们个人来说，整合思维也有助于自我精进、消除很多困扰，比如在“诗与远方”这个问题，既不必选择立刻辞职，也不必郁郁寡欢地继续工作，而是可以心怀理想、为远行先创造条件。

对于一些粗略了解整合思维的人来说，可能会觉得它与中国传统的“中庸之道”比较相似。其实，很多人都误解了中庸之道，“中庸”不是“平庸”，也不是妥协，也不是东方哲学的专属理念。

孔子说过“过犹不及”，而亚里士多德也说过：“过度和不及都属于恶，‘中道’才是良好的德行”。中庸/中道融合了两个“极端”的优点，是更高层的理性和承担。

马丁教授花费数年时间，在领导力大师詹姆斯·马奇等管理思想家的基础上，访谈了包括杰克·韦尔奇、雷富礼等数十位著名跨国公司CEO，以及管理大师德鲁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著名电影导演等人后，发展出整合思维的全套思想体系。



整合思维要远离简单化和“专业化”

整合思维最重要的一点是：绝不退而求其次。这一点提纲挈领地将整合思维与传统思维中的“难得糊涂”和被误解的“中庸之道”区别开来。整合思维需要大量采用权衡与折中，但这不等于“将就”——“如果在做选择时抱着将就的态度，你就总是不能成功”，宝洁前任CEO雷富礼对马丁教授如此说道。而为了做出最佳选择，你必须勇于接受复杂性；复杂性是整合思维的起点，因此在如今的VUCA时代其渗透将越来越深。

传统思维强调为提高效率而简单化，而整合思维者远离简单化和“专业化”。这里的简单化，可以用爱因斯坦曾经说过的“一切都应尽量简单，但不是为了简单而简单”来解释。简单化思维是通过将事实变得浅显和表面化，来达到易于理解的目的，但是它容易引发我们的惰性，让我们偏好单方向的直接因果关系。而这里的专业化是简单化的另一种形式，马丁教授的解释是：“‘专业化’是通过从整体中抽取部分、进行专门分析，以达到具有深度和透彻度的目的”，专业化能帮助我们应对复杂性，比如医院里的不同专科与亚专科，能高效地解决绝大部分病人的问题，但与此同时也会导致医生忽略病人身体的有机整体性。商业组织里也进行了类似的功能划分，而如何让各部门共同协作一直是领导者的关键事项。

不可否认，简单化和专业化有助于处理复杂局面，它们提供快速的通道，让我们从混乱中逃脱出来；但是，面对不确定性的升级，逃脱不是最终的解决方法。身经百战的整合思维者能够在混乱与复杂间划清界限，塔塔信息公司的创立者、印度软件之父柯里（F. C. Kohli）的体会是：“任何局面都不仅有一种途径去化解，如果采取系统思维，即使问题再复杂，只要分清主次枝干，并理解与明确其间的相互关系，你就能找到出口，摆脱迷局。”

在摆脱迷局过程中，面对暂时失去条理的局面，穿行于复杂的事态中，你需要全面深厚的知识结构，包括纯粹的知识、与能够加强认知能力和敏锐度的个人经验，此时有效的做法是借助外力，组建“多才多艺团队”，以弥补个人知识之所限、拓展思维之宽度。



整合思维的四大原则

在借助于复杂性寻找最佳解决方案时，整合思维与传统思维的决策流程都采用相似的四大步骤：1.找出凸显因素（即什么是最重要的）；2. 建立因果关系模型；3. 将因果关系组合为架构（以执行和推测具体结果）；4.最后确定解决方案。但是两者在每个步骤中的做法大相径庭。整合思维创造出各种新观点、可能性与解决方案，而传统思维却将潜在的可能性隐藏起来，将创造性方案逼进死胡同。在这四个步骤中，整合思维分别要遵循四项原则：


1.扩大决策中关键因素的范围。
 比如在产品改进中，公司不仅要关注客户主动提出的需求，还要寻找他们没有说出来、但内心很希望被满足的需求。


2.善于考虑多方面的、间接的因果关系。
 单一的因果关系很容易追溯，但无法为最佳解决方案提供具有深度与广度的分析路径。


3.在决策时，不是将问题拆分为若干独立的个体逐一解决，而是在保持问题整体性的同时着手处理各个部分。



4.费尽周折地找出创新性的解决方案，每一个构想与流程都比前一个更有效更精确
 （亦即最近几年流行的“迭代”概念）。



设计一趟旅行，而不是一节车厢

整合思维要求头脑中同时容纳两个相互矛盾的观点，并汇集两方优势，这一原则无论是应用于组织还是个人，都要求一种全局性思维。马丁教授采访IDEO公司CEO蒂姆·布朗时，布朗讲述了美国Amtrak全国铁路公司请IDEO设计某城际高速列车车厢的故事。

Amtrak当时提出的要求是在车厢的审美和功能性方面进行升级；具有整合思维的布朗没有只是做好分内之事，他拒绝了简单化和专业化的惯性驱使，而是想到很多美国人选择火车而非飞机的主要原因，并不是车厢的美观，而是搭乘火车的整个过程安排，包括订票方式、站台上的等候等。IDEO设计团队最后确定了十个可以改进的环节，包括乘坐计划、进站、购票、等候、上车、乘坐、到达等。这种全局化的解决方案，在近些年设计思维的深入应用中已变得很常见，但在当时属于凤毛麟角。

如今，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设计“客户旅程”，为品牌和客户创造出新价值。长期以来，企业都是通过推测客户从考虑购买、到最终下单、到使用产品的过程，预测客户下一步的反应，寻找每个阶段的应对之策；而在大数据时代，企业可以从被动应对中跳脱出来，去主动塑造“客户旅程”——引导而非迎合。其中需要借助整合思维和设计思维中的“倒推”模式、多向性反馈回路。

近几个月来，“知识逐浪圈”中关注度最高的是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Ray Dalio），其《原则》一书的关键思想就是：世间万物都有原则，企业管理有管理的原则、投资有投资的原则；每个人都应该找到自己的原则，形成算法才能胜出。整合思维也是一种基于原则的思维方式，在应用于组织时，其核心是掌控能力与创新能力的联合；这种掌控，不仅是对现有业务的掌控，还有对创新中关键环节的掌控，以及基于对业务或技能的掌控而加速创新。

创新并非天马行空，基于掌控能力促成创新的一个著名例子是毕加索。我们都熟知他充满想象力与怪异构图的立体派绘画，但是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在掀起立体派绘画艺术革命之前，他是一位传统绘画大师；正是基于对传统绘画的精炼掌握，毕加索才在现代艺术中取得了如此大的突破和创新。

在人类过去几百年的发展中，思维基本模式的变化并不大，整合思维可能称不上一种革命性的思维，但是其应用已经很多，并将越来越广。正如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陈春花教授在《不确定性时代的管理嬗变》中所言：未来，越来越多的企业将从业务聚焦到双业务模式；领导者要站在未来向回看，要从外向内看；在一个不确定的时代中，你如果明确地说知道自己的竞争对手是谁，我会为你担忧，因为事实上你可能并不是真的知道。在她近期发表的观点中，有不少与整合思维是高度契合的。

在VUCA时代，许多传统观点都在发生改变。比如很多管理学家以前都认为领导者和员工要善用“优势手”，而现在是要“左右手”并用——对于领导者来说，既要善用显微镜，也要善用望远镜。在不确定性升级的环境下，做战略规划成为一件更困难的事，以整合思维的观点来看，战略一定要做，但更重要的是要不断调整，战略须顺势而成：企业要时时监控内、外部环境，针对新情况迅速反应。拿破仑曾经说过，没有哪一场战争是靠计划打赢的，但他还是为每场战争都做好计划——有了计划，才能更从容地调整战略与战术。

对于我们个人来说，如何能够在头脑中保持两个对立的观点，而不至于陷入混乱？这首先需要升级我们的认知模式和心智模式；其次，越是在不确定的时代，就越要掌控可以确定的因素，比如学习——而这可能就是如今读书与学习越来越盛行的主要原因。并且，保持对立的观点与行为也没有那么难，现实中有无数成功的例子，最著名的例子如美国的开创者——17世纪移民到马萨诸塞海湾的清教徒，他们既是幻想家——希望开创一个宗教理想国，又是务实派——生活严谨努力、崇尚科学；他们既勤俭节约，又视增加财富为天职。他们还有最突出的一点，就是追求不断进步，亦即人生的进化。

达利欧在《原则》里写道：“要把你的进化最大化；对我们自己和我们身边的人来说，最重要的是进化，而不是回报本身。”他的梦想公式包含了整合思维的应用，也体现了幻想+务实的“双通道”：梦想+超级现实主义+决心=成功。总之，我们要在自我进化之路上探索更深邃而又适合自己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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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购中文化整合的四大误区

区妙馨（Alice Au） 史帝闻（Steven Willekens） 朱骏（Tony Zhu） | 文

李源 | 编辑




文化整合是并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次并购良好的开端应该是加深彼此了解，尊重对方组织特性，从业务角度和效率推动转变，而不是职场政治和权力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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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量研究表明，许多并购都未实现预期价值。这些并购结果之所以不尽如人意，除了由于财务估价、法律或商业尽职调查等“硬因素”管理不善之外，实际上，文化整合才是顺利并购的最大挑战。

多年来，史宾沙有幸帮助过许多客户应对并购时领导力和文化整合方面的挑战。近期，我们的一家全球跨国企业 （MNC）客户收购了一家中国企业，并购双方都感到文化差异过大，担心难以完成整合。如果不妥善处理这些差异，将会引发一系列的恶性连锁反应：

1. 双方缺乏深入了解；

2. 反感对方领导者和员工的行为；

3. 怀疑对方行为背后的意图不善；

4. 彼此缺乏信任；

5. 不愿与对方合作。

在工作中，我们发现了可能阻碍文化成功整合的几大误区，事实上，这些误区也出现在大多数不成功的并购中。下文将列举其中最常见的四种。



误区1：文化必须整合

在初次接触这两家企业的管理团队时，他们一开始便问“如何整合两家企业的文化”。这其实有点操之过急，就好似一架飞机尚未了解天气状况就贸然起飞。其实，首先应该解决的问题是“双方需要将组织及其文化整合到何种程度，才能实现收购的预期价值？”

假设有一家国际大公司为促进数字化转型，收购了一家小型科技初创公司。对这家大公司而言，整合双方文化恐怕是下下策。文化整合本身并非目的，而是实现战略目标的手段。

整体而言，文化整合战略一般分为三种：融合、同化和分隔。只要根据并购的战略目标做出恰当选择，这三种战略都能行之有效。

•  融合式：打造区别于双方现有文化的全新文化。

•  同化式：一方接受另一方的文化。

•  分隔式：双方保留原有文化。

在这一案例中，考虑到并购的战略目标，为取得预期的协同效应，并购双方最优先考虑的应当是整合运营模式，在这个目标之上，再选取合适的文化整合方案。



误区2：规模较小的一方（和/或被并购企业）必须适应并购方的文化

这家中国企业的管理者开玩笑说“作为被并购方，我们肯定得调整企业文化”，这其实是个误区。在制定文化整合战略时，首先应了解双方文化的异同之处及其在推动进程中发挥的作用（譬如实现目标、增强员工积极性、提升客户满意度、促进创新等）。

我们利用文化诊断工具，得到了一些耐人寻味的观察结果：两家企业的文化虽然并非完全一致，但却非常相似：两者都强调一定程度的风险规避、关爱员工、注重业务成果的达成。（关于企业文化诊断，详见本刊2018年1月文章《领导者的企业文化指南》—编者注）

我们告诉双方领导者，如果透过东西方文化差异的表象，会发现他们的文化差异并不显著，这让双方彻底改变了对彼此的认识。

此后，双方便开始探讨如何各取所长，相互借鉴。举例而言，中方企业在取得积极成果方面（尤其在客户和员工方面）更胜一筹，还能帮助跨国企业适应当地商业环境。最终双方一致认为，当务之急是整合运营模式和流程，巩固双方关系并相互学习，同时避免在短期内对企业文化进行大刀阔斧的变革。



误区3：若两家企业规模相当，应选择折中模式，取两者文化的中间状态

若两家企业文化迥异（譬如其中一家崇尚享受，而另一家注重秩序），不应急于寻求折中方案，弥合两者差异，而需专注于有助推动实现组织并购目标的文化特征。

我们询问双方管理团队，他们认为现有文化能在多大程度上帮助其应对市场和内部挑战并实现其目标。双方的答案，都是希望保留现有文化中的某些特质（如关怀员工和驱动结果），但同时做出必要改变，以便更好地与市场接轨、更加以客户为中心、以更加包容的心态应对变革甚至积极迎接变革，并通过培养创新意识和企业观念，把握市场机遇。



误区4：仅仅通过传达新的价值观便可改变文化

想想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才可以改变个人行为（你还记得发过多少次誓要“多去健身房，少吃巧克力”吗？）而改变集体思维和行为只会更具挑战性。

对于就职于一家中国本地企业的员工而言，企业文化凝聚着所有员工多年来的集体思维和行为方式，造就了企业的独特性，也在本质上代表了员工的集体身份。如今，这家企业被一家跨国公司收购，需要改变文化，此时员工自然会心生疑惑：

•  公司想让我具体改变什么？

•  为什么要我改变？

•  改变能带来什么益处？

•  我们如何改变？

•  这与我们员工有关系？

公开文化诊断的结果是关键的第一步。在本案例中，我们通过文化诊断，揭示了双方在文化方面存在少量差异。此外，还应向团队说明双方文化在应对市场和内部挑战时存在的不足，进而明确“为何需要改变”。

许多员工会怀疑变革是否真正付诸实践。为表明文化变革并非纸上谈兵，领导者应以身作则；奖励改变行为的员工；追究未做出改变的员工；宣传改变思维和行为的益处。




结语


在这个并购案中，文化诊断帮助并购双方取得了良好的开端：加深彼此了解，尊重对方组织特性，从业务角度和效率推动转变，而不是职场政治和权力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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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法则

颠覆自我

DISRUPT YOURSELF

惠特尼·约翰逊（Whitney Johnson）| 文

邓勇兵 | 译 王晨 | 校 万艳 | 编辑






如果你真的想推动世界向前发展，就需要实现内在的创新，进而颠覆自己。








我
 的职场生涯不太寻常：从在华尔街做秘书工作开始，一路打拼后，我进入当时所在公司的投资银行集团，但后来，我又做回证券分析师。8年后，我辞去当时的工作，开始从事电视秀节目制作和撰写一本儿童读物。最后，我开始撰写关于工作和生活的博客，并与我在教堂里认识的一位朋友共同创办了一家对冲基金——或许这不是人们常说的传统职业路径，但可能是一种新的常态。

在美国和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生活而终生只做一份工作的“公司人”的观念早已过时。美国劳工部统计数据显示，1983年以来，美国25岁及以上的人士，在一个工作机构效力的时间一直保持在平均5年左右，男性还稍有下降。美国劳工部的另一份报告显示，1957年到1964年婴儿潮时期出生的人中，在18岁到44岁之间平均从事了11种工作。跨度从1976年到2006年的长期跟踪研究，勾画出一个类似的图画：那些在公司干了至少10年和至少20年的人士，在总人数中的百分比有了明显下降。

转行并不那么容易判断，因为它比换工作更难以界定。但许多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认为，转行这种大转变正变得越来越普遍，并有大量研究案例支持这种观点。

马丁·克兰普顿（Martin Crampton）是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科学家，曾经做过研究工作和数学老师。在开始创业做咨询之前，克兰普顿是墨尔本一家软件公司的开发者和产品演示专家。接着，他先是在一家软件公司，然后在两家跨国制造型公司（Bic和Stihl），实现成功转型，其间从事了长达10年的营销工作。1993年，他开始了另外一份工作，和他的伙伴一起创立了澳大利亚第一个地产门户网站（在Realtor.com创办之前）。克兰普顿后来卖掉了那项业务，创立了另外一项致力于在线服务的生意，而他现在主要从事数据授权和社交媒体方面的投资。

再看利兹·布朗（Liz Brown），她曾经是一位知名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后来她离开了菲什·理查森（Fish & Richardson）公司，成为一家天使投资网络的执行董事。再后来，利兹·布朗成了一名大学教授。还有亚历克斯·麦克朗（Alex McClung），其23年的职业生涯中，他在6家不同的医疗公司担当过15个不同的职位。希瑟·库格林（Heather Coughlin）在高盛投资公司（Goldman Sachs）做证券销售出身，并帮助公司开展了第三方研究的新业务。她现在是一家从事母婴服务、教育和零售业务连锁企业的CEO。

以上看似随意但成功的职业选择，很难理解，或许你可以参考一下我在教堂里认识的那个人——克莱顿·克里斯坦森（Clayton M. Christensen）的相关理论。

许多《哈佛商业评论》读者一定熟知，克里斯坦森是颠覆性创新之父。颠覆性创新的观点认为，最成功的创新，是那些能开辟新市场和重新构建价值网络的创新，具有颠覆性。大量研究数据显示，颠覆性思考能提高产品、公司甚至国家的成功几率。我们的投资基金聚焦于具有颠覆性业务公司的股票，在过去10年中，我们的获利相当可观，胜过许多相关指数。

我相信这种颠覆作用在个人层面同样有效，不仅是那些颠覆性创新的企业家，还包括在公司内或组织间变动的人士。曲折的职业路径现在可能变得更普遍，但最好不要变动得太随意。



为什么颠覆？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要摒弃传统路径，尤其是当你致力于一个有抱负的且未来可期的目标时，比如在公司里管理一个部门，或者在你所属行业中处于高层的位置，这种情况下颠覆是没有必要的。你所追求的就是克里斯坦森所说的持续性创新：公司能在原来的基础上发展得更好，能给已有的客户提供更多的价值。对于个人来讲，如果你已达到某个高峰，并且你怀疑自己将不会因爬上顶峰而高兴的时候，和公司进行颠覆性创新一样，你该颠覆自己了。

首先，你需要避开竞争。当你还在遵循就业市场过去看重的表现维度而艰难自我改进时，你提供的东西可能超出需求。尽管你做事可靠，甚至出色，许多同龄人同样可以有效完成你的工作，并且，后起之秀可能完成得更迅速、成本更低。

其次，颠覆或许给你带来更大的回报。不可否认，颠覆性的业务创新往往开始作为一种低成本的替代品出现，代替现有的产品或服务。当然，你不会去接受降低自己价值的职业路径策略。但是，当你颠覆自我，你需要转向一系列新的评价标准。在某些情况下，你可能会采取减薪来换取一个更陡峭的学习轨迹；毕竟，颠覆的最后阶段，对你创造的东西需求会更高。另一些情况下，在削弱你在新职位、新组织或行业中的竞争同时，你甚至能提高收入。请记住，当涉及个人颠覆，回报不仅是经济上的，还会有心理和社会层面的。




猎头如何看职业颠覆

关于本文，我们咨询了克劳迪奥·费尔南德斯-阿劳斯（Claudio Fernandez-Araoz），询问他如何看待领导者人选在其职业生涯中的重大改变。他是全球高管猎头公司埃贡·森德（Egon Zehnder）的资深顾问，也是《卓越人才的决策》一书的作者。






如今成功领导者的职业轨迹与过去你见过的那些有何不同吗？


过去，成功与经验、知识和技能相关，但情况如今已发生改变。工作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不确定、稍纵即逝、全球性以及多样化，信息更容易获取。结果是，经验和知识的重要性下降，学习和适应能力、复原力，以及与他人的联系，已经变得更为重要。




当你考虑管理职位人选时，什么类型的职业变动是你看重的？


成功的工作变动可以揭示一个候选人有哪几种基于情商的胜任特征，如灵活性、换位思考、组织意识和关系的管理等，这往往可以区分出明星管理者。工作变动也能透露一个候选人发展的潜力，因为这能反映出他们的好奇心、洞察力、感染力、决断力和积极性。




当你在一个简历里看到戏剧性的职业变动时，你对此有何反应？


如果我在简历上看不到大的变化，我通常会很担心。这种经历的缺乏反映了未经测试过的对新挑战和新环境的适应能力，以及学习与成长激情的缺失。当然，接着我会让候选人解释他们相关情况的细节信息，我才能因此知道这个戏剧性变化背后积极和消极的理由。类似“我到达了一个学习高原（心理学术语，指学习上无进步的停滞期）”或“我想学习一些新鲜的事物”这样的回答显然是最理想的。





四项规则

作为一个很熟悉颠覆性创新理论的人，我花了大量时间思考如何将它应用于职业转型上，并与很多人讨论，这些人历经很多变动但成功的职业路径和我的很相似。我们似乎都遵循了四项原则，都或多或少基于克里斯坦森为企业所设定的四项规则。


1. 锁定能被更有效满足的需求。
 颠覆性创新的一个核心原则是客户控制资源分配，并且他们不买产品，而是“租用”产品来满足其需要。颠覆者寻找那些尚未得到很好满足的需求。他们致力于没有其他人进入或没人想进入的市场。经典的案例是Salesforce.com：一个简单、价格低廉、基于云的系统，最初只是想为中小企业提供服务，通过颠覆性创新，成为领先的客户资源管理软件供应商。

马丁·克兰普顿创立的房地产门户网站也是一种颠覆性冒险。但是在建立网站之前，他早已开始自我颠覆，那时他意识到，是营销策略而不是开发和销售促进了软件产品的使用。他抓住了这个机会。因此，在进入下一个颠覆前，他为自己定位为从事一系列重要的营销工作。亚历克斯·麦克朗为那些轻易跨专业的人，比如从科学到金融，从物流到监管，分析他所在行业（医疗）的需求。然后，他在各种医疗机构中找自己的职位，包括刚成立的生物公司到世界500强的制药公司，这将有助于他发展那些所需的技能。

希瑟·库格林的故事是这样的，她放弃了高盛公司证券销售副总裁的位置，帮助建立赫德森斯特里特（Hudson Street）公司，一家独立经营的子公司，这家公司为客户提供投资研究服务。该公司成立的部分原因，是为了响应政府要求，大银行的销售人员不能仅仅依靠他们公司内部分析师的报告。她在新工作中占据有利地位，不仅是因为她认为该项服务的需求将会增长，也是因为她明白，新成立的子公司需要像她这样经验丰富的人来服务客户。

“审视周围的世界并不断向前，是至关重要的，”她解释说，“我目睹了两次经济危机和大裁员, 我发誓，我必须保持总是领先一步。”很多同事认为她简直疯了，为了一个尚未成形的目标而离开现在舒适的位置，无论报酬还是地位都因此而受到冲击。但是她在帮助启动和运作赫德森斯特里特过程中所建立的运营技巧，促使她得以胜任业务开拓工作，最终，她成为伊西斯育儿公司（Isis Parenting）CEO。


2. 了解你的颠覆优势。
 当颠覆性公司洞悉到尚未满足的需求时，它们会先确保那些需求与他们的优势相匹配。他们意识到市场风险（尝试并可能失败于某些新事物）比竞争风险（与市场已经建立且地位稳定的竞争者对抗）要好些。一个经典案例是一家来自墨西哥的无线电话供应商——美洲电信（América Móvil）公司，这家公司并没有选择和一些有线电话公司进行正面竞争，而是将业务重心瞄准了另外80%期待使用电话却付不起固网费用的人群。

当你考虑要颠覆自己，不要只去想你能做好的事，还要想你能做好但别人却做不好的事，那是你颠覆的优势。举个例子，我曾经是一位出色的金融分析师，其实，很多人都懂金融建模，但人们对我评价最多的是我看到跨领域机会的能力。这有点儿像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Howard Gardner）所称的“探照灯智能”（searchlight intelligence）：一种能容易识别不同领域之间的联系，并发现交叉机会的能力。克兰普顿是一个很好的开发者，但更引人注目的是，他是一位杰出的营销人才，他在一个要求很强跨专业能力的领域中如鱼得水。库格林的销售做得非常成功，他更杰出的能力在于吸引客户聚焦于小型创业型企业。

设计师、分析师亚当·理查森（Adam Richardson）很早就发现了自己的颠覆性优势。在20世纪90年代，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Sun Microsystems公司做一名工业设计师，他发现很多有关用户需求的第一手数据，很多设计师的工具包中都缺少这类数据。他并不是最强的设计师，却迷上了市场研究，并善于捕获这类信息。（想想看，在6岁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为汽车设计草图；9岁时，他对邻居们的驾车习惯做了调查，还评估了他们的汽车内饰。）

理查森说：“我是个不错的听众，并且，我喜欢在杂乱的定性数据中找出规律。”他曾想通过读研究生课程来帮助他锻炼这些技能，但是现在著名的伊利诺伊理工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的设计学院，在当时都还没有建立。他在芝加哥大学完成了人文学科的硕士课程。他从传统的工业设计转向研究人类学、民族志、社会学、文化理论，以及艺术史，这些学科奠定了他现在设计的基础，从而得以将设计与客户见解和产品策略融合在一起。

再来看一下格雷戈里·索伦森（Gregory Sorensen），他辞去了马萨诸塞州总医院生物医学影像中心主任，以及哈佛医学院放射医学和健康科学教授的职务，成为西门子健康医疗北美公司（Siemens Healthcare North America）CEO。在索伦森发现他独特的颠覆性创新优势与西门子的需要非常匹配时，他在医学与学术领域已建树颇丰。

索伦森既不是推销员，也不是一位经验丰富的企业高管，但他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医生，在医疗设备方面有着渊博的知识，并且知道如何管理一个组织。哈佛大学和麻省总医院的几位同事曾质疑他的离职决定，但索伦森还是选择颠覆自我。他认为他可以以一种全新的、回报可能更大的方式，来施展其独特的技能。


3. 迂回包抄，一切为了成长。
 正如一家公司的生存取决于收入的增长，一个人的成长取决于学习和提升。当组织变得太大，就会停止探索更小、更具风险、却更有利可图的市场，因为产生的收入对总利润的影响不够大。因为鲍德斯公司在图书销售行业很成功，所以接受电子商务的速度很慢，在那个行业，他们取得了成功，人们也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上升到了某个层次，可能就会允许自己处于稳定状态。个人成长往往会停在一个典型S形曲线的顶部。颠覆者能够通过跳到一个新职位、新行业或者一种新组织来避免这个问题，并把自己放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成长轨道。

亚当·理查森就是这样做的，他放弃了在Sun Microsystems公司的工作，选择了一个业内无人知晓的研究生课程。利兹·布朗也是这样做的，她放弃了来之不易的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的职位。当然，不要忘了克里斯坦森，他在40岁的时候离开材料科学公司，转而去哈佛商学院攻读博士学位。“辞职”让他开发了一套改变商业世界的理论，并促使他作为一名教师、顾问和投资者的职业生涯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颠覆自我并不一定意味着要离开你的组织。以艾迪欧公司（IDEO）的高管戴夫·布莱克利（Dave Blakely）为例，布莱克利在IDEO这家设计咨询公司工作了20年，但职业提升的路径相当特别。作为一名获得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硕士学位的软件工程师，他本可以在自己专长的核心领域获得一个成功的职业生涯，可能最后跳到硅谷的另外一家公司做类似的工作，或者按部就班晋升到技术人员的管理者。

相反，布莱克利自愿成为IDEO的项目经理，而他的同事拒绝考虑这份新工作，认为这是对严谨和强调细节的开发工作的逃避。但这一后退让布莱克利拓宽了自己的技能，并适应背景更多元的同事和管理者。他开始攀登新的阶梯，现在他是艾迪欧公司技术战略的负责人。医疗公司高管亚历克斯·麦克朗有着类似的经历，他曾15次变换工作。“每一次迂回的变动，都会给我的职业生涯带来5年甚至更多的提速，”他说，“就像拉弹弓一样，往回拉，然后射出去。”


4. 让你的战略自然出现。
 颠覆性创新还被定义为应变式战略。与进行详细的市场分析和制定一个循序渐进的计划来逐步实现目标不同，颠覆性创新者是灵活的，他们先向前迈进一步，收集反馈信息，并做出相应调整。正如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阿马尔·毕海德（Amar Bhide）所揭示的，在所有成功的创业公司中，有70％最后其战略会不同于最初的设想。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是奈飞公司（Netflix），它刚开始只提供DVD邮寄租赁服务，如今则聚焦于电影在线播放。

颠覆性职业生涯中有一条平行线。因为我们没有遵循传统的职业路径，我们就无法从开始看到最后。正如约翰·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写道：“如果你要成功，就应该朝新的道路前进，而不要跟随被踩烂了的成功之路。” 克兰普顿曾经是一位科学教员，或许他从来没想过要成为一名营销人士或是从事在线业务的企业家。而当利兹·布朗拼命工作赢了案子，为当上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时，她也从没有想到自己很快成为高登·西兹（Golden Seeds，一个为女企业家服务的投资网络）的执行董事，然后还到本特利大学（Bentley University）教授法律课程。

另一个很好的例子是萨比娜·纳瓦兹（Sabina Nawaz），一位来自微软的年轻计算机工程师，她非常巧妙地在公司往上爬升，并逐渐承担更多责任，晋升至很多人梦寐以求的副总裁职位也似乎指日可待。但是在得知一些关于管理技巧与情商方面（或许这在软件行业是一种颠覆性优势）的积极反馈信息之后，纳瓦兹决定颠覆自我。

“我一直按照传统的晋升模式不断向上，我了解成功的模式，但是我不再想要下一个职位或晋升了，”她回忆说，“我想有所突破。”她要求从事人力资源方面的工作，并在这个位置一直干了6年。然后，她并没有在微软公司继续往上爬，而是辞职并创立了一家领导力开发咨询公司。尽管这可能从来都不是她的职业目标，但纳瓦兹让自己的战略自然浮现。



你就是引擎

根据克里斯坦森在颠覆性创新方面的研究，一家公司寻求在新市场而不是已有市场发展，成功的几率会高出6倍之多；同时，潜在的收入会提高20倍。以相同的方法来衡量个人颠覆性创新的影响是不可能的，但是经验表明，其实也能产生类似效果：这将显著提高你在经济、社会和情感上成功的机会。

维持现状的吸引力非常强大，这是毋庸置疑的。在你的生活和事业中，你身边的人可能会建议你避免颠覆。对我们当中的许多人而言，停步不前其实意味着退步，因为我们对来自更年轻、更敏捷的创新者的竞争威胁视而不见，错过了取得更大成就的机会，并且牺牲了个人成长的机会。

在颠覆性创新公司的建立、购买和投资上，我们给予了很多关注。开展颠覆性创新的公司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但最容易被忽视的经济引擎却是你自己，如果你真的想推动世界向前发展，你需要实现内在的创新，然后颠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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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特尼·约翰逊
 是玫瑰园咨询公司（Rose Park Advisors）创始合伙人，这家公司是克莱顿·克里斯坦森（Clayton M. Christensen）的投资公司。她同时也是《胆识、梦想、执行力：只要你敢想，奇迹就会发生》（Dare, Dream, Do: Remarkable Things Happen When You Dare to Dream）一书的作者。





经验 Experience / 案例研究 Case Study



艰难时期

该不该照发奖金？

BONUSES IN BAD TIMES

丹妮拉·贝尔斯多夫（Daniela Beyersdorfer） 文森特·德桑（Vincent Dessain）

泽伊内普·托恩（Zeynep Ton）| 文 牛文静 | 译 蒋荟蓉 | 校 万艳 | 编辑






受经济危机影响，一家公司的收入受到重创。公司管理层正为该不该履行一贯承诺，为员工发奖金而犯愁。







路易莎·费尔南德斯把车停到塞维利亚郊区Superado店铺后的停车位，没有立刻下车。





平时，这是她一周中最享受的事：巡视公司超市，和店铺经理聊聊天，逛一逛，观察店员和顾客互动。

她还是个小女孩时，就跟在爸爸身后这么做了。她的父亲从塞维利亚市中心的一个小超市起步，逐渐发展成西班牙最大的连锁超市之一，全国有超过1000家分店。父亲30年来始终保持巡店的惯例，生病后也没改变。父亲过世后，路易莎接管了公司，当上CEO，她立誓保留这一传统。

但今天她感到不安。超市经理豪尔赫·拉莫斯请她发表简单讲话，她知道这并非往常那种令人愉快的交流。西班牙正处于经济衰退边缘，大家都在担心自己的钱包。肯定会有人问她今年Superado会不会发奖金。而她还无法给出答案。




《哈佛商业评论》改编的案例研究，展示现实中公司领导者面临的困境，并提供专家建议。本文案例改编自哈佛商学院案例“Mercadona”（案例编号：610-089）。作者泽伊内普·托恩和西蒙·哈罗。可登录hbr.org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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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乐时光终结？

前一晚，路易莎和公司财务副总玛利亚·阿尔瓦见了面。2008年初步的团队评估显示，每间店铺日交易额和平均估值都出现大幅下降。过去15年来，公司一直保持销售额和利润的稳步增长，但在经济危机的残酷现实面前，今年难以实现目标了。

玛利亚是个直肠子。“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路易莎，”她说，“我们今年发不出奖金了。公司政策很明确：即使员工完成了个人绩效目标，本地店铺也完成了店铺目标，只有在公司达到增长目标的情况下，我们才能发奖金。”她面无表情地看了一眼路易莎，“你必须打电话了，告诉大家今年都没有奖金。你没有，我没有，店铺经理没有，收银员没有，大家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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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莎想过这种可能，但没料到会这么严重。“我明白现在的形势，但这对所有员工来说都是重大打击。你也知道，大家都把奖金看作工资的一部分。大家都指望着奖金呢，特别是假期快到了。”Superado的奖金对多数雇员来说一般是1-2个月工资，取决于工作年限，通常90%的员工都能拿到。

玛利亚耸了耸肩，“可政策就是如此。”

路易莎深吸一口气，“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听听罗德里戈的看法。”她拨通了公司人力资源部副总的分机号，刚响一声对方就接了。不到一分钟，他就赶来了。

罗德里戈·门多萨和路易莎的父亲关系密切，她很重视他的建议。路易莎大致说了一下奖金的问题。罗德里戈显然有备而来。

“每个人都深受危机影响，不只我们，”他说，“但绩效不好不能怪员工。事实上，多亏了他们，我们的绩效才没有更糟。公司人均营收几乎比其他超市高20%。”

“大概吧，”玛利亚回复，“但即便如此，在公司一年只赚了2.2亿欧元的情况下，也付不出2亿的奖金啊。如果经济衰退更严重了怎么办？现在支出的成本都要在明年通过涨价赚回来，这会把顾客赶去Grandplace或者其他竞争对手那里。结果只会更糟。”玛利亚指着她放到路易莎桌子上的一摞财务报告，“我们现在讨论的是公司的稳定性。长远来看，比起一年的奖金，员工更在乎是否有稳定的工作。”

她稍作停顿，声音有所缓和，“当然了，我们必须承认大环境变了，应该降低明年的绩效目标。我们还可以修订公司奖金政策，更好地和绩效挂钩，但我认为今年的奖金是不可能了。”

罗德里戈没有直接回应玛利亚，而是转向路易莎。“你父亲总说，‘欲先取之，必先予之’。如果怠慢了员工，他们也不会卖力工作。我们有竞争力，是因为员工尽心竭力服务顾客，”他向前一步，看上去有些激动，“如果停发奖金，他们还会继续这样做吗？不要冒这个险，特别是在经济困难的时期。想想你爸爸会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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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利亚看上去被激怒了。“不，你要想想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下，我们作为一家公司应该做些什么。”她说。

路易莎谢过两人，等他们离开后就开始考虑对策。即使没有奖金，Superado也比其他连锁店给的薪水高。员工有永久合同，85%是全职，换班时间稳定，福利好，薪水远超市场平均水平。所有员工都接受了管理培训。他们真的会因为今年没有奖金而放弃这一切，转投其他零售店，去做没有福利、工资低的兼职吗？她觉得不太可能。Superado是非常出色的雇主，3.8%的低离职率说明了这点。但奖金仍然是30年来员工合同的一部分，她怎能说改就改？



工作不易

路易莎还在停车场思考问题，有人敲了敲她的车窗。是店铺经理豪尔赫。

“很高兴你没忘了把车停在后面，”路易莎下了车，他开玩笑说。这是超市员工和管理层停车的地方。前面是留出来给“首领”或“大老板”的，公司要求员工这样称呼客人。Superado非同寻常的定价模式背后，也是考虑到了“首领们”的需要。尽管西班牙大部分超市在一年中会有很多促销活动，价格会不断变化，但Superado一直保持稳定的低价。路易莎的父亲认为，顾客喜欢可预见性。到目前为止，事实证明他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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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尔赫陪同路易莎走进店铺，开始例行巡视。他们从后面的仓库开始，工人正从卡车上将货盘的食品卸下来，并将废弃物装上去，运往回收站。接着他们走进超市，里面有6个简单的分区（肉类、海鲜、烘焙食物、水果蔬菜、化妆品和熟食），分区布置各有特色。在农产品区，豪尔赫和一位身材丰满、笑容温暖的中年员工打招呼。

“路易莎，你还记得罗莎吧，” 豪尔赫说，“罗莎在这里干了快10年了，和店铺开业时间一样长。就是她提出了销售散装农产品的想法。”

路易莎记得很清楚。过去Superado出于美观考虑，打包售卖水果蔬菜。尽管这样更好看，但一些顾客却开始转向其他超市购买同类产品。罗莎和顾客交谈后，发现多数顾客认为包装没有必要。如果他们只需要两个苹果，但包装好的苹果有6个，他们就要被迫花更多钱买没必要的东西。于是，罗莎提议在这家店尝试散装出售。销售额获得提升，其他店铺也很快跟进。“罗莎，和路易莎说说我们昨天讨论的事情。”豪尔赫提醒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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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莎露出微笑。“是这样的，夫人，”她徐徐道来，“我们发现很多首领越来越担心自己的预算。我们可以通过减少产品种类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我知道这听上去有点怪，但客人看到我们的产品，觉得种类太多了，必须在需要和想要的产品间艰难抉择。如果我们减少产品种类，提供更合算的价格，这样能帮他们减少压力，最后会给超市带来更多而不是更少的生意。”

“有趣的观点，罗莎，谢谢你，”路易莎说，“豪尔赫有了你肯定高兴坏了。”

“当然了，”豪尔赫说，“其实我对店铺每位员工都很满意。过去几个月，我见证了工作最努力、好主意最多的一支团队。我们真的很齐心协力。”

路易莎和豪尔赫继续往前走。“有件事我要告诉你，”他说，表情凝重了些，“Grandplace刚搬到隔壁，开了间便利店。这是要抢生意，还要抢员工。罗莎说上周他们的一位经理在公车站和我们的员工交谈。”

豪尔赫有点发愁地注视着路易莎，“我也听其他店铺经理说了同样的事。他们甚至还提供转会费。”

“有人离开吗？”她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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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店没有，”他回答，“大家在这里都挺开心的。我只是想告诉你这件事。”

路易莎正准备说话，但出口附近出了点事，豪尔赫赶去处理了。路易莎远远看到四名顾客正在一个收银台前排队。豪尔赫非常勤快，很可能又过去开了一条结账通道。



该调整了吗？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后，大家聚在一起准备开员工会。路易莎看了一眼笔记。

豪尔赫会先讲一段，说说去年的绩效和未来目标，然后让路易莎继续。她准备先恭喜豪尔赫和他的团队成为该区域业绩最好的团队之一。但是接下来她必须要给大家看看Superado的预估团队业绩，并非所有店铺表现都这么好，因此公司将无法完成年销售额和利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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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问答环节，肯定有人会提到奖金问题。路易莎知道，必须给大家一个坦率直接的答复。一旦她表态，就必须坚定，否则会失信于人。店铺间很多雇员相互认识，消息很快会传开。

环顾四周，她看到大家正兴奋地聊天。路易莎心中忽然涌上一股感激之情。正是这些员工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兢兢业业的工作，让父亲的公司有了今天这般成就，仅凭这点他们也该得到奖金。但笔记上的财务表格也提醒她，经济情况大不如前了。她有责任让Superado度过危机，并蒸蒸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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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妮拉·贝尔斯多夫
 是位于巴黎的哈佛商学院欧洲研究中心助理主任。文森特·德桑是中心的执行主任。泽伊内普·托恩是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运营管理团队的兼职副教授，“好工作协会”（the Good Jobs Institute）联合创始人，马丁繁荣研究所( Martin Prosperity Institute)研究员，著有《好工作战略：最聪明的企业如何通过投资雇员实现低成本和高收益》（The Good Jobs Strategy: How the Smartest Companies Invest in Employees to Lower Costs and Boost Profits）。





经验 Experience / 案例研究 Case Study



Superado

今年是否应当

给员工发奖金？

专家意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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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斯·霍兰德尔（Nicolas Hollanders）


是比利时食品零售商德尔海兹集团（Delhaize Group）人力资源、IT和可持续发展部门的行政副总裁。









路易莎要解决
 的是沟通问题。不知从何时起，大家忘记了Superado的奖金和公司总增长目标间紧密相关，是对优秀工作的褒奖，反而觉得奖金是薪水固定的一部分，肯定能拿到。

很明显，公司需要彻底调整奖金制度。针对这类重大薪酬福利问题，路易莎应当先制定相关的结构化决策流程。在德尔海兹集团，我们一般会在全体执行委员会大会上，率先讨论这类奖金支出问题。然后会将建议案提交薪酬董事委员会评估，再交由董事会投票决定。

我还会建议路易莎，放弃Superado目前“全有或都没有”的奖金计划。举例来说，公司可以制定最低绩效目标，如果低于该绩效，员工将拿不到奖金。再制定一个让员工可以拿到一半奖金的中间目标，以及一个能拿到全额奖金的有难度的目标。如果是我，会再设立一个杰出绩效目标。路易莎和管理层应当不断和员工沟通绩效和目标的情况。从一开始就有意识地管理员工期待，会让她在绩效下滑时，更容易找到匹配的奖金解决方案，并为来年提供激励因素。

至于Superado是否应该支付全额奖金，我的回答是不应该。既然公司收益降至2.2亿欧元，从经济角度讲，支付2亿欧元的奖金并非明智之举，即使Superado依然是私有企业也不明智。

一点奖金都不给同样也不行。Superado的雇员努力工作，贡献智慧，对公司的成功起到了重要作用。况且，他们习惯了有奖金，现在没有了，也许会将其视为失信。在零售食品业，店铺雇员对顾客的消费体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和店铺雇员互动不好，顾客的满意度会骤降。我认为和销售人员的互动也许比产品本身对顾客来说更重要。路易莎也不能忽略竞争对手已经开始挖人的事实。

我理解公司现在处境困难。我给路易莎的建议有两方面。第一，Superado的主管团队和董事会必须做出决定，制定一个合理的奖金总金额。然后按照一定条件，将这些钱分发给不同级别的员工。

例如，路易莎和主管团队可以不拿奖金，中层管理者拿目标奖金的25%，店铺员工拿目标奖金的50%。这将释放出清晰的信号：Superado认可员工的努力和辛勤工作，但同时也将公司面临的经济压力传达给大家。告诉大家，“我们正处在危险之中”“如果不更努力工作，也许会被竞争击垮，面临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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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意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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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科斯·巴尔巴安（Marcos Barberan）


是Mercadona的人力资源总监。









我认为，
 路易莎应当发奖金。任何眼光长远的企业都应该奖励员工的个人贡献和集体贡献。Superado在过去30年意识到，团队合作和敬业精神是帮助一个组织度过顺境、逆境的关键。携手渡过难关会让团队感到骄傲，并产生归属感。奖金强化了这点。

我这是经验之谈。Superado的故事原型是Mercadona几年前的情况。2008年9月和10月，Mercadona的销售额大幅下降，分别是3%和6%。结果我们难以完成年度增长目标，必须决定是否像往常那样支付员工奖金。

最后，管理委员会决定，所有完成个人绩效目标并通过评估面谈的人，都将获得奖金。高管认为，奖励并维护个人和团队努力很重要，特别是在严重的经济衰退背景下，大家感到前途未卜。最终，95%的员工得到了奖金，共计1.9亿欧元。

我们的逻辑很简单：如果公司想要顺利度过艰难时期，必须要员工投入工作。没有这种投入精神，我们感到自己无法快速理解和适应消费者的需求和购买习惯的变化。毕竟，并不是因为有人告诉你要学习新技能、完成目标，你才会这么做，是你自己想这么做。

这个决定取得了预期效果。自2008年起，Mercadona的生产率平均每年提高4%。公司在奖金和目标方面的政策保持不变。尽管经济情况严峻，公司仍然保持了持续增长，2011年员工收到根据绩效目标分发的奖金共计2.23亿欧元。

Superado团队面临艰难决定，但领导者就是要有勇气做出艰难但必要的决策。最重要的是，路易莎要很清楚，该如何将公司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做出的关于奖金的决定告诉大家。她要开诚布公地说明来龙去脉，让员工理解，公司非常期待大家能受到鼓舞，努力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我们在2008年是一家上市公司，结果也许会有所不同。资本市场往往会惩罚那些支付大额奖金、让经济恶化的企业。但这就是我们作为家族企业的优势。在权衡长短期的问题上，我们的灵活性远超上市公司。

我确信，从长远看，发奖金是正确决定。公司文化奖励员工的敬业精神和辛勤工作，会给企业带来持续的增长和更高的生产率，也会吸引更多人才加入。而这也许是所有公司能拥有的最大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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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R.ORG社区评论



建立新机制

只给那些表现杰出的员工发奖金是危险之举。企业需要花很多年时间才能构建任人唯才的机制，而且需要大家就成就的定义和量化成就的标准达成一致。


查尔·克卢蒂

Clearance Capital首席运营官





政策成了障碍

冲突并非来自经济衰退、新竞争、员工权利等其他环境因素，而是人和政策间的冲突。政策是企业在法律和道德方面的防护栏，但是当政策成为企业贯彻价值的阻碍，就变成了成功道路上的障碍。


埃里奇·勒尔

Venntis, LLC





寻求员工支持

路易莎应当在创新方面寻求一线员工的支持。如果她请大家献计献策，帮助公司节省开支，比如节省了5000万美元，就可以用这笔钱发奖金。员工将全情投入，设法提高Superado的盈利。利用奖金促使员工专注于发现客户洞察并贡献创意，有助于公司长远发展。


卡蒂·康拉特

Ideas To Go创新流程专家分行副总裁兼区域主管







杂谈 Synthesis



药物作用下的大脑

治疗精神疾病的药物能帮助人类提升脑力？


OUR BRAINS ON DRUGS

JM·奥乐加茨（JM Olejarz） | 文

牛文静 | 译 王晨 | 校 万艳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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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变大脑功能的药物古已有之。人类使用这类药物的历史长达数千年。数百万人正在依靠这类药物（例如酒精、安非他命和百忧解）放松神经、提升脑力，唤醒大脑功能。

但令人惊讶的是，我在读完三本相关新书后发现，其实并没有人真正了解这些药物的原理和利大于弊的使用方法。尽管研究人员和医生能说清精神刺激类药物的作用，但并不清楚它的原理。无论人们吃的是专利药、管制药还是处方药，我们在服用时未必都清楚自己吃的到底是什么。

心理学家劳伦·斯莱特（Lauren Slater）的新书《蓝色梦想》（Blue Dreams）探讨了精神科药物的复杂历史。她认为人们很喜欢把现代医学想象成优雅的治疗体系，取代了过去野蛮的方法，但这是错误的。她说，在精神病学中，最先进的方法不一定比过去的方法强多少。

以氯丙嗪为例，斯莱特称它为精神病学的“青霉素”。20世纪50年代早期，这种药物刚被发明出来，即被奉为神药。当时的医生们还没有开始研究神经化学，根本不清楚为什么氯丙嗪能治愈精神失常的病人。但是这种药物还是流行了起来，最初在发明地法国的医院逐渐扩散，之后很快在欧洲其他国家和地区以及美国流行起来。氯丙嗪治愈了全球范围内很多病人，并极大地减少了各国精神病院的人数。

该药物在成功多年后，被所谓更安全和高效的药物取代，退出了历史舞台。尽管这些药物也并不一定更安全高效。每一种这类药物都有副作用，斯莱特说。在选择这类药物时，往往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对于很多抗精神病药物、抗抑郁药物来说，情况都是如此。斯莱特还提到，隐藏在幕后的是医药公司，他们研发、推广新药，用以替换旧药，有时新药效果还不如旧药。

《自然》杂志编辑戴维·亚当（David Adam）的著作《内在天才》（The Genius Within），带领我们来到医学领域外的学校和公司，探索最尖端的神经增强学科，也就是利用诸如莫达非尼之类的“聪明药”提高智力、记忆和各类心智力量。

人类一直痴迷于智商以及如何测试智商，但定义智商却异常困难。在西方社会，人们往往将头脑的处理速度视为智商，然而东方文化则更多认为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才是智商。

亚当在书中写道，无论哪种定义，智商在日常生活中都扮演重要角色，影响了学生分班、员工招聘升迁以及两人能否在第一次约会中就一拍即合。利用药物开发大脑潜能当然很具诱惑。（从流行文化中也能看出来：电影《永无止境》和被低估的电影《超体》中的主人公都在化学药物的作用下释放了大脑的全部潜力，结果也很奇异。）

也许你觉得这些“聪明药”和精神类药物毫无共同点，但是它们的伦理考量非常相似。亚当在书中为我们展现了在促进智力的药物面前，人类的窘境：到底哪些人能够使用这些药物？所有人，还是智商低于平均标准的人？保险能报销吗？如果有人在没有处方的情况下买到这些药怎么办？如果你的同学或同事开始服用，你会怎么做？你是否会为了不落于人后也要使用它们？

这两类药物还有其他的共同点。聪明药和精神类药物一样，科学家也不理解它们是如何对大脑起作用的，但是这也无法阻止人类使用这类药物。有时甚至是在非法的情况下。

阿亚雷特·瓦尔德曼的著作《美好的一天》（A Really Good Day）刚刚出版了平装本，她在书中谈了个人对精神刺激类药物的看法，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了其中的风险、用处及得失。作者深受情感障碍困扰多年，在尝试众多药物无果后，决定另辟蹊径。这本书按时间顺序记录了她在一个月内持续少量服药的实验。

瓦尔德曼的结论令人惊讶之处在于，她的微量药物实验结果听上去竟再正常不过：她能够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没有那么易怒。如果你觉得这听上去不够刺激，瓦尔德曼跟你想的一样。她写道，她衷心期盼的，不过是每天都顺利度过，“可预测、有规律、没有意外”。

也许，我们在谈论精神刺激类药物时，应该记住这种想法。人们在需要帮助，或者少许刺激时能够得到满足。也许我们不该因为不懂这类药物的原理，而限制自己。




马克·塔鲁奇（MARK TALUCCI）

SACK公司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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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正在读……

几乎每个人都读《纽约时报》，但我既读国际版，也读美国版。我是在国外长大的——墨西哥和巴西，现在常常到亚洲出差，所以喜欢国际化的外来者视角。因为我从事时尚业，也会留意《时尚》杂志和《女装日报》，但我会花更多时间关心华尔街和硅谷的新闻，主要看CNBC财经频道和Seeking Alpha网站以及《快公司》。

我还读Bolinas Hearsay News，这是一份湾区的进步报纸，此外还有Surfer’s Journal，其实这本杂志更多是关于旅行和娱乐，并非冲浪。我妻子和我生活在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嬉皮小镇，所以我们仍然保持着和这种文化的关联性，即使SACK现在位于曼哈顿，我们最初是从旧金山开始创业的，并保留了品牌的西海岸气质。

至于书籍方面，我最近读的是埃里克·里斯的《精益创业》、亚当·格兰特的《离经叛道》，以及保罗·坎特的《孩子如何取得成功》，其实这本书应该取名为《人们如何成功》。剧透：性格是关键。



我正在关注……

Instagram 是让你保持时尚敏锐度的好工具，为了工作需要，我关注了数百个品牌、意见领袖以及博主。职业冲浪者凯利·斯雷特（Kelly Slater）是我近期最爱，还有卢卡·萨巴特（Luka Sabbat），一位20岁的极具风格的模特。还有大热的街头风品牌Supreme，近期刚与路易威登合作。妻子和我共用一个账号来分享家庭照片和一些生活故事，我们也通过Ins和世界各地的朋友保持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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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前我必须至少读书一小时，否则无法入睡。”




我正在看……

不幸的是，我家的遥控器主要掌握在孩子们手里，他们从4岁到11岁。我们一起看的家庭节目是《单身汉》，可以让你洞悉在和竞争者共存同时想获胜的心理，非常有趣。还有《创智赢家》，从中能学到很多有关商业计划和演示的技巧。我超爱《广告狂人》，它展现了20世纪50年代的纽约、广告以及时尚。最近最爱HBO的电视剧《硅谷》，太写实了。我妻子没事就喜欢看CNN，但我受不了新闻一天到晚吐槽特朗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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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M·奥乐加茨
 是《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助理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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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人生 Life's Work



LIFE’S WORK


美国著名演员简·方达：


女性更有韧性，男性更脆弱


加布里埃尔·约瑟夫 - 戴塞斯（Gabriel Joseph-Dezaize） | 访

牛文静 | 译　蒋荟蓉 | 校　万艳 | 编辑






简·方达（Jane Fonda）有位著名的演员父亲，母亲则在她年幼时自杀身亡。她度过艰难的童年时光，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演员，并找到更大的人生目标，成为反战和女权主义社会活动家。她在20世纪70年代荣获两次奥斯卡。80年代，她成为一名健身专家，90年代专注于非营利工作。2005年她重回大荧幕，出演了奈飞的电视剧《同妻俱乐部》（Grace and Frankie）。







HBR：
 为什么你选择做演员，之后又去做了社会活动家？



简·方达：
 我做演员是因为不知道自己还能干什么！我做秘书被解雇了，李·斯特拉斯伯格（Lee Strasberg，表演教练）说我有表演天赋，而我需要赚钱谋生。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这只是一份工作。

我到30岁才开始做社会活动家。当时全球发生了很多事，而我恰巧怀孕了，这会让女性变得像海绵一样非常容易感知周围发生的事情。那段时间，我意识到想改变自己的生活，想参与到呼吁结束战争的工作中。当时我住在法国，跟罗杰·瓦迪姆（Roger Vadim）结了婚，有个小女儿，我抛下这一切，到美国成为一名社会活动家。




你在职业生涯中，有没有遭到过性别歧视？


我的薪酬没有同组男主演高。别人对我的评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貌，这让我在很长时间感到非常不舒服。那是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在当时的电影业界，对女性的物化和性别歧视随处可见。你对此感到无能为力，只能接受现实。有导演对我性骚扰，说和他上床才能得到角色，我只觉得好笑。直到后来美国的女性运动崛起，这一切才有所改观。




你怎么选项目？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没有经纪公司，也不知道怎么选择和判断，有人给我角色我就接。也正因为这样，那时我并不开心。大概33岁的时候，我的工作已经偏重社会活动了，我决定彻底离开娱乐业。

那时我在底特律和汽车工人联合会的人一起学习组织活动，我和一位黑人律师朋友肯·考科瑞尔（Ken Cockrel）说：“我想离开好莱坞。我不喜欢接到的角色，想全职做一名组织者。”他说：“千万不要！社会运动有很多组织者，却没有多少电影明星。你要继续演戏，在这上面多花些心思。这也是为了更好地推进社会运动。”那时起，我决定开始自己制作电影，第一部是《荣归》（Coming Home）。我也真正从工作中找到了快乐。




在艰难时刻，你如何做到有韧性？


我认为，有没有韧性是天生的。在童年时期，我本可能陷入深渊，但我的韧性像雷达一样一直在寻找转机，留意所有爱我或者能够教我一些东西的人。有韧性的人能够将伤口变为宝剑和犁头。他们将成为最强大和健壮的勇士，并一直具备这种特质。上帝会在我们的伤痕处现身，而不是在我们获得奖项和欢呼声中出现。这么说有点一概而论，但是根据我的经验，女性更有韧性，男性更脆弱。




战争往往源于脆弱……


从全球来讲，在当下的文化中，“男性”并没有害，但是男性的社会表现，也就是我们称之为“男子气概”的东西则有害。

除非我们能够改变这点，否则人类这个种族将灭绝。这不是夸张的修辞，事实如此。地球正在被毁灭，就是这个原因。并非男性本质邪恶，而是他们必须要不断证明自己。我最初意识到这点，是看到五角大楼公开的越战密件，之后看了多丽丝·古德温（Doris Kearns Goodwin）撰写的关于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的传记：当时总统和幕僚都知道美国无法获胜，但越南战争仍然继续下去，原因之一是，男人们觉得那时撤兵是缺乏男子气概的行为。这点让我非常触动，永远也忘不了。我开玩笑说，这是“早泄”问题。而这正是症结所在。




和我讲讲你成立的两个机构：女性媒体研究中心（The Women's Media Center）和乔治亚州青少年权利与潜能运动（The Georgia Campaign for Adolescent Power & Potential）。


我和其他人一起成立了女性媒体研究中心，目的是增强女性在媒体中的声音。电影、杂志、书籍、电视和诗歌帮助塑造我们的觉知和自我意识。如果人类声音缺失了一部分，女性的声音遭到打压，大家都会受影响。如果我们无法得知故事的全貌，又该如何理解身处的世界和对错，又如何将其变得更好？女性看待事物的角度有别于男性。事物对男女的影响也不同。女性对很多事情的应对方式都有别于男性，例如战争、饥荒、破产和健康。缺少我们的声音，将是巨大的缺口。

你去电影院看电影，发现大银幕上从未出现过自己的故事，从未出现你的担忧和信念，于是你会感到无力，觉得自己没那么重要。所以我们觉得改变这点很关键，美国现在在这方面做了很多事。

我在1995年开始了乔治亚州青少年权利与潜能运动。我们现在知道，青春期是人生中独特的发展阶段，对成年后的生活很关键。现在我们这里有男孩也有女孩。对于他们来说，了解自己的身体如何工作，以及如何保护自己远离疾病和伤害非常重要。他们必须明白，自己有权利保护自己的身体。针对性别、感官和情感关系的态度常令人困惑，因为美国在很多方面仍然是一个清教徒国家。例如，我们会从道德角度而非“健康”角度来看待青少年怀孕问题，这糟透了。




有没有一件事，是你一直想做还没做的？


我想建造一个完全与世隔绝的小屋。想养鸡，我超喜欢鸡，还有兔子、狗，我想安静地生活，在高山上，树木环绕。虽然我并不觉得自己有写作才华，但我想要写一本有意义的书，也是我的最后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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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布里埃尔·约瑟夫-戴塞斯是《哈佛商业评论》法国版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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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TLIGHT



MANAGING

AUTHENTICITY:

THE PARADOX OF

GREAT LEADERSHIP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s explore the qualities of authentic leadership. To illustrate their points, they recount the experiences of some of the authentic leaders they have known and studied, including the BBC’s Greg Dyke, Nestlé’s Peter Brabeck-Letmathe, and Marks & Spencer’s Jean Tom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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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rnessing the Science of Persuasion

If leadership, at its most basic, consists of getting things done through others, then persuasion is one of the leader’s essential tools. Many executives have assumed that this tool is beyond their grasp, available only to the charismatic and the eloquent. Over the past several decades, though, experimental psychologists have learned which methods reliably lead people to concede, comply, or change. Their research shows that persuasion is governed by several principles that can be taught and applied.

The first principle is that people are more likely to follow someone who is similar to them than someone who is not. Wise managers, then, enlist peers to help make their cases. Second, people are more willing to cooperate with those who are not only like them but who like them, as well. So it’s worth the time to uncover real similarities and offer genuine praise.

Third, experiments confirm the intuitive truth that people tend to treat you the way you treat them. It’s sound policy to do a favor before seeking one. Fourth, individuals are more likely to keep promises they make voluntarily and explicitly. The message for managers here is to get commitments in writing. Fifth, studies show that people really do defer to experts. So before they attempt to exert influence, executives should take pains to establish their own expertise and not assume that it’s self-evident. Finally, people want more of a commodity when it’s scarce; it follows, then, that exclusive information is more persuasive than widely available data.

By mastering these principles—and, the author stresses, using them judiciously and ethically—executives can learn the elusive art of capturing an audience, swaying the undecided, and converting the op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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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sse M. Fried and Charles C.Y.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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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experts argue that corporate leaders are starving their firms of investment capital by making excessive payouts to shareholders, thereby undermining innovation, employment opportunity, and economic growth. As evidence, they point to S&P 500 firms’ using 96% of their net income for repurchases and dividends.

A closer look at the data shows that the amounts going to shareholders at the expense of internal investment are less than claimed. The problem lies in the ratio used—shareholder payouts as a percentage of net income—which fails to take into account offsetting equity issuances as well as actual R&D expenditures.

The percentage of income potentially available for investment that goes to shareholders is not 96% but a much more modest 41%. After paying shareholders, S&P 500 firms are at near-peak levels of investment and have huge stockpiles of cash for exploiting future opportunities.

There may well be severe corporate governance problems in the S&P 500, but the data suggests that excessive shareholder payouts is not one of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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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s no question that most American industries have become more concentrated. Economists are trying to understand whether this is necessarily a bad thing for competition.

The short answer: It’s complicated. Innovation superstars like Google have created winner-take-most markets largely by exploiting network effects, not through predatory behavior. However, research from the wider economy (including the tech sector) uncovers classic signs of unhealthy concentration: rising profits, weak investment, and low business dynamism.

The government’s approach to antitrust violations is due for an overhaul. And regulators need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protecting economic vitality and consumer

well-being—and less to industry lobby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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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your salespeople aren’t sure who their boss is—the district manager? the regional manager? the customer?—it could be a sign that your company’s sales force controls are working at cross-purposes and that your sales function is in trouble.

Sales force controls are the policies and practices that govern the way you train, supervise, motivate, and evaluate your sales staff. They include the types of compensation you offer your people and the criteria your sales managers use to evaluate the reps’ performance. These controls let salespeople know which trade-offs the company would prefer them to make when the inevitable conflicts arise between what they want to do (spend lots of time and money to get a sale) and what they actually can do (use limited resources and still get the sale).

When sales force controls aren’t aligned—when, say, the system simultaneously encourages reps to be entrepreneurial but also to file detailed call reports and check in frequently with their bosses—individuals become discouraged and unproductive, and they eventually leave the company. The authors’ research suggests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control systems of companies that encourage salespeople to put the customer first—outcome control (OC) systems—and those that encourage reps to put their managers first—behavior control (BC) systems. In this article, they lis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C and BC systems, describe the potential fallout from conflicts within these systems, and explain how you can tell which control system is appropriate for your firm. In most cases, the right choice will be a consistent system somewhere in the middle of the OC-BC continu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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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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